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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富差距

从公司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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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羡的雨后北京（摄影：俞旭斐）






又
 到一年毕业季。众多莘莘学子满怀热忱步出校门，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但相信几年后，这些学子们的境遇就会发生很大的差别，因为进入不同的公司必然会带来不同的未来。人生也从此出现分野。

这种现象其实就是目前甚嚣尘上的“贫富差距扩大”。而本期聚光灯着重从企业层面分析了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开篇文章的作者是尼古拉斯·布鲁姆。拥有名牌院校教育经验且在麦肯锡历练过的布鲁姆，一直喜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经济学原理。此次，他挑战了几个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常见错误认知，并提出用一种新方式思考不平等问题。布鲁姆援引英国脱欧、美国总统大选、意大利五星运动和法国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卷土重来的例子称，不平等“不仅是巨大的社会问题，还使全球政治暗潮涌动”。

很多经济学家都关注个人之间的不平等问题，所以布鲁姆显得特立独行。布鲁姆分享了他的研究，即公司和管理层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他强调竞争作用力和公司决策对个人境况差异的影响，并指出如果不将公司纳入考虑范围，就不能充分理解不平等问题。

在布鲁姆看来，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源自3大因素：外包的崛起、IT的应用以及赢者多吃的竞争累积效应。这3大因素催生了亚马逊等“超级公司”，同时也使得竞争减弱。

为此，布鲁姆提出了5大解决方案：1.关注反垄断，2.反思改革政策，3.改革公司决策和招聘措施，4.加大对教育的投资，5.通过税收政策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为了佐证布鲁姆的观点，《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的编辑还采访了前白宫经济顾问杰森·福尔曼。福尔曼基本肯定了布鲁姆的观点，同时指出，行业间的收入差别也须得到关注。他认为，应该尽快落实哪些既能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又能减少不平等的方案。

本次聚光灯栏目中颇有意思的一篇文章是对一位理财规划师的采访。这位理财规划师是Maya Adisors公司的总裁拉维纳·纳加尔。她在接受采访时，主要针对技术工作者提出了建议。她认为，技术领域从业者的资产是所受的教育和拥有的技能。因此，只有持续对这两者进行投资，从业者才能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

我们相信，尽管本组文章取材于欧美企业，但对于中国依然很有借鉴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职场新人以及创业者来说，将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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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艾琳（Irene Yuan Sun）
 在哈佛大学学完肯尼亚殖民历史后，她决定亲自去非洲感受一下，于是去了纳米比亚执教一年。回到美国后，她获得了工商管理和公共政策学的硕士学位，并加入麦肯锡，后来麦肯锡将她派回非洲。她在那里负责医疗和基础设施项目，发现中国企业家对非洲制造业的投资与日俱增，而这就是她本期文章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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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凡诺·蓬托尼（Stefano Puntoni）
 在老家意大利刚上大学时，不知道自己想要过怎样的生活。他发现一门统计学的课还算有趣，但直到他学了市场研究的选修课后，才发现自己的激情所在。他现在伊拉斯谟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专攻消费者选择和决策。他的研究让他了解到线性偏差如何导致人们做出次优选择。具体内容见于他和巴特·德朗格（Bart de Langhe）、理查德·拉里克（Richard Larrick）合著的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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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很短，如果都用来

做低价值工作，那就更短了


别再让那些低价值工作占用你的时间了，这毕竟是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要变得更高效。重新设计工作，从现在开始。





Career Strategies, Inc.的总裁 普莉希拉·克拉曼|文





沉默为什么蚕食公司

大卫·麦克斯菲尔德｜文

如何让公司文化具有包容性？

加德纳·莫尔斯｜文

为什么有些男性要假装每周工作80小时

艾琳·里德｜文

[image: ]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成功CEO的过人之处

成功CEO具有4种行为特质：果断、激励参与、主动适应、稳扎稳打。这4点看似平常，但知易行难，如能做到，将让CEO从选拔中脱颖而出，并坐稳位置。



唤醒通勤时间

上下班原本不必如此折腾。很多研究都显示，稍微调整一些细节就能改进通勤体验，人们会更开心，工作效率也可以提高。



公司领导层的根本性错误

多数董事会和CEO都认为首要责任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但这个观点存在巨大问题——问责制缺失。领导者最应该关注的是企业的健康运营，而不是给股东短期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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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7511、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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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收入有时

弊大于利


艾伦·希尔（Aaron D. Hill）

费德里克·艾梅（Federico Aime）

杰森·里奇（Jason W. Ridge）|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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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可能经常猜身边同事和其他人赚得比你多还是少。有证据显示，你很可能猜得并不准。举个例子，知名调查机构PayScale曾调查71000人，有64%职场收入中等的人认为自己收入不及平均水平。与此同时，35%高收入人士认为自己收入不及平均水平。

由于人们对收入的看法经常是错的，公开收入情况开始流行。何不直接告诉员工其他人都赚多少，省得猜来猜去？

这种想法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一方面，公开可以防止出现种族、性别等方面的歧视，也可以让人们了解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企业本来就在薪水方面存在某种差别。如果了解收入差别（或者说“差距”），可能导致人们感觉不公，影响满意度和积极性，提高辞职的可能。因此，关于如何巧妙地公开告诉人们收入差距，有些争议。

其实两种说法我们都同意。收入公开可以是件好事，但如果做得不好也可能变成坏事。所以企业应该如何执行收入公开？一定要确保收入上的差别是根据员工表现情况确定的。我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战略管理杂志》上，显示如果人们清楚跟他人薪水的差别，而且差别的原因是跟他人工作能力不一样，收入差别的负面影响就会减弱。收入公开一定要与业绩公开同步进行，虽然业绩看似明显，但很多企业里其实做得并不好，至少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是这样。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们选取了各家公司人员收入和业绩相对明显的行业数据，而且某些公司存在明显差别，就以美国职棒大联盟为样本。我们检测了1990到2000年间薪水和球员成绩的差别如何影响各支球队的胜率，参照因素包括球队付给球员多少薪水，相对其他队水平如何；球队经历的水平；球队整体实力的测算方法采用了棒球统计大师比尔·詹姆斯（Bill James）所制全面对比球员成绩的公式。（虽然各项体育运动存在差别，但用棒球做这种测试很适合，有几个原因。首先，个人成绩和收入都很公开。其次，比赛形式决定了可以清楚地将个人成绩与团队成绩分开，其他运动则没这么容易。第三，职棒大联盟的球员薪水管制得相对其他运动宽松，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收入差距。）

首先就像之前的研究，能看出收入差距与赢得比赛的负相关联系比其他因素要强。换句话说，收入差距越大，比赛成绩越差。

但仔细研究比赛成绩之后，我们发现，如果收入与成绩匹配的话，队伍成绩会比较好（即胜率比较高）。大体上说，球员收入可以差别很大，但如果收入与成绩匹配，收入差距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会淡化，至少不会影响胜率。

用奥克兰A队当例子。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支球队花费非常大，也很成功，1988年到1990年连续3年参加世界系列赛，1992年胜率接近60%。1995年球队换了老板也调整了战略，大幅削减球员工资，重点培养年轻也更便宜的队员（不再保留一群昂贵的老球员），同时仍然给少数关键球员支付大笔薪水。这种策略在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点球成金》一书中有详细描述，随着球队的老合同慢慢过期，到1997年，奥克兰A队的球员收入与成绩关系已经非常低。

但情况慢慢变化：1998年球队收入与成绩匹配程度提升到联赛平均水平，1999年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随着收入与成绩匹配程度提高，球队的胜率跟着增加。1997年球队胜率为40%，1998年胜率为46%，1999年胜率54%。到了2000年，球队胜率达到57%，而且重回决赛圈，彼时球队里收入水平与成绩匹配程度也非常高。

也有收入与业绩不匹配的例子，有些差距太大，有些则基本差不多（差距很小）没法体现各人成绩。1998年，就在赢得世界系列赛一年后，佛罗里达马林鱼队（现在叫迈阿密马林鱼队）大幅降薪，球员收入减为之前的四分之一。跟奥克兰A队情况一样的是，有些球员和合同很难改，结果是马林鱼队的收入差距非常高——实际上在职棒大联盟中最高。同年，蒙特利尔博览会队（现在叫华盛顿国民队）因为之前连年削减工资，球员收入普遍不高，而且基本差不多，收入差距为职棒大联盟中最低。但在两支队伍里，球员成绩总体上差别都不大，所以两支队伍都出现了错配，只是方式不一样：马林鱼队是收入差距很大而平均成绩差别一般，博览会队里则是收入差距很小而平均成绩差别一般。所以毫不奇怪，马林鱼队胜率只有三分之一，博览会队胜率也只有40%。

纽约洋基队当时能创下单季胜场纪录，紧随其后的亚特兰大勇士队能赢下三分之二比赛，都是同样原因。虽然洋基队球员收入差距很小，排在大联盟在倒数四分之一，勇士队球员收入差别很大，在大联盟里排名前五，但两支球队里收入与成绩匹配程度都很高。

最终我们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收入差别大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在于平等，而是影响了公平竞争。如果收入差距不是根据个人表现决定，整个队伍的成绩都会受拖累。收入差距大还是小本身关系不大，关键看收入与个人成绩匹配（洋基队/勇士队）还是不匹配（马林鱼队/博览会队），这才是问题根源。

虽然这项研究在概括性上不免有局限，包括棒球比赛正面交锋的性质，以及棒球领域收入和成绩数据非常公开，但我们还是相信企业里存在类似机制。体育领域的数据很适合研究收入和球员成绩，因为非常容易找，但也有不少关于各种不同环境中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领域从医院到运输公司到水泥管制造商，从管理者到标普500公司高管都有涉及。

因此，根据公平原则确定薪水非常重要，即收入要跟业绩匹配。如果做不到，可能出现表现好的员工跟表现不如自己的人收入差不多，甚至还少些，结果企业可能支付很多薪酬或是坐拥大批优秀人才但业绩并不如预期。类似道理，职能相近或能力差不多的员工薪水也应该基本一致，减少收入差距产生的负面影响。如若不然，表现好的员工会失去超越其他人的动力，因为别人做得少却拿着差不多的薪水，表现差的员工也会没动力改进，因为不用干很多活收入也能跟优秀员工一样。

第二项推断是一定要理解收入公开是件很复杂的事。随着越来越多人呼吁收入公开，企业要明白结果不一定如意。当然了，此举确实可以促进收入公平，也可以提升员工动力。如果收入公开了，而各人之间的差别并不能体现业绩情况，公开就可能造成很恶劣的影响。

著名的反面教材包括西雅图支付交易公司Gravity Payments，2015年该公司规定所有员工最低工资标准为年薪7万美元。两位曾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员工后来都选择辞职。其中一位很不满“人们准点上班准点下班”然后挣得跟他一样多。另一位则认为薪水很不公平所以很生气，他认为公司里“付出最多的员工没法获得更多奖励，水平最差能力最低的员工也能跟着加薪。”

企业应该清楚，人们会比较收入，而且通常不够准确。与其隐瞒收入信息或是不明就里随意比较，企业最好制定透明的业绩标准，根据标准支付工资，而且要跟员工开诚布公解释各人的位置。说到底这才是公开收入真正应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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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希尔
 是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威廉·斯皮尔斯经管学院副教授兼主席。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关键员工尤其是管理者和个人如何影响企业，作用类似政界的国会议员和说客。费德里克·艾梅
 是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斯皮尔斯经管学院商业管理主席。他拥有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在肯尼亚莫伊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进入学术界之前，艾梅博士曾在多家外企和跨国企业担任高级管理职位，例如花旗银行和苏黎世银行。杰森·里奇
 是阿肯色大学战略管理学副教授。他在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管理领导力、薪酬和政治策略交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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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万亿美元的

任务——拯救地球


约翰·艾尔金顿（John Elkington）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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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要怎样才能够在2030年前创造价值12万亿美元的市场机遇。通过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否可行？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由联合国倡导的17个分目标和169个相关目标构成。然而，最近有报告指出，在60个领域中，只须满足4个目标（食品与农业，城市，能源和材料以及健康和福祉）便可在不到15年的时间中创造每年价值高达12万亿美元的市场机遇。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跳出递增变化（又称“惯例变化”）的条框。递增主义固然有其作用，但令人担忧的是，即便是异常敬业的商业领袖也会将这些目标看作是一种递增变化议程。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增加当前的业务量，同时略微提升速度和质量，我们便可以在2030年目标年份之前实现众多——如果不是全部——目标。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大错特错。

相反，我们必须承认，地球对于其能够支持的活动量有着严格的限制，如果超出这一限制，我们将助长气候变化以令人担忧的速度恶化。我们迫切需要转而寻求真正的突破性成果。

为了帮助支持那些以此为目标的举措，Volans与PA Consulting携手全球最大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平台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拥有9000多名企业会员），打造了Project Breakthrough项目。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开发了所谓的“突破指南针”，来规划新兴风险和机遇格局。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应开始追求那些能够为全球带来10倍或100倍影响力，且其惠及面在百万至10亿人口之间的目标，而不是追求增量目标。

水平轴（影响力）跟踪的是企业的各类影响，从负面影响到积极影响。10亿人口影响力的规模可能看似非常遥远，但有两位兄弟界定了其外部界限。谷歌的拉瑞·佩吉所投资的解决方案可能能够惠及10亿人口，而其哥哥卡尔（人类世研究院）专注于那些可能让10亿人口陷入劣势甚至灭亡的问题。垂直轴（规模）从递增变化逐渐向几何级重大变化转移。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我们以各类形式逐渐跨越地球承受力界限的这些现实问题，人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转变观念、技术和业务模式，即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思维观念

在访问诸如The X Prize Foundation、谷歌的X facility和奇点大学（Singularity University）等这类机构时，人们立即会惊奇地发现，这些机构认为，全球挑战无法通过实现1%，甚至是10%的目标来解决，相反，企业必须接受“10倍”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致力于实现至少10倍的改善目标。我们认为，这一点便是人们在切实推进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应持有的态度。

有关这种几何级影响力观念的优势，我已经研究很长一段时间了，试图解读它对可持续发展事业议程有何影响。2005年，我拜访了《连线》杂志创始编辑凯文·凯利在加州的居所。他为新经济而撰写的著作《失控》（Out of Control）、《新规则》（New Rules）曾帮助转变了我对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即未来并不以稀缺为主导，所有事物会变得越来越丰富。

在我们到访数年之后，凯利在他的个人博客中发表了一篇颇有分量的文章，提出了向几何级影响力观念转变的难题。

随着进步呈现出几何级别曲线的增长，公众个人的生活也将呈现出线性的发展趋势。我们日复一日地生活，今天必然会比未来的某天更有价值，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无法确保能活到那一天。人类文明亦是如此。在线性时间上，未来意味着损失。然而，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思想和社会可以改善事物，再加上这一改善是一种良性循环，未来意味着收获。因此，基于这种长远的观念，线性曲线和几何级曲线必将交汇。

向几何级影响力观念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刚好是因为凯利所给出的这个原因。正是因为同一原因，这种转变如今已变得异常重要。



技术

长期以来，X Prize Foundation与奇点大学创始人皮特·迪亚曼迪斯（Peter Diamandis）一直认为，技术能够帮助打造他所谓的“丰富的物质世界”。他还认为，这一世界拥有众多的资源——水、能源等等，然而，我们之所以裹足不前，是因为我们无法高效地利用它们。同时他还指出，最终，“技术是一股解放资源的力量”。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人类的资源紧张问题。

虽然技术在几何级影响力和丰富物质观念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但大多数可持续发展地区仍未能跳出对现有技术进行渐进式改进的条框，从烧油的汽车到能源和化学原料消耗巨大的空调系统。要实现更大的成就，我们如今须投入更多的精力，来理解和形成这种观念，并重点发展那些能够承诺（威胁）实现人工智能、任何事物的联网、任何自动驾驶技术、合成生物以及某些人所坚持的生物工程。这些都是不断发展的核心部分。

就潜在优势而言，以以色列为例，我曾去过那个国家。整个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水资源压力，即便是死海也正在因为缺水而逐渐消失。比较有意思的是空气种植法，它涉及在薄雾甚至是空气中种植植物，而不是土壤或水。如今，其中一家公司每米的种植密度是传统农业的50倍，而用水量则是1/20倍。

就潜在的劣势而言，我想起了小托马斯·米德哥利（Thomas Midgley, Jr.），他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和化学家，曾就职于通用汽车和杜邦，米德哥利拥有100多项专利。他研制出了加铅汽油（抗爆技术方面的突破，但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技术对于儿童的神经系统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他还合成了早期的氟利昂，而这一化学品把平流层的臭氧层撕开了一个大洞。



业务模式

可持续发展行业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才发现对于三重底线有着重要影响力的问题，这一点不仅仅是财务方面那么简单。它开发了复杂的工具来帮助公司打造和测试采取行动或无作为的业务案例。但是我们应该将重心拓展至业务模式，即如何创造财富的终极手段。

业务模式在社会化、精益化、一体化和可循环方面还远未达到要求。人类面临的挑战在于确保新兴的技术能够满足难以实现的社会目标，同时减少新兴技术对稀缺资本的需求，确保新兴技术能够直接运用到大气和生物圈的前沿领域，并让其在循环特征日渐凸显的经济模式中发挥自身的作用。

让我们来看看帕特里克·托马斯（Patrick Thomas）这个案例，他是高级材料公司Covestro的CEO。在最近接受Project Breakthrough团队的采访过程中，他谈到了他的公司为什么要开发并选择将二氧化碳转化为塑料这一技术授权给他人使用。

“如果你在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你不能对此秘而不宣。”托马斯解释说，“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它会让你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如何赚钱。敝帚自珍会让这一技术面临消亡的风险。如果你将其授权给其他人，你必然会改变他们的观念，他们也会改变运营模式，并采用你的技术。”

只有我们从渐进向突破性的逻辑思维转变之后，企业才能实现如今所预测的巨大市场价值，而且只有我们让最为关键的企业领袖养成突破性思维之后，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预测才能真正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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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艾尔金顿
 是Volans的董事长兼首席传播官。他最近与前彪马CEO兼董事长乔钦·蔡茨（Jochen Zeitz）合著了《突破性挑战：用眼下利润来实现明日利润的10种方式》 （Breakthrough Challenge: 10 ways to Connect Today's Profits With Tomorrow’s Bottom Line）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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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一辈子

浪费在做决定上


马克·查赛尔（Mark Chussil）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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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廷顿·哈特福德（Huntington Hartford）继承了A&P杂货店，但大部分都被挥霍掉了，他一直在追求自己的梦想，当企业家，赞助艺术，享受休闲生活。这周一他在巴哈马群岛莱弗礁的家中去世了。”2008年《纽约时报》报道称，“他继承了大约9000万美元，挥霍了8000万美元。”

我算了下。哈特福德也不算穷，他还剩了1000万美元。

《华尔街日报》也在头版报道了他的死讯。“A&P超市继承人亨廷顿·哈特福德在巴哈马去世，享年97岁，一生为追求梦想散尽家财。”

在我们的文化里，如果有人问你“身价多少”，都是在问经济状况和财产，没人关心你人品如何。“成功”意味着最后身家比开始多。虽然人们常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实际表现得好像财产可以跟人走。

当然了，哈特福德一辈子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幸运。他的人生完全失败么，就像报道里提到的“散尽家财”和“亏掉8000万美元”？为什么《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不称赞他用财富追寻梦想呢？“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最大的错误就是亏钱，所以我就是霍瑞修·阿尔杰（Horatio Alger，从穷小子变成富翁，是美国梦的代名词——编者注）的反面教材。”亨廷顿·哈特福德曾说。

很早以前我曾经做过一份不喜欢的工作。工作本身没问题，既安稳又愉快。我的工作表现也很好，但内心并没有想象中开心。工作之余我忙着做些真正喜欢的事，模拟、研究，还有写作。下班忙得越开心，我就越烦工作。

一天,我找个相熟的朋友抱怨起来，他提了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不辞职专心做你想做的事？”我知道这个问题很简单。我自己也想过很多次。但那是我第一次听别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尝试”。

为什么一直不辞职？因为我满脑子都是“必须”。我得保证有稳定的收入。我喜欢拿着顶尖公司名片获得的尊重。我必须得有，不是我希望有。种种预期，种种信仰，还有种种养成的生活习惯，本身都没错，我只是在遵循自然规则。

但当我终于认清所有自我设限的“必须”，才仔细考虑了生活的桎梏对做决定的影响。第二天我正式辞职。我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自那之后的25年里，生活的道路时而平坦时而起伏。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是否走错了路，但每次答案都是坚定的“没错”。我很清楚放弃了安稳的生活，换来了更加快乐的每一天，有时我也确实会怀念安稳。有些人可能就是愿意抛弃快乐只求安稳。但对我来说，快乐更重要。如果做的事让我不快乐，我就继续尝试。

我不想随随便便告诉别人，“尽管去做”。决定真正必须做的事，以及要不要追求真心想做的事可能是有风险的。亨廷顿·哈特福德9000万美元的身家意味着很多自由和保障，大部分普通人都达不到。不过，巨额财富也不会强迫他追寻自己的梦想。他还是得自己做决定。

缺钱可能是放弃梦想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总觉得以后有大把时间：想着明天再做。

我从亲身经历中发现，每当碰见难以决断的事，会格外喜欢拖延。我做艰难决定可能花上好几个月。两种方法可以帮我走出困境。第一种是重新思考决定本身。我以前努力想回答，却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获得想要的结果？”后来换成“我能达到最好的结果是什么？最差怎样？”一改思路立刻就能回答。哪怕答案我并不喜欢，但起码知道是真实的。

但真正让我改变思路的是一位40年老友的建议。他曾告诉我，“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做决定上。”他的话发自肺腑。因为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说话，三天后他因白血病去世了。

如果把时间都浪费在做决定上。与此同时所有事都在变，你的价值观也在变，甚至你的梦想也会改变。4岁时让你伤心或开心的事到了40岁毫无意义，而40岁时让你伤心或开心的事在20岁时会觉得不可理喻。总有一天你会无比怀念当下拥有的一切，但只是徒留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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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查赛尔
 是先进战略公司（Advanced Competitive Strategie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曾主办商战比赛、教授战略思维方式，也为全球《财富》500强公司撰写过战略模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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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广告真的有用吗？


《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3月刊文章。








大多数广告主认为，搜索广告比静态横幅广告更有效。但最新研究显示，很多公司并未用对搜索广告。全球最知名的拍卖网站eBay在某常用搜索引擎上做的广告，并没有实质效果。但新开张的餐厅在Yelp上做广告，可以显著增加营业额，因为人们通常在Yelp上搜索菜系而非餐馆名。品牌传播者应记住，当搜索广告让消费者注意到他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效果是最好的。




本文没有提到一点：在广告正面竞争的时代，花钱投放自己品牌的广告，可以确保竞争对手不会想要进入考虑集合。


——萨钦·潘杰瓦尼

麦迪逊邦-捷豹/路虎CRM战略高级总监






研究者迈克·卢卡回应：
 利用竞争对手做广告可能带来麻烦。eBay决定为自己做广告，可能也有类似考虑。以eBay来说，针对关键词“eBay”投放的搜索广告最终是浪费钱——这是公司自己的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

我刚才谷歌了一下“路虎”，发现这家公司正为自己的品牌做广告。但其实“路虎”本来就是自然搜索结果中最靠前的。和eBay一样，路虎撤下广告可能会比较好。

看过本文，我想去读一下整篇论文。文章中说，研究者证明，投放广告后，餐馆在各端口的页面浏览、路线问询和点击都更多。这都很好。但这些餐馆的营业额是否也同步增长，且能够归功于广告呢？在投放广告期间，去掉广告费用之后，它们的边际利润是否增长？

在我看来，这些基本问题仍是约翰·沃纳梅克这位营销先行者的问题。它们在今天和一个多世纪前同样有效。在本文中，这些问题仍未得到解答。


——迈克尔·波卡利科

Monticello Capital CEO, Special Investigations管理合伙人







“页面浏览量增加的餐馆，营业额是否也同步增加？”


——迈克尔·波卡利科





我同意部分评论观点，即实际效果才是最重要的。这些有关广告的新发现能带来商机、让客户买单吗？达到何种收入和盈利水平，才值得投放广告？人们也许会不小心点开随便什么链接，然后很快发现那不是他们想买的东西。

在当下的数字广告和需求挖掘市场，你必须能回答这类问题。对于广告技术，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因为很多测试和分析未来都将由机器完成。


——威尔·斯洛塔

Metadata财务副总裁，注册金融分析师






迈克·卢卡回应：
 这两段评论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网络广告让广告主更容易进行实验、更好地评估广告效果，但评估手段还不完善。而我们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更清晰地分析点击和收入的关系（更大的目标是改进广告营销模式）——这个问题现在受到很多关注。在实验中，我们首先看到了点击量增长，以及表明餐馆成功的其他指标的增长：路线问询、致电、评论等。为了解这些结果与营业额变化的关联，我们拿到了一组餐馆的销售数据，分析点击数边际增长与营业额边际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营业额增长高于广告费用；考虑到食物成本和服务顾客的边际成本，总体回报为正。

从更大的方面看，也能得出一些结论。例如，很多正尝试实验的企业应在较广范围内收集数据，以了解它们所做改变的全部可能结果。我们还认为，大企业也应该做实验，因为我们看到公司可能在两方面犯错——有些在不该做广告时做广告，有些则错过了有利可图的机会。

随着在线广告兴起，出现了很多有趣的新研究，意图弄清企业应何时、在哪里、如何投放广告。我期待在这个令人兴奋的领域看到更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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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obile CEO：

炮轰对手赢得市场


约翰·莱格尔（John Legere），《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1月刊文章。








2012年加入T-Mobile时，约翰·莱格尔意识到，人们讨厌无线通信行业。如果想要成功，就必须采取与其他运营商不同的方式。他取消了长期合约、简化手机升级程序、取消全球漫游费用。他还在Twitter上批评竞争对手Verizon和AT&T。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T-Mobile用户数量近6900万。




莱格尔把Twitter作为大胆对外发声的工具，他因这一点及其推文的风格出名。但莱格尔提到了，他使用Twitter“倾听”和“了解”消费者、竞争对手以及合作伙伴。很多CEO（以及阻止他们使用Twitter的律师团）认为Twitter仅仅是宣传的一种方式，当真相被隐藏时，它可以用于调查。 莱格尔是对的：社交媒体应该成为每位CEO领导力策略中的重要部分。在这方面，Twitter依然很有优势。


——安德里亚·勒尼德

Learned On公司 意见领袖关系专家





这篇文章的标题将约翰·莱格尔具独创性的成就归结为“炮轰对手”。但他在很多层面上都有启发性，并且为T-Mobile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电信运营商内部，他的许多原则不仅适用于营销，也适用于包括IT运营在内的许多其他组织领域。


——克里斯汀·格兰博

埃森哲战略咨询 战略顾问







众说 | Interaction



B2B销售新法则


尼古拉斯·图曼（Nicholas Toman）、布伦特·亚当森（Brent Adamson）、克里斯蒂娜·戈麦斯（Cristina Gomez），《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4月刊文章。








B2B客户常常处于非常犹豫和焦虑的状态。由于购买选择不断增加、解决方案包含海量信息、每项交易牵涉利益相关方越来越多，客户常常感到无力，而非掌握主动。作者建议供应商采取指导式策略，帮助客户做出明智决策。掌握指导式销售方法的企业（1）了解客户的购买过程；（2）发现每个购买阶段中的障碍；（3）为销售员提供克服困难的工具；（4）跟踪客户购买进程。




这篇文章很有启发性，尤其是其中的数据。不过似乎文章的结论不适合很多B2C场景。对此有相关研究吗？


——弗雷德·莱科夫斯基



Legacy Business Leaders合伙人





作者尼古拉斯·图曼回应：
 我建议你看看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的研究成果，我们在本文中引用了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B2B领域中的挑战，B2C企业都会先经历。B2B的购买选择一直很多，而信息爆炸和一致性要求（即利益相关方增加）是近来B2B面临困境的直接原因。





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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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刊“聚光灯”


CMO的麻烦事

CMO任职时间短的原因何在

在首席级别的高管当中，CMO（首席营销官）的任职时间是最短的，很大一部分CEO都在私下里对CMO大加赞赏。这有什么可苦恼的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曾担任CMO、现担任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副教授的金姆·惠特勒（Kim Whitler）和印第安纳大学凯莱商学院营销学教授的内尔·摩根（Neil Morgan）开展了8年的研究。他们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错误的职责设计而不是个人表现。这篇文章介绍了为什么会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类型的CMO；为什么CEO会忽视其中的不同之处而往往聘用了不合适类型的CMO；以及为什么不仅要聘用正确类型的CMO，而且还要合理地统一责任、预期和技能。这两位作者还介绍了CEO、CMO候选人以及招聘者应采取的举措，以提升营销官胜任的概率。

CMO与CIO（首席信息官）的强强联合。在文章侧边栏，惠特勒和摩根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什么CMO和CIO必须步调一致才能在数字营销中致胜，以及企业如何通过具体的共享业绩目标来实现这一点。如何尝试让CEO们专注于找到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CMO，并防止公司因候选者的个人魅力和良好的面试技能而忽视职务与必要技能和实力之间的匹配。




[前沿]


如何预测销售团队的流动性


各个部门的员工摩擦都会让公司感到担忧，而对于销售这个部门来说，这种摩擦的成本尤为高昂。据估计，美国销售代表的流动性高达27%，是整体劳动力的两倍。4名营销学教授所开展的一项新调查（由得州基督教大学萨朗·桑德（Sarang Sunder）主导）研究了来自电信公司的数据，并创建了业界首个量化模型，来预测哪一类销售代表可能会辞职以及辞职的原因。通过发现具有高离职风险的销售代表，销售部门的领导者便能够在明星销售代表递交辞呈之前解决相关问题。




[实战复盘]


Souq.com CEO探讨在中东组建

数字业务生力军


中东是一个高度分散的市场，它涵盖很多国家，人口数量相对较少，每一个国家有其自身的法律以及客户、物流系统和支付构架。其计算机和宽带渗透率要低于西方国家。尽管如此，Souq.com自2006年成立之后便逐渐发展成为该地区顶级的电子商务网站，目前拥有3000名雇员，遍布7个国家。其成功的一个指标在于：2017年初，亚马逊就收购该公司达成了协议。CMO罗纳尔多·莫查瓦（Ronaldo Mouchawar）讲述了这期间所面临的障碍以及公司如何克服这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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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不意的行为能发挥重要作用。

并购

竞争对手并购，

跟进前应三思

When Rivals MeRge, Think BefoRe You folloW suiT

托马斯·基尔（Thomas Keil） 托米·拉玛南（Tomi Laamanen） | 文






20
 05年10月25日，瑞典通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宣布收购Marconi的核心通信业务，自此开启一波并购潮，最终改变了全球通信行业格局。消息传出，爱立信的很多竞争对手也开始实施类似行动。2006年，阿尔卡特和朗讯合并；下一年，诺基亚和西门子合并通信设备部门。但今天，爱立信仍是无可争议的市场领导者。效仿爱立信发起并购的企业不仅未能撼动其地位，更发现它们受到华为的威胁——只有这家中国企业远离了这波并购热潮。

并购领域的多米诺效应在不同行业反复上演，过去10年在制药、汽车制造和金融服务行业都曾出现。当主要竞争对手进行重大收购，企业通常感到威胁。有些情况下，这类事件充斥过多情绪，当事方很容易卷入竞争性收购游戏。但跟随对手发起收购，是最明智的对策吗？

我们的研究涉及数个高科技行业，结果显示，面对竞争对手的并购行动，相比谨慎地非正面回应的企业，以并购举措直接回应的企业常常业绩更差。这个发现与关于竞争动态的普遍观点相悖。我们找到了3个相互关联的原因。首先，在必须快速行动的压力下，管理者制定的计划更可能存在漏洞。其次，一家企业进行并购后，同行业企业可能陷入对余下收购对象的争夺战，经常导致企业以过高价格买下可能不适合自身的标的。最后，首先发起收购的企业可以优先选择，其他竞争对手只能收购次优标的。



其他对策

对于很多面临竞争对手收购举措的企业，以下策略可能会比跟随对手更有效：


战略性撤退。
 如果竞争对手实施的并购不在你的主要市场，可以考虑撤退到本方核心市场，而非为保护边缘市场分流宝贵资源。例如，面对企业服务市场的合并趋势，西门子剥离了企业服务业务，专注于核心的工业业务。


另辟蹊径。
 有些情况下，转向创新和有机增长能使你获得更大优势。例如，在2000年代中期通信行业的并购热潮中，华为选择通过创新和投资重点业务进行间接反击，而非以同行业收购直接回应。2005年至2010年，华为的研发预算从刚过8亿美元提升至25亿美元以上。巨额研发投入，使华为成为无线通信LTE标准最重要的专利持有者之一。同时，在发达国家市场，曾经的主导企业忙于处理并购后事项，华为成功获得了份额。类似，2004年至2010年，甲骨文进行一系列收购，总价值超过400亿美元，意图对SAP发起攻势。但SAP并未直接反击，除2008年收购Business Objects外，更多专注于产品研发，以及帮助大企业应用复杂技术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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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个人导航设备（PND）市场为例。2007年，TomTom和Garmin是占主导地位的两家制造商，同时诺基亚正计划扩张这项业务。三家企业开始竞购主要电子地图供应商Tele Atlas和Navteq。一番攻防后，TomTom获得Tele Atlas，诺基亚获得Navteq，Garmin则退出竞争并与Navteq达成长期内容提供协议。

然而与此同时，更大的威胁正在到来：来自苹果iPhone和谷歌安卓操作系统的竞争。它们都使用谷歌开发的地图，而谷歌并未参与竞购，而是培育自己的技术，最终进占PND市场。


“串珠”式收购策略。
 企业可以不必进行与竞争对手规模类似的收购，而是通过数笔小规模收购，逐步进行反制。包括SAS、诺华、微软在内的成功企业都采取过这种做法。例如，以微软的规模和资金实力，完全可以发起重量级收购，对甲骨文在ERP软件领域的收购行动进行反制。但微软选择了Great Plains Software和Navision等较小标的。相比进行一项大规模收购，这种策略让微软补强已有产品短板，并专注于提升新收购产品，从而更充分地整合原有产品和新产品。



选择合适对策

不同情况需要不同策略。以下4个问题可帮助你决定，哪种策略最适合你的企业。


对手行动的性质是什么？
 并非所有收购都带来竞争威胁。实际上，其他企业有机会提升自身地位，而让发起收购的企业及其跟随者受到损失。首先，企业应弄清这桩并购有多大可能颠覆行业格局。市场成熟度如何，对你的企业有多重要？进行收购的企业是在探索新市场，还是在成熟市场巩固自身地位？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它有通过收购进入新市场的成功经验吗？最后，对手能否利用互补性资源或市场定位？


哪些策略最适合本企业？
 明确对手行动的性质后，应当系统性地评估可选对策，权衡直接反击和其他方案（包括上面介绍的3种）的利弊。是否有适合“串珠”式收购策略的标的？针对进行收购的企业，本行业或邻近行业其他企业能否组成同盟？你能否通过发布新产品进行反击，或找到其他方法争夺对手的客户？虽然开始时有必要考虑所有选项，你会发现在特定情况下，只有部分方案有现实意义。


每种策略需要哪些能力和资源？
 缩小选择范围后，你要弄清本企业是否有实施各项策略的能力。除财务资源外，现有客户群、生态系统、技术和市场资源等互补性资源也很关键。如果你面临资源不足或规模劣势等困难，考虑能否从外部获得所需资源。相比发起重磅收购，非正面回应的一个好处是所需资源较少。


我们在执行上要面对哪些关键挑战？
 最终决策前，你还应考虑每种策略的核心影响因素，以及本企业掌控这些因素的能力。实施对策的速度有多重要？每种策略的主要风险分别是什么，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准备对策的同时，你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专注核心业务？你能否避免过度消耗管理资源和财务资源？

当竞争对手进行并购时，企业可能会有用大规模收购回敬对方的冲动。控制这种冲动需要管理层的意志力。行业中出现合并时，时间压力以及客户、投资者等外部利益相关方的忧虑，会让高管感觉有必要快速大胆地反击。但近来的业界状况表明，扩展思路、谨慎考虑其他对策，并在适合的情况下选择非正面回应方式，常常能让企业避免灾难性错误。




赢得战斗……

2007年，个人导航设备市场发展接近顶峰，行业领导者TomTom和Garmin与诺基亚一道，开始争夺两家主要的电子地图供应商。Garmin很快退出竞购，与其中一家供应商签订内容提供协议。TomTom和诺基亚则各完成一笔收购。



[image: ]




[image: ]



双击可看大图





……输掉战争

与此同时，新竞争对手正在崛起：使用谷歌地图的iPhone和安卓操作系统。在4年时间里，新来者获得了大部分曾属于TomTom和Garmin的市场份额。到2011年，33%的美国消费者使用智能手机进行导航，TomTom和Garmin股价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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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基尔
 是芬兰Aalto大学教授。托米·拉玛南是瑞士圣加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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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控

开好玩笑的益处

王晨 | 译 蒋荟蓉 | 编校





根据爱达荷大学托德·托尔斯坦森（Todd J. Thorsteinson）进行的模拟测试，在面试中开玩笑地要求“天价”工资的应聘者，比一般应聘者得到的收入高9%。在测试中，206名大学生要决定一个虚构的行政助理职位的起薪，申请者完全满足应聘条件，且上一份工作的年薪是2.9万美元。结果，对于开玩笑地要求10万美元收入的应聘者，测试参与者给出了35532美元的平均薪酬，而对于不开玩笑的应聘者，则是32463美元。托尔斯坦森认为，进行薪酬谈判时，开玩笑地提及一个极高的数字，可以为最终结果设置较高的“锚定水平”，同时最大程度减少雇主的负面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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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早期原型

损害团队创造力

保罗·莱昂纳尔迪（Paul M. Leonardi） | 文





快速粗略地构建原型，是产品开发中的一个常用方法。简单的原型能将抽象事物具象化，从而引领创新团队的讨论、帮助团队保持专注、推动工作前进。

但很多企业继续推出更精确的原型，这时麻烦开始了。我对汽车行业的研究显示，当人们看到包含较多细节的原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关注原型的外观和功能，却忘记了新产品本应解决的问题或可能遭遇的障碍。精确原型未能明确产品前景，却中断了有用的头脑风暴。

发生这种问题是因为，在复杂技术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参与团队通常寻求对前进方向保持一致，却因此未能意识到，他们对设计该产品的初衷或工作中的障碍有不同意见。这种“创新盲区”会带来冲突和拖延，甚至导致整个计划失败。

企业如何避开这个陷阱？在产品开发早期阶段，开发团队应完全保留技术难题中的不确定性，等到所有人都了解产品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之后，再继续推进。

我研究过的一家美国汽车制造商，正是因为重新引入不确定性，才使此前由于创新盲区被搁置的一款产品复活。当时，从管理者到工程师，我见到的所有人都同意，为增强安全性、降低成本，应在研发中加强虚拟碰撞测试。多个部门经过协作提出一个思路：设计能够提升碰撞分析准确性的计算机工具，帮助决策者评估产品。但是，尽管各部门表面上都认可总体目标，基本分歧仍然存在。例如，一个研发团队认为，实现目标需要加快工程进度，另一个团队则认为需要更精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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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出一个精确原型后，讨论迅速降格为争吵。“每个人都一直在说，产品为什么没有这种或那种特性。”一位参与者告诉我。扯皮持续了数年。“真是一段黑暗的时间。”另一个人说。

直到新任管理者带来新观点，开发这项工具才重新提上日程。由于新任管理者看问题的角度和其他人截然不同，他无意间重新将不确定性注入思考过程。为克服不确定性，项目参与者不得不停止争论原型产品的特性。此前的原型被放弃，各研发团队清晰定义了须解决的问题，成功打造出了工具。现在，这项工具正帮助工程师设计更安全的车辆。

原型通常能让产品开发人员更容易地将他们的知识传达出去，但如果过早构建太精确的原型，则可能阻碍开发进程。各团队不仅须对目标取得一致，也要对手头的基本困难达成共识。在此之前，产品开发应保留一些不确定性。在产品开发早期阶段，管理者的口头禅应该是：“我不想听解决方案。我想知道我们的产品应该解决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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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莱昂纳尔迪
 是美国西北大学传播学、工业工程和管理学系设计学Allen K. and JohnnieCordell Breed Junior教席教授、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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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控

上网闲逛不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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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一项乏味工作后，相比将10分钟休息时间用于打电话、发短信和写电子邮件的学生，上网浏览的学生工作效率高出16%。这项发现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唐·陈（Don J.Q. Chen）和薇薇安·林（Vivien K.G. Lim）对96名本科生的研究。此外，相比其他学生，上网浏览的学生工作投入度更高、无聊感和精神疲劳感更低。“浏览网页有显著的恢复功效。”研究者说。他们建议管理者不要完全禁止员工上网干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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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

差旅时间过长

损害企业盈利

凯文·波（Kevin K. Boeh）

保罗·贝阿米什（Paul W. Beamish） | 文





出差有时很麻烦，而转机最麻烦。但转机不仅让人头疼：根据我们的研究，管理者在路上消耗大量时间，可能损害企业盈利。

我们研究了约1200家企业（主要是日本企业及其美国分公司）在13年中的表现。算上地面交通，从总部到分公司差旅时间平均为16小时——后面会讲到，这是某种分界线。我们发现，差旅时间越长，分公司盈利的几率越低。如果其他因素相同，总部到分公司路程多花一个小时，分公司盈利的几率低7%。

注意，重要因素是时间而非距离。例如，剔除当地经济和工业水平差异后，我们发现，尽管到东京的距离基本相同，但在给定的一年中，设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的分公司，比设在休斯敦的分公司盈利几率低25%。原因是：由于要转机，飞到列克星敦比飞到休斯敦多花2小时；再考虑到地面交通，差旅时间远超平均值。

为什么过长差旅时间严重损害盈利？我们对数十位高管进行采访，结合其他研究成果，找出了几项原因。

漫长旅途带来的疲劳，将损害高管分享知识以及从当地运营中学习的能力，可能导致人员、项目和运营管理水平降低，执行战略速度下降，建立人际关系、团队默契和信任的机会减少。考察13年的数据，我们发现，距总部差旅时间16小时以上的分公司，总经理离职率高出23%。总部到分公司差旅时间增加，的确可能导致员工满意度和保留率下降。而且总体来看，差旅也损害高管的工作表现：管理者认为，旅途中工作效率损失约90%，远程工作效率损失50%。更长的差旅时间只会加剧影响。

成功的跨国企业意识到在遥远地点设立分公司的弊端，因此在进行地域扩张时尽量注意减少高管的差旅时间，例如选择有直飞航班的城市，并选择离机场较近的办公地点。海外经验不足的企业不了解远距离沟通的成本，常常选择遥远分散的地点。但其中很多已改变主意：相比其他分公司，距总部差旅时间16小时以上的分公司更有可能迁址。在我们研究涉及的范围内，距总部差旅时间每增加1小时，分公司迁址的几率就提高11%。

管理者经常担心航空燃料价格上涨影响差旅预算，但和差旅时间过长带来的损失相比，搭乘航班的费用不算什么。明智的企业会在选择分公司地址时考虑这一点。尽管移动技术增强了管理者在路上高效工作的能力，但浪费在机场的时间及其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可能会让企业蒙受财务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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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波
 是华盛顿州塔科马Pacific Lutheran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保罗·贝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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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COLUMN




如何战略性削减成本




成功的企业认为成本管理是企业战略的有力支撑，作为宝贵的投资，成本将促进发展。





林文德（Paul Leinwand） 维奈·库托 (Vinay Couto) | 文

李剑 | 编辑




我
 们都经历过迫在眉睫的成本削减项目。对许多人来说，这不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在过去十几年，企业采取了多少削减成本的举措？更重要的是，在回顾这些举措时，它们是否具有变革性，帮助企业取得成功、实现增长？

对于多数大企业的主管而言，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太多了”，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成本管理疲劳。根据思略特的研究显示，大多数企业患上这种“综合症”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进行了与战略无关的全盘成本削减，并且不能使削减持续下去。大多数企业在出现问题时才采取行动，到那时，已经没有时间做出有利长远发展的正确权衡。

相比之下，成功的企业认为成本管理是企业战略的有力支撑，作为宝贵的投资，成本将促进发展。企业把钱投入到战略需要的地方，不断削减不良成本，并将资源重新导向良好成本。毕竟，如果不将花费落在实处，企业又何来发展机遇？

这些企业的管理团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将真正有助于企业独特优势的成本分离出来。企业基于自身需求做出削减和投资的决定，从而发挥自身的最大优势，即：能够为客户创造独特价值的能力。思略特研究的领先企业的经营方式都具备这个特点，如亚马逊、西麦斯、菲多利、宜家、乐高和星巴克。它们削减成本并发展壮大。

这种与众不同的成本分配法在企业面临困境时会发挥作用。罗杰·恩里克于1991年担任菲多利的首席执行官，当时该企业正在采用一种富于创新的独特方法来实现直销店的交付，使其能够在对的时间将对的产品持续交付给合适的商店。当时，鹰牌小食（Eagle Snacks）正凭借创新的新产品和自己的分销系统获得市场份额。恩里克意识到菲多利必须在产品质量上大力投资，以应对竞争威胁。他决定从削减1亿美元，即40％的一般和行政费用开始。这很痛苦，包括一天之内裁掉1800名管理人士和专业人才。但此举精简了管理层，并消除了许多不必要的业务，优化了响应机制，提高了效率，并使资金充分分配到强化菲多利的独特优势：除了店铺直送能力，还包括产品和制造创新，以及消费者营销。如今，菲多利在其市场上占主要份额，品牌价值10多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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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观念转变可以帮助企业和企业主管正确进行成本管理。

第一，将成本和战略联系起来。将每一个降低成本的机会看作是将投资转向强化自身价值主张的机会。将预算与战略要务直接挂钩；如果预算没有体现你的优先事项，那么实现愿景就几乎毫无胜算。这意味着不仅将成本作为年度支出，而且视为长期投资，投资于帮助企业执行战略的差异化能力。

第二，从能力角度重新考虑成本。在许多企业中，对能力的投资隐藏在一系列的职能预算里。应该阐明这些预算，理清当前支出模式的战略影响。这不容易做到，因为大多数传统的费用跟踪系统不会将成本与能力挂钩。这可能会带来一些文化和运营上的影响，但也将促成更大的成功，因为它促成了管理者之间有意义的讨论，从而了解哪些能力将是企业赢得市场真实所需的。

第三，列出与企业活动相关的所有费用，然后逐个决定这些费用是否需要。独特的能力将获得所需资源，从而发挥全部潜力。企业应通过削减其他一切开支来支持独特能力的搭建。我们将其称之为“归零思考”，这意味着让企业摆脱过去的预算做法，即许多企业“比去年增加X%”的惯性思维方式。

第四，让成本管理计划具备可持续。围绕那些与独特能力相关的“良好”成本和可有可无的“不良”成本建立更加透明的金融系统，发挥企业文化的作用提高对差异化的认知。将预算流程与战略规划过程紧密关联，确保自身的独特能力继续获得大力的投资，并严格管理其他费用。在真正的“主人翁文化”中，成本意识是一种组织能力和共同观念，而不是一系列遭到憎恶和抵制的规则。即使没有人监督，雇员也会谨慎并合理地利用每一笔支出。

第五，要积极主动，未雨绸缪。一旦陷入困境，企业可能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构建持续的成本管理思维，将成本与战略联系在一起，这是确保企业永不失败的最好方法。

以这种方式管理成本能让企业制定出正确的长期规划，这对于弥补战略和执行之间的鸿沟必不可少，同时回报也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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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安德玛创始人：

巧用明星代言

Under ArmoUr’s FoUnderon LeArning to

LeverAg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凯文·普兰克（Kevin Plank）| 文

钮键军 | 译 王晨 | 校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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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代言此前有着非常简单直接的操作模式：在广告中露脸，电视屏幕上出现公司的标志。但这种模式正在快速变化，安德玛的CEO已经开始进行新的探索。






19
 96年，我创办安德玛（Under Armor）的时候，才23岁，刚刚离开大学校园。这家公司的创意非常简单：在大学和高中期间，我都热爱橄榄球，但我非常讨厌肩胸垫下的T恤被汗水浸透的感觉。这种厌恶并非仅仅源于那种不舒服，更多的是因为我坚信，这种细微的体重增加会影响到运动员的表现。由此，我发现了一种需求：保持运动时运动衣的干燥。为此我研究了各种面料，并最终找到了一种可以隔绝潮湿的面料，即使出汗量大也依然能保持干爽。之后我让一位设计师用这种面料制作了一件运动服，而我依此生产了大量的样衣，之后我的工作就是如何将这些样衣销售出去。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准备利用自己的人脉。我曾在位于华盛顿的圣约翰大学高中就读，那是一所有着优秀橄榄球传统的学校，我的前队友中至少有8人正在诸如锡拉丘兹、弗吉尼亚等地的甲级球队服役，并且还有两个进入了NFL（国家橄榄球大联盟）。此外，我在高中之后，曾到福克联合军校学习预科，这所学校也是体育明星的摇篮。在我的这些预科同学中，有23人进入了美国大学的橄榄球联赛球队，其中一人获得了美国橄榄球最高奖—黑斯曼奖，他就是艾迪·乔治（Eddie George）。当他们4年之后从大学毕业后，有13人进入了NFL。而我在进入马里兰大学后，依然执着地参加橄榄球运动。而我在这所大学中的20或者25名队友在毕业后加盟到职业橄榄球联赛。

很遗憾，大多数人并未注意到我上述有关安德玛发展中的小片段，他们更愿意关心我们有哪些创新性的产品。但我并不是一个只知道研究新款运动衣的人。我的朋友遍及10多个职业橄榄球队的更衣室。尽管安德玛拥有众多的普通消费者，并且已成为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运动品牌商，但我创建它的初衷还是为了职业运动员生产产品。因为当我制定产品规划时，我与诸多职业球星的生意依然是我整个产品战略中的重中之重。

但是在球星有人脉关系并不能降低代言过程的难度。以非正式的口碑建立品牌战略已经演变成数百万美元开销的项目，需要对投资回报进行精心谈判和持续关注。但是这很有趣。



免费产品是门大学问

仅仅将我的产品送达到运动员手中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那时还没有Facebook，因此我必须设法亲自找到我的那些前队友。当我能见到他们时，我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因为有很多人向他们寻求帮助，我可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那些令人可憎的远房亲戚那样去向他们借500美元。因此我的开场白不会是：“买下这件衣服就当帮我个忙”这类的话，相反我会说：“安德玛是我的公司，这件衣服是我的产品，我觉得你应该试穿一下。”如果他们对我的话感兴趣，我会接着说：“嘿，要不这样吧，我送你两套衣服，如果你对衣服满意的话，那么一件你自己穿，另一件你送给你的队友。”这无疑一种“草根营销”方式。我曾经努力突出这样的理念，那就是让每一位使用安德玛产品的运动员,均能展现更好的竞技状态从而能多挣到钱。总之，我是将每一件产品都定位为我对运动员的一种帮助，而不是他们对我的恩赐。




口口相传的品牌营销策略，逐渐发展为数百万美元的大额支出项目。这件事情太有趣了。





我对上述销售模式有着自己的憧憬：一旦多数运动员都使用安德玛产品并且经常谈论它们的时候，就会迫使其所在球队统一采购安德玛的产品，就像他们此前购买其他品牌产品一样。这是我想象中的商业模式，非常幸运的是事情就是这么发展的。1996年我们获得了第一笔订单，来自乔治亚州橄榄球队。之后不久我们获得了来自亚特兰大猎鹰队和纽约巨人队的更大的订单。我此后依然坚持向个别球员提供免费球衣，以便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圈子传播安德玛的产品，而我则从与其所在球队签订合同挣到钱。

而在1997年夏天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迈阿密海豚队装备部经理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嘿，凯文，我们的很多球员都穿你们的衣服，并且都非常喜欢你们的衣服，你能帮我一个忙吗？给我送150套运动衣，我能保证在本周日的比赛中，包括我们当家球星丹·马利诺的所有球员都会穿着你们的服装上场。”但我告诉他，这么做的推销成本太高，超出了我的预算，因此我无法为他提供这么多的赠品服装。对我的答复他感到惊讶，他说：“你疯了吗？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一次产品展示啊！”我知道他是对的，因为迈阿密海豚队的比赛是全美直播的，届时每个球员的衣领上都会有明显的安德玛的商标，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公司的品牌可以瞬间传递给数以百万计的电视观众。




代言物有所值

据统计，2010 年美国所有广告中的 14% 到 19% 采用了明星代言的形式。其中，老虎·伍兹、菲尔·米克尔森以及勒布朗·詹姆斯的代言费最高，均超过其本职收入的7倍。

但代言真的能促进销售吗？哈佛商学院的安妮塔·艾尔伯斯（Anita Elberse）以 及巴克 莱资本 的 杰 伦·温伦（Jeroen Verleun），联合就明星代言对股价和销售的影响以及明星的潜在表现对于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并于 2011 年 7 月发表了相关论文。该论文共调研178位体育明星代言人以及所代言的95 家公司。其结论是明星代言每年可以提高公司销售额1000万美元，同时总体来说，代言也会对净资产收益率造成短期利好；并且如果代言明星能获得本领域的冠军，还会使得销售获得额外的增加。因此两位作者认为，“明星代言确实物有所值”。





我深知，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关乎于品牌的未来发展。但我依然坚持原来的立场。我说：“我非常高兴和你交流，同时我也有充足的库存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但我不能免费给你，我真的不能。你要知道，我们的产品品质非常好，而且价格公道，而其他球队都是付费的。现在如果我免费给你提供，就意味着我对其他球队也要这么做，这样的游戏我玩不起。”他对我表示了歉意，并在强调他没有所需的款项后，便挂断了电话。我当时后悔得想抽自己，是否我的决定是错的？我当时想忽略自己说过的话，立刻按照那位经理所说的，将货物发出。

上述电话对话发生在周三，而比赛就在当周的周日。周四晚上，这位经理给我回了电话，他说：“我有一个建议，我们会按照你的要求为运动衣付款，但你是否可以给我们45天的账期，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占用下个月的预算。”这还有什么说的？我们连夜就发货了。

当你要处理那些深受代言影响的产品时，你必须非常谨慎地做决定：是选择免费赠送产品，还是应该坚持你的原则并争取一个好价钱。随着安德玛的发展，这种决策变得愈加困难，因为有大牌球员们开始为穿着我们的衣服索取对价。这种势头开始于贝瑞·邦兹（Barry Bonds）。他在1998年忽然成为安德玛产品最大的拥趸，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获得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并没有向他提供免费赠品；但他拥有我们各种款式的服装，我们知道他是真心喜欢上了我们的产品。有鉴于此，我公司的人员向他试探是否可以为我公司做形象宣传。他的回答很令人兴奋：“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的产品，我很乐意。”对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件大事，于是我们派遣了摄影师去为他拍照，我也跟去了。

那天早上，贝瑞到达摄影棚后接着说：“我不想为你们拍照”，他球队的经理也在。我赶紧求他帮忙，告知他工作很简单，“贝瑞，就耽误你5分钟，拍一张穿着我们T恤的照片”。但他坚持如果拍照就要付给他5000美元的酬劳。要知道，此前我们从没付费让球星使用我们的产品。最终我们达成了以下协议：我们给他价值5000美元的产品作为酬劳，同时保证，如果我们今后开始为球星支付酬劳，我们会给予贝瑞最高价位的酬劳（到2001年，我们给贝瑞的慈善事业捐款5000美元以及价值5000美元的产品。当时他依然是从我公司获取酬劳最高的球星）。贝瑞看着我，抓住了他的经理，然后说：“凯文，如果你敢惹我，我就杀了他。”每个人都笑了。我们终于为他拍照，并将之加进我们的产品目录。这笔买卖很划算。但从2000年开始，这类事情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主要原因是，我们从那年开始对大众销售产品，因此，明星对我们的重要性也显著提升。



让代言人成为股东

对于代言这个行当，很多人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几乎没有多少运动员能马上被人认出来，而且，真正有效的代言人未必是这些大明星，而是那些与产品形象相符的有着独特个性的明星们。在安德玛的初创期，我们用的运动员只是看起来有名，他们块头大、体格健壮、有力量。埃里克·奥格博古（Eric Ogbogu）是我在马里兰大学时的队友。他曾在纽约喷气机、达拉斯牛仔等多支球队效力，他看上去是个大腕。但NFL拥有800多名球员，其中顶级球星只有10个左右，很遗憾，埃里克不是其中的一员。但这些并没有阻碍我们之间的合作，我让他在我们的广告片中出现，很快，他说的那句广告词“We must protect this house！（我们必须捍卫自己的家园）”流行了起来。而埃里克也因此声名大振。这个故事说明了在代言中重要的一条法则：在没有老虎伍兹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成功。

随着安德玛的迅速发展，向代言人支付代言费逐渐成为业务发展的应有之义。因为当我们将零售作为业务重点，特别是当我们要推出新款产品时，比如鞋类产品时，明星代言的作用不言而喻。消费者明了安德玛是专业的运动品牌商，而明星作用夯实了这一认知，同时明星也为我们提供了宣传产品的一个更大的舞台。我们此前与这些代言人的战略合作非常有效，我们的代言人在宣传我们的产品时，总是侧重于说明我们的产品是如何地提高他们的竞技水平。当下，我们最具潜质的代言人是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四分卫汤姆·布兰迪（Tom Brady）。和他签约是在2010年11月。抱歉我不能透露我们给汤姆的具体金额，但他的报酬中含有相当数量的公司无股息股票。这是伟大的创新性安排，因为我希望我们的主要代言人与公司休戚与共。2011年夏天的一天，安德玛的股价出现大幅异动，当时我就接到了汤姆的电话，他问：“股票这是怎么了，我今天又大量加仓了。”这种效果正是我想要的，我希望我们的代言人可以认同安德玛的成功。





安德玛资料和数据



成立时间：
 1996年


总部：
 巴尔的摩


员工数量：
 5000人（2011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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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时候，我们也不愿给某个运动员过多的酬劳。这当然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近年来，由于NBA的选秀活动使得代言市场行情急剧飙升。2010年NBA状元秀是约翰·沃尔（John Wall）。一些公司给予其代言费超过了500万美元。这价码太高了！要知道沃尔当时还没有碰到过NBA的比赛用球呢。我们选定的是来自俄亥俄州的榜眼秀伊凡·特纳（Evan Turner），我们想跟他签约，开出了一年15万美元的价格。其他公司也介入了谈判，他们的标价超过了200万美元。我们认为这不合理。

在代言协议谈判时，钱或许并非唯一重要的因素。你必须弄清楚坐在桌子对面的都是谁，其中谁又是主要的谈判对手。运动员肯定在其中，但有时候他的朋友、经纪人或者他的父母才是真正的决策者。你必须迅速建立起信任感，并讲好你的故事。因为要知道，你面对的是拥有亿万球迷的球星，你必须迅速打掉他身上的光环，并且屏蔽掉影响他的噪音，让他知道为什么你的公司是将会是最合适的选择。




与汤姆·布兰迪签的合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报价中包含了公司的股权。这是一个伟大的安排，因为我期望最主要的代言人能够和安德玛休戚与共。





一旦我们签下了一位顶级运动员，我们希望他不只为我们代言，理想的情况是，他能同时帮助我们进行产品改良。密尔沃基雄鹿队的球星布兰顿·詹宁斯（Brandon Jennings）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是他在NBA的第三年。在2011年夏天NBA停摆时，当我们得知布兰顿并不想回洛杉矶休假时，我们给了他在我们公司短期工作的机会。他在我们巴尔的摩总部拥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每天他都会到那里上班。我们给他的职位是COC（炫管理者），他会整天和我们的设计师泡在一起，研究并实现新的创意。

当然在我们进入到新的产品领域时，我们会给予代言人更多的酬劳。举个例子，我们会在还没有任何棒球产品时，就和棒球明星签约。那代表着他们对品牌的信任。这种谈判是非常艰难的，但要知道想在陌生领域成功的关键就是要尽快做正确的事情。当我们进军橄榄球鞋这一领域时，没有人看好我们。但当穿着我们球鞋的布兰迪获得超级碗MVP的时候，当同样穿着安德玛球鞋的卡姆·牛顿（Cam Newton）这位NFL的状元秀成功获得总冠军时，我们有力地回击了这种质疑。2010年，我们推出了篮球鞋，而我保证，未来4到5年之内，我们的代言人肯定会获得NBA的总冠军。

当安德玛刚起步时，代言的操作模式非常简单：找个球星做广告，并让公司的商标尽可能多地在电视中播放。但在过去几年中，这种模式正在迅速改变。这主要和球星塑造自身品牌意识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球星会选择那些最能体现他们身份和品位的产品代言。一个成功的代言活动，应该是既有助于产品与代言人的交流，也有助于代言人与普通消费者的交流。

而诸如Twitter这样的自媒体的出现，同样给了我们在代言市场上更广阔的空间。我们的很多代言人都用自己的Twitter，为此我们的市场推广部增设了自媒体方面的专家。这些家伙通常是25岁，别看他们年轻，且仅有2年的工作经验，但他们比其他同事们更加懂得自媒体时代。在过去几年，Facebook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人们的社交模式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代言这一行业会产生何种影响还尚难定论，但我相信，我们肯定会继续紧跟这种潮流。




（本文选自《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2012年5月刊。目前，安德玛的员工人数为6500人，2016年收入48.3亿美元，净利润2.57亿美元。——编者注）






对话 HBR-C DIALOGUE




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

“我希望高通能越来越像一家中国公司”

时青靖 | 文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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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5G到来之后，它将如何改变世界？

迄今为止，移动技术已从“人对人”（people-to-people）为主的平台（3G）发展为全球规模下的“人对信息”（people-to-information）的连接（4G）。5G将利用并扩展以往面向移动技术的研发与资本投入，推动移动技术成为一个普及、低时延和适应性的平台，能够满足未来的使用需求。5G将支持全新的前沿应用、促进商业创新并刺激经济增长。由此可见，5G的出现是一个支点，使移动技术从一项对个人通信具有变革性影响的技术演进为真正的通用技术，且有望改变整个产业和经济。

对于完全未知领域的探索，更考验设计者对技术框架的设计思考。美国高通公司早在11年前就开始潜心探索5G的未来。由高通委托、国际调研机构IHS完成的独立研究报告《5G经济》中指出，到2035年，5G将支持广泛的行业，能够产出价值12万亿美元的产品的服务。全球5G价值链本身将创造3. 5万亿美元产值，其中在中国将创造9840亿美元的产值；到2035年中国5G价值链将创造950万个工作岗位，而全球5G价值链将创造2200万个工作岗位，这也意味着几乎有一半来自中国。3G和4G使人与人相联，而5G将使万物互联，支持智慧城市、自动驾驶、虚拟现实成为现实。海量的终端将内置具备联网功能的传感器，随时感知。所以物联网是5G的核心。而中国站在5G前沿。

因此，中国的技术生态系统对于高通，乃至对于5G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鉴于此，高通和中国的生态系统，包括运营商、设备厂商等始终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合作。5G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机会，不只是高通及合作伙伴所从事的领域，同时还有社会转型大机遇。尤其是在5G的价值链中，移动网络运营商、终端厂商、终端、基础设施和很多的核心技术组件领域，都会带来巨大变革。

为更好地了解5G对中国的影响以及高通正在部署的战略，《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特别采访了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深入探讨分析了5G的未来发展趋势。采访中，孟樸畅谈了高通在应对趋势变化时，如何进行技术创新，如何满足合作伙伴完全不同的应用需求。同时，他还在采访中分享了他对公司企业文化和行业领导力哲学的洞见。



商业模式契合中国产业发展




HBR中文版：

 作为一家技术型跨国企业，高通如何将自身和中国的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



孟樸：
 高通这么多年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很符合中国产业的发展进程。3G、4G到现在的5G推行的是一个国际标准。比如，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基础是CDMA，不管是当时美国比较主流的CDMA2000，或者是西欧用的WCDMA，或者是中国力推的TD-SCDMA，都是从CDMA的技术标准演进出来的。作为CDMA全球标准和技术的主要贡献者之一，高通在这一进程中，不管是全球标准的制定还是推动产业链的发展，都做了很多工作。虽然时间点、工作重点可能不一样，但总体来讲，高通在国内外做的事情大致是一样的，就是推动标准落地和产业发展。

高通的商业模式与中国产业之间直接对立的矛盾是最小的，因为我们的战略是，看10年、15年以后这个产业会碰到哪些瓶颈。高通着眼的技术和想解决的问题都比较前瞻，跨度比较大。比如，当3G刚兴起时，我们就开始思考4G能否比3G的传输速率提高1000倍，当时很多人认为3G还尚未商用，为什么要想这么远。但高通不这样认为，我们一般会提前10到15年就开始进行下一代更长远技术的研发和规划。当然，这样的战略模式风险会比较高，因为很难明确这些技术将来能否用得上。当技术开始商用，我们会采用与产业界其他公司合作的商业模式，通过技术许可和提供芯片，分享协作，助力推动其他公司的发展和创新。可以说，高通的商业模式与中国产业发展的吻合度是最高的。





HBR中文版：
 过程中遇到哪些挑战，如何应对？



孟樸：
 谈及挑战，其实也有。比如说，因为最早高通的技术基础是CDMA，但CDMA进入中国要比GSM晚近10年。在中国联通2001年获得CDMA牌照的时候，中国当时CDMA产业是零，所以在将一个产业从无到有打造起来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





HBR中文版：
 高通跟中国运营商，特别是政府部门、国企等战略合作伙伴打交道时，会碰到什么问题？高通一直在强调长期战略，如果有的合作企业无法预测10年后的需求，如何让企业来接受你的想法？



孟樸：
 我们推行的技术或产业的发展方向跟中国推进的方向是一致的，比如说3G，也就是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简单说来3G就是将以往在台式电脑上做的事转到在手机上完成，而4G要比3G速度更快一些。我们推行这些技术的时机，是与当时整个国家政策引导和产业发展基本同步的，所以没有出现过我们要从无到有打造出一个产业，或者去做一些中国企业、产业或政府不希望做的事情。我们一直是跟着大趋势，跟着政府、运营商和产业发展的方向走。

在具体发展过程中，有的企业会开始得早一点，有的企业晚一些。比如推CDMA2000的时候，中国联通在2001年就取得牌照开始做CDMA，那时CDMA还处于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交界的阶段，也就是IS-95和IS-2000技术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华为和中兴采取了两种不同技术，一家侧重于现有比较成熟且马上可以部署的技术，另一家侧重于当时比较前沿但后面有望成为主流的技术。对此高通其实没有特别的倾向。因为对厂商来讲，新一代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是很自然的，但具体技术部署会涉及国家政策。我们知道，国外运营商决定部署什么技术，完全是自己根据技术发展趋势和商业规模来确定的，而中国运营商还须考虑政府发放的牌照，牌照会规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这点上我们的立场是比较中立的，我们会把技术演进的时间表告诉大家，但具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完全要在政府发放牌照之后才能确定。到后来WCDMA出来的时候，国内有一些厂商表现得比较积极，他们对中国发放3G牌照的时间判断也比较乐观，所以介入这个市场比较早。我们也对这些厂家提供很大支持，在中国还没有发放3G牌照的时候，我们就全力支持他们把产品卖到欧洲去，因为那时候欧洲已经有了WCDMA的网络以及相应的市场需求。



5G战略与中国市场的推进



HBR中文版：
 5G的创新也是因为这些趋势的影响吗？



孟樸：
 我觉得5G跟以前的技术相比更有趣、更复杂。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整个过程比较简单，都是按照有线互联网的发展思路来做的。有线互联网从拨号上网到ADSL再到现在的光纤，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其实在接入上唯一的诉求就是要求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从3G到4G的发展基本上是遵循这个路径，就是速度的提升。

但现在进入到5G物联网时代，万物互联就带来一定的复杂性。第一个需求是传统的高速宽带传输需求，现在中国三大运营商部署的4G+网络，下载速度已经能达到600Mbps，下一步需要5G做到每秒几千兆比特的速度。这是对于速度的刚性需求，这种需求会一直存在，所以我们必须考虑5G如何让带宽更宽、速度更快。第二个需求是高可靠性低时延连接的需求。之前技术传输的时延大概在几十毫秒左右，但由于使用场景并不需要实现100%的可靠性，所以没有问题。但如果涉及自动驾驶、远程医疗。这种对于低时延高可靠性连接的需求，是我们在3G、4G时代所没有的，这又是一个新的要求。第三个需求是实现低速率、低成本的海量智能终端连接的需求。5G的发展可谓是时势造英雄，它正好处在这个时间点上，所以大家赋予5G的责任和要求是，将5G打造成一个统一的连接平台，将这三方面需求都考虑进去。





HBR中文版：
 5G现在是处于技术创新阶段，还是已进入商用阶段？



孟樸：
 目前还没有到商用阶段。因为它是一个承载技术，5G是一个能够作为下一代通信系统的综合连接系统，也是一个标准。所以今年要在国际标准组织（3GPP）中把5G的标准确定下来，这其中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业界现在都看到了5G对各个行业、各个国家、各个公司的重要性，所以也因此加速了5G的发展进程。中国成立了IMT-2020（5G）推进组，它最初的目标是2020年（实现5G商用），而国际上的大多数业界人士当时也都认定2020年会实现商用化。但在今年2、3月份的时候，高通与全球20余家主要的运营商、设备生产厂商和终端厂商在3GPP组织里一致同意加速5G发展，目标是在今年年内把5G新空口（New Radio）的第一个全球技术标准确立下来。因为标准不确定，设备厂商不知道如何做设备，运营商也不知道如何组网。我们认为，在标准定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也就是5G会加速到2019年实现商用，比原定时间表提前一年。





HBR中文版：
 在你看来，5G对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孟樸：
 我们正好处在一个重大技术变革的时期，就像当时从有线互联网转向无线互联网，实现了很多原来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的变革（4G到5G）也是很大的，一方面是5G真的会进入到工业界，这样一来，各行各业的人对此会更为关注。过去移动互联网是个人消费者用得比较多，而工业界用得较少；下一步，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包括“互联网+”或者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都会和5G融合在一起。不管是机器学习、大数据还是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5G，我觉得很多技术节点会在同一个时间点上融合成一场由5G促成的全新技术革命，这场技术革命将带来非常巨大的社会价值。




人物小传


孟樸

高通中国区董事长






简介：


现任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全面负责高通在中国区的业务和运营，包括执行公司及其业务战略举措，进一步加强高通与中国移动产业链和半导体领域的合作。

在电信行业拥有30年的丰富经验，之前他曾在高通就职8年，于2003年2010年期间担任高通中国区总裁。直至近期，他一直担任世纪互联总裁，负责战略规划、品牌和市场营销、政府事务以及战略项目。加入世纪互联之前，他曾任摩托罗拉移动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全面负责摩托罗拉移动终端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业务和销售运营。

在北京邮电大学获得微波和光通信专业的电子工程学学士学位，在纽约理工大学获得通信系统专业的电子工程学硕士学位。







HBR中文版：
 高通如何打开中国市场？如何与中国区战略伙伴合作？



孟樸：
 首先在管理层面，高通要做好内外部沟通，因其在产业中的重要位置，必须与产业链的利益相关者，如政府、运营商、终端厂商和系统厂商保持良好的沟通；其次我希望高通能越来越像一家中国公司。在《财富》世界500强的外资企业中很少有在中国业务超过50%的，很多大公司中国业务的占比其实非常小。所以高通与中国产业和经济发展都密不可分。

对此，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举措：首先将高通的商业模式与中国产业和政府的发展方向紧密结合。作为一家无晶圆厂商，高通是把设计好的产品交给代工厂生产，然后把芯片产品提供给终端厂商，这是高通芯片业务的商业模式。理论上高通与芯片制造业或中国制造业联系并非十分紧密，但由于中国对发展芯片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高度重视，高通希望帮助近一步增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专业能力。例如：过去两年，高通帮助中芯国际将原本停留在40nm、45nm的制程工艺技术升级至28nm，实现了28nm商用量产。

此外我们在上海还成立了专门的半导体测试公司，把测试设备从海外进口后在国内做测试，目的也是希望提升中国半导体制造行业的能力。高通还和贵州省政府合资成立了华芯通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开发服务器芯片。近年来，中国对大数据发展十分重视，而支持大数据发展的物理架构就是服务器，国家对服务器的需求很高，因此高通在贵州投资建立华芯通、从事基于ARM架构的服务器芯片研发，目的是希望华芯通能在中国市场提供符合国家要求的产品。

可以说高通是目前唯一一家这么做的外资公司。无论是汽车行业还是电信行业，所有合资公司的特点就是把上一代或前两代的产品拿出来，同时在海外市场还拥有更为先进的产品。高通做法是与合资公司开发同代产品，即高通将最新的产品技术许可给合资公司，并提供技术支持，生产出与美国市场一致的产品。2016年1月，贵州省政府和我们在北京宣布成立合资公司的时候，国家发改委有关领导曾表示，高通与贵州省的合作开启了外国公司在中国合作的“新模式”。他所提到的“新模式”，其实就是说我们与之前传统的做法确实不一样，高通的目的就是帮助中国提升半导体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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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与产业一起发展



HBR中文版：
 有没有考虑到竞争的威胁？



孟樸：
 这个行业的竞争一直都是比较激烈的。但高通不会特别关注和某一家厂商的竞争，因为我们着眼的是未来10到15年以后需要的技术，而这种前瞻性，全球大概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做到，因为这需要技术、人才的积累和公司营运、财政能力的支持。技术和芯片领域的竞争永远都会有，但对高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一直保持前瞻性，通过领先于产业的大量早期投入，把技术和产品做好。

最早高通开始做CDMA的时候，全球产业链基本上都是GSM，那时的竞争更大。很多人会认为，只有做GSM的（厂商）跟做GSM的竞争，做CDMA的（厂商）跟做CDMA的竞争，但其实不是这样。对高通来说，我们是在推动一个产业的发展，实际上那时候GSM产业链对我们的（CDMA产业链）竞争压力是非常大的，这是产业链跟产业链之间的竞争。虽然那时GSM比较强势，可它毕竟是一个相对老旧的技术，所以当基于CDMA的CDMA2000、WCDMA、TD-SCDMA发展起来之后，GSM自然就被淘汰了。

这个过程中，高通没有刻意和GSM产业链的某个厂商竞争，那时的产业链都是垂直集成的，几家主要的手机厂商都是自己做芯片。我们不是和某个厂商竞争，当产业链做起来了，我们就自然而然就地与合作伙伴一起胜出。





HBR中文版：
 高通如何在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优势？



孟樸：
 我们不太会刻意与某一个厂家合作或不合作，主要是保持与产业一起发展。比如，我们做的是商用芯片，可以提供给任何厂商，我们的模式是帮助产业进行水平整合。很多合作厂商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外购芯片，但也有些厂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会扩展自己的芯片业务。在我看来，每个公司都有各自的诉求，好处是有自己的芯片，但弊端就是通常这个芯片只有自己家采用，因此会与自身业务捆绑得很紧，灵活度欠佳。

所以从长远来看，不管是从技术还是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个人都不认同垂直集成的模式。这种模式比较老旧，因为过去信息比较封闭，技术资源很少。在30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全球只有5、6家电信设备公司，基本上都是巨无霸，包括终端、系统、芯片在内，恨不得每颗螺丝钉都自己做。但到了信息时代，特别是互联网时代，信息会比较透明，竞争也会更为激烈，要求厂商对市场的反应速度更快，这种巨无霸垂直集成所创造的源动性会越来越小。大公司做创新是很难的，需要考虑的环节越来越多，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产生整体的影响。我们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产业平台这种水平的商业模式会更有竞争性。

另一方面，商业模式持续的时间越长，越能证明它的活力所在。高通就是最好的例证。高通在做CDMA的时候，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偶然的成功；一开始WCDMA出现的时候，有人觉得好像跟高通没有关系了，但最终发现WCDMA跟高通的关系最大；从3G发展到4G，大家猜测是不是产业里又要更新换代一批公司，但事实证明，高通仍旧是4G产业中最重要的厂商之一。包括现在到5G时代，按照目前产业的发展趋势，高通一定是这个产业里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

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我们一直做得比较好，另一方面在我看来，就是高通的商业模式是与产业一起发展，这比一家厂商单打独斗更有生命力。





HBR中文版：
 你刚才说到大企业做创新是非常难的，高通就是一家大企业，它是如何保持创新能力的？



孟樸：
 创新涵盖很多方面，商业模式、技术等。高通是一家技术公司，30多年来能一直保持比较好的创新势头，是源于它的文化精髓。高通的一个重要文化是“以人为本”。高通对工程师是非常看重的。理论上，技术、市场、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对于企业都很重要；但在高通，技术绝对是最为重要的。过去将近20年来，很多中国通信行业的从业者，不管他们是来自政府部门、运营商、企业还是媒体，都参观过高通在美国总部的专利墙，并对它印象深刻。我们有不少客户，特别是一些大公司，现在也都在他们公司设立了专利墙。但他们只学到了“形”，未必能学到“神”。其实高通设立这面专利墙的用意很简单，就是出于我们重视人、重视工程师的文化。因为绝大部分工程师都是默默无闻的，他们取得的科技成果只限于自己的小圈子里，很多时候都是不为外人所知的。高通设一面专利墙，只为能展示员工获得的专利，让员工的父母、孩子、家人和朋友看到他们的成果，让公司的新员工看到，让大家认可员工对公司的贡献和付出。这就是我说的“以人为本”，我们的专利墙是源于对人的尊重。

再者，因为高通的技术极具前瞻性，我们看的往往是未来10到15年行业的趋势，这对于很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讲很有吸引力，员工会跟着公司成长，每天能感受到自己做的事情对整个产业的贡献。这一点能让高通的技术团队一直保持非常强的竞争力，同时吸引更多人才的加入，从而持续推动创新。



工程师文化下的领导力哲学



HBR中文版：
 说到工程师文化，作为一家由工程师组成，为工程师创建的公司，如果你那些技能出众、万里挑一选来的雇员视管理一文不值，你要如何才能让组织运行变得高效？



孟樸：
 我觉得从工程师的角度来讲，公司须从架构上做出区分。工程师分为两种，R&D研发(Research & Development)，其中R（Research）做研究的工程师，他们的创新更多是天马行空的。对于这部分工程师不能完全放手，我认为轻度管理就好，因为他们需要有宽广的创新空间，管理越少越好。另一类是做开发的，也就是D（Development）部分，对于他们，管理还是要涉及的。如果不对他们做管理，就会影响产品开发和完成。





HBR中文版：
 作为曾经开拓中国市场的高通中国元老，你再次回归以后,对企业形象和内部管理做了哪些调整？你的管理风格和方式有没有发生改变？



孟樸：
 我认为管理风格可以有很多种，但管理原则不会变。虽然随着年龄、经验的增长以及工作环境的改变，处理事情的方法会不一样，但是人的本性和本真的东西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就像我这次回归高通，会根据工作环境的改变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我不认为这些调整会完全背离我原本的工作和管理风格。





HBR中文版：
 你认为你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吗？如何衡量一个员工是否合格？



孟樸：
 我认为作为管理者我还是很合格的，我的领导力会比较强一点。在管理层面有各种理论，但我更偏向原来学的古典管理学理论。我认为领导力既简单也复杂，简单就是与团队员工的沟通合作以及决策能力，这是传统管理学上做领导力培训的时候常提到的。复杂则在于管理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种技术，所以同样一门课大家接受程度并不一样，还要靠自己摸索。我也在摸索过程中，总的来讲我觉得目前成效还不错。

衡量一个员工是否合格，首先要明确你需要让他做什么。有时候一些年轻新主管说手下员工做得不好，是因为不清楚你到底让员工做什么，或者是没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其次就是看员工的工作意愿，最好的员工永远是能力和工作意愿都强，而最差的员工就是既没有意愿又没有能力。更多的员工是在另外两个象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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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收入不平等的争论你还有所不知：我们的经济让成功公司的员工获益，但其他人不能共享发展成果。





处在不平等时代

的公司

CORPORATIONS IN THE AGE Of INEQUALITY





不平等不仅与个人相关，也出现在公司之间。


作者是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






2013年12月的一个早晨，阳光明媚，谷歌员工登上班车，准备按日常通勤路线，从奥克兰去公司山景城总部，这时一群抗议者逼近了他们。其中有个人展开一条湛蓝色的横幅，上面写着“谷歌，滚开”。还有人分发宣传册，里面的内容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发怒：“你们这些人像肥猪一样活着，任何时间都有免费自助餐吃，可其他人还是囊中羞涩，掏不出几个钱来，在你们和你们哥儿们联手创造的高物价世界里勉强维持生计。”权威通讯社报道，有人向班车扔石块，一扇车窗被砸碎。




海湾另一边的旧金山，正在排队登上公司班车的苹果员工也遭遇了类似的抗议。那一年冬天出现了多次示威游行，多数情况下参与活动的人数不过几十人。但这对谷歌来说已经足够危险，于是公司加强了安保措施。某个谷歌员工也认为安全受到威胁：他乘坐的班车被抗议者包围时，他发推特称自己和同事“遭到围堵”。一名抗议者反驳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有钱的技术公司，它们的业务造成了什么影响和后果。”

所谓的“谷歌班车游行”没能像两年前的“占领华尔街”那样，引起举国关注。相比之下，这类游行规模太小，而且基本可以被视为一种局部现象——某个地区对房租上涨和城市中产阶级化的抗议。但班车游行事件强调了一个被“占领”运动忽略的经济趋势，而该趋势应得到更广泛关注。班车抗议者清楚，仅用1%对比99%、CEO对比普通工人，或金融行业对比其他行业，不足以解释收入不平等问题，这一点也得到最新研究的佐证。用技术工人对比非技术工人也不能说明问题，虽然技术的含金量很高。真正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是“公司不平等”：当前经济不断向“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或“赢者多吃”（winner-take-most）模式靠拢，受到最好教育、拥有最高技术水平的员工都聚集在最成功的公司中，他们收入的涨幅比其他人高得多。非核心业务的持续外包和自动化，再加上不断上涨的技术投资，使“公司隔离”进一步恶化。谷歌这样的公司成为争议的爆发点并非偶然；其员工的薪酬大都比其他任何公司的员工高出一大截。

当然有些人会说，收入不平等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即使在商业世界中，这些人的人数也在减少。2015年的某项调查中，63%的哈佛商学院校友称，减少经济不平等应该是美国社会的当务之急；只有10%称，那根本就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英国脱欧投票和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显示，收入不平等正导致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抬头，威胁到世界各地政府和经济的稳定性。

要想真正了解收入不平等，减少不平等及其不良影响，就必须将视角放大，不要局限于CEO薪酬和税收政策，多考虑公司及其雇佣和薪酬政策对非百万富翁级别的一般工人的影响。这并非一出简单的寓言剧，影射不道德公司与中产阶级的对决。谷歌争当软件和机器学习领域的全球领导者，或尽最大能力寻找并雇用最优秀员工，其实并无恶意。但谷歌和世界上其他精英公司（不仅限于技术领域）为追求这些目标所做的无数战略决策，导致有些雇员的薪酬远高于其他人。

现在是时候将注意力从个人财富的比较转向公司之间的差异对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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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加剧


关于收入不平等的争论当然主要关注的是个人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美国社会保障总署的工资数据表明，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在过去35年中急剧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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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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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尼古拉斯·布鲁姆




尼古拉斯·布鲁姆特别喜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经济学原理。他将自己的作品形容为酒馆经济学或者“我可以在伦敦边喝啤酒，边跟朋友解释的概念”。他在本文中挑战了几个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常见错误认知，并提出用一种新方式思考不平等问题。布鲁姆援引英国脱欧、美国总统大选、意大利五星运动和法国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卷土重来的例子称，不平等“不仅是巨大的社会问题，还使全球政治暗潮涌动”。

很多经济学家都关注个人之间的不平等问题，所以布鲁姆显得特立独行。他的观点可以追随到早期在麦肯锡当顾问的工作经历，而正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对恰当管理对经济的影响产生了兴趣。“经济学家长期以来都忽视管理措施的重要性，而且经常对管理研究的价值持怀疑态度。”布鲁姆说，“我过去常常开玩笑：我给经济学家做报告时如果在标题中用到‘管理’这个词，整个房间的人都会觉得我的IQ降了20个点。”布鲁姆在麦肯锡工作时，发现不同客户公司实行的管理措施相差很大，并而且每个客户都深信自己的措施是最优选择——他感到颇为惊讶。

布鲁姆曾在伦敦大学学院读博士，博士论文的课题是经济对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完成学业后，他在斯坦福找了份工作，开始将自己对管理的兴趣融入到学术研究中。布鲁姆与哈佛商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合作，收集了来自35个国家的10万个组织的管理措施和财务业绩数据。他与瑞法艾拉·萨丹（Raffaella Sadun）和约翰·雷南（John Van Reenen） 合著 并 发 表 在 2012 年《 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指出，恰当的管理有重大经济影响，同时提供了实验证据。

布鲁姆在本项目中分享了他的研究，即公司和管理层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他强调了竞争作用力和公司决策对个人境况差异的影响，并指出如果不将公司纳入考虑范围，就不能充分理解不平等问题。





首先，看看不平等数据

我们先来评估一下多数人对不平等争论的知识储备吧——虽然他们可能还没通读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704页热销书《21世纪资本论》。

1980年以来，多数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急剧恶化，美国尤为严重。大多数公众讨论都集中在最富有的1%人群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上。1980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成年人平均税前年收入高达42万美元（按2014年的美元价值计算），是平均收入最低的50%成年人的27倍。如今收入最高的1%人群平均年收入为130万美元，是平均收入最低的50%工人的81倍。（
参见边栏《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加剧》

 ）

但不仅仅是最富有的1%人群正在扩大领先优势。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和只有高中毕业证书的工人之间的差距也明显拉大了。1979年，拥有大学学历的美国男人平均年收入比拥有高中学历的男人高17411美元（经通胀调整后）。到2012年，这一差距几乎翻倍，攀升到近3.5万美元，而拥有大学学历的女性与拥有高中学历的女性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几乎翻倍。

与此同时，美国收入最低的50%人群尽管工作时间增加了，但缴税和社保费之前的收入基本没有上涨。这部分人的收入停滞不前，问题并不在于GDP增长缓慢——虽然人们经常这样说，但美国经济现在每年的生产量远超过数十年前。拉吉·切蒂（Raj Chetty）及同事所做研究表明，更严重的问题是收入不平等加剧。他们的研究显示，出生于1980年，2016年已满36岁的工人中，只有一半人和其父母在同一年龄时的收入持平。研究人员进行模拟实验，测试GDP增长放缓和收入不对等加剧分别对工资增长停滞有何影响。结果显示，若收入不平等没有变化，收入比父母高的36岁职工的比例会跃至80%，但GDP回到从前的高增长速率的话，只有60%的人收入超过父母。



其次，横向和纵向观察公司

但这还不是全部真相。在过去几年中，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不同公司之间以及同一公司内部的薪资差距，试图了解公司战略和企业发展趋势对愈演愈烈的不平等问题有何影响。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发现令人震惊，也有助于解释为何有些人收入骤增，而其他人则工资增长停滞。这些发现还阐明了众多高管、管理者和其他高收入雇员忽略差距拉大现象的原因。

公司可能从两个方面加剧收入不平等。如上所述，薪酬差距可在公司内部拉大，比如高管和行政助理薪酬之间的差距。但现在研究表明，公司之间的差距才是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真正原因。我与宋在（Jae Song，音译）、大卫·普赖斯（David Price）、法提赫·古芬恩（Fatih Guvenen）和蒂尔·瓦赫特（Till Von Wachter）以1978年至2013年间的美国雇主和员工为研究对象，发现如果公司雇用的是来自收入分配体系最高层的员工，其平均工资会迅速增长，而雇用低收入人群的公司平均工资增长幅度明显偏小。（
参见边栏《公司之间的不平等也在加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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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间的不平等也在加剧


针对美国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雇用收入最高员工的公司平均工资大幅上涨，而雇用收入较低员工的公司工资基本停滞不前。高收入人群不仅赚得更多，而且普遍会聚集在提供高工资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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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换句话说，公司之间不平等加剧，也是我们看到的个人之间不平等加剧的写照。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工资差距在公司内部不会差那么多。这可能让不平等更加不易觉察，因为人们看不到自己的公司中不平等在加剧。

这说明，公司之间薪酬差距的拉大是导致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因素，而且在其他国家至少也占很大比重，英国、德国和瑞典的研究提供了佐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公司之间差距拉大，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行业涨薪幅度比其他行业大，比如律师事务所加薪幅度比零售业大。但同一行业中，高薪公司和低薪公司之间的差距也显著拉大。

为什么有些公司的薪酬待遇比其他公司好呢？原因可能是这些公司很慷慨，愿意为同一份工作给员工比其他公司高的工资。这个原因会让经济学家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认为一价定律（the law of one price）可以确保同工同酬。我们的研究表明，更合理的解释是公司利用高薪获得更多价值：提高工资，可以招聘到顶尖人才，或增加拥有稀缺技能的员工人数。结果高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都聚集到能给他们丰厚薪水、福利和补贴的公司，并进一步带动公司的发展。业绩稍差公司的员工依旧拿到很少薪酬，而他们的公司会落后更远。

我认为，公司之间的不平等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体不平等加剧，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3大因素：外包的崛起、IT技术的应用和赢者多吃竞争的累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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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者多吃


有些行业一直以来都领先于其他行业，不管是在利润还是生产率上。但过去几十年中，顶尖公司在各自行业中就和一般公司拉开了差距。这些公司业绩节节攀升，给员工的工资也随之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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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
 在思考外包对不平等的影响时，看一下通用电气（GE）的案例会得到很多启发。通用电气在20世纪60年代雇用了生产工人、直线经理、高管、门房、行政人员和其他很多类员工。过去几十年中，公司将很多职能外包或实现了自动化，但同时员工总数变化不大，维持在30万人左右。这说明通用电气雇用了更多的工程师和程序员，加倍投资其核心竞争力——高科技工业设备的头号制造商，并付钱让其他公司处理其核心业务以外的工作。

谷歌的例子也值得借鉴。公司广招软件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给他们高薪，对他们的补贴也很大方，比如曾遭到抗议者扔石块的免费通勤班车。但班车司机不见得有这些福利——他们是合同工，并非正式员工。

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d）和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公司的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力劝公司不要将战略关注点放在产品或市场上，而是聚焦“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比如通用电气在工业设备方面的专长或谷歌的软件研发能力。公司似乎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某研究发现，自1980年到2008年，德国临时工中介或保洁、物流、保安公司雇用的工人比例从大约2%升至7%，上涨了3倍多。

公司关注其核心竞争力并将非核心业务外包，造成企业界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是以苹果、高盛和麦肯锡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公司，另一方是以食品服务和设备管理服务提供商索迪斯（Sodexo）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公司。受到高等教育、拥有稀缺技能的工人在知识密集型领域找到工作，得到高薪、优厚补贴和福利。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被劳动密集型公司雇用，薪资停滞甚至下滑，健康险等福利也几乎得不到保障。虽然这两类公司的员工往往在同一栋办公楼里工作，但已经属于不同圈层。节日聚会的时候，根本看不到穷困合同工的影子。

但外包不是加剧公司不平等的唯一因素。若真是如此，不平等就只会出现在不同行业的不同公司间，比如高盛和索迪斯之间。但过去35年中，顶尖公司在各自行业中就和一般公司拉开了差距，不管是在利润还是生产率上。（
参见边栏《赢者多吃》

 ）


IT和自动化。
 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趋势。我的研究以及其他调查都表明，公司之间的薪酬不平等状况在IT投资力度大的行业中加速恶化。成功的网络公司通过技术投资，迅速扩大规模并利用网络效应获益。亚马逊、Facebook等龙头企业用这种方法称霸各自所在市场。线下发展、企业软件升级、日常工作自动化让大型公司的管理和增长更加轻松，比如汉堡店Shake Shack和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

一些专家指出，这些“超级公司”（superfirm）之所以崛起，是因为缺少竞争。这些专家中最出名的当属过去3年中担任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福尔曼等人认为，行业资源越来越集中，新公司的数量减少了。但行业集中度高不一定代表缺乏竞争。证据显示，在制造业等领域中，随着全球贸易的增长，近几十年来竞争激烈程度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竞争愈加激烈，能够生存下来的美国公司越来越少。但我认为总体来看，竞争强度在过去几十年中到底是提高还是降低了，依旧很难判断。


赢者多吃竞争。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过去35年中，公司已经分化出赢家和输家，严重依赖知识型员工的公司和其他类公司。属于赢家的公司给员工加薪，让他们解决认知层面的有趣挑战，而不在这个有趣圈子的工人则会有截然不同的体验。比如在大型公司担任门房职务的合同工不会再有福利保障或额外津贴。他们的工资缩水了，因为雇主通常会持续签订外包合同，确保劳动力成本处在较低水平或者更低。自动化、贸易和经济大衰退催生了大批低技能求职者，因此这些门房的收入压力就更大了。在这一过程中，工作开始反映出圈子的不同——以经济和教育为界线严格区隔开来。



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我在本文中描述的公司不平等与其他收入不平等理论并不矛盾。相反，我的发现对很多收入不平等理论还起到支撑作用。确切地说，虽然公司不平等是构成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因素，但并非全部。这个理论尤其不能解释1%阶层的崛起——其他研究对这个截然不同的重要趋势记录已经非常详细。但我们将关注点从个人转向公司，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供政策制定者和高管参考。


关注反垄断。
 首先，我们可以将关注点转向反垄断课题，因为竞争的缺乏可能加剧赢者多吃的恶性循环。但考虑到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所以仅靠完善反垄断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


改革政策辩论。
 其次，我们必须从公司不平等的角度重新审核既有政策。举例来说，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规定的薪酬信息披露原则，要求公司披露CEO薪酬对普通员工薪酬的比值。该法案旨在缩小公司内部的工资差距，但可能作用有限，因为研究表明，公司内部的差距并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甚至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经验老到的CEO也许会认定，提高普通员工工资的最简单方法是将低薪工作外包，这样CEO对普通员工的薪酬比值就降低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赞成要求公开披露更多公司信息的政策，但如果我们仔细查看《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披露原则，就会发现这些规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改革公司决策和招聘措施。
 在酬劳丰厚公司工作的高管必须认识到，他们制定的战略和措施将在多大程度上加剧收入不平等。你不必非要是个对冲基金经理，才能算作占有很大经济优势的赢家。诚然，公司不必自己包揽所有服务或停止工作自动化，但高管和负责招聘的领导者必须明白，他们的决定在更大的经济格局中会产生的影响。

投资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公司工作的重中之重也许应该是教育。根据教育背景和技能将工人分类，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公司之间不平等，因此帮助工人获得成功的最好办法是，确保他们在21世纪的人才市场中具备竞争所需的技能。最近开始流行这样的观点：即便普通工人获得了更多教育，也不会对1%富人的超高收入有任何影响。的确，即使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也不可能压制对冲基金经理和CEO收入的增长。但就非极富或极穷人群之间的不平等（收入前20%的人群与其他80%人口之间的不平等同样值得重视）而言，教育和技能培训显然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通过税收政策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政府还应该考虑制定一些措施，增加人民口袋里的钱，比如负所得税制（negative income tax，收入低到一定程度的公民可直接获得政府补贴）。举例来说，美国应考虑扩大劳动所得税扣抵制（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可视为一种针对在职工人的负所得税）范围。负所得税对薪酬的规定较简单，公司管理的自由度高。这种税制还向技能需求度低的工人提供补贴，同时保证经济高效有序运行。

无论如何，现在都应该改变关于收入平等的辩论方向了。公司扮演的角色要改变：它们不再是贪婪的恶棍或创造工作岗位的英雄，而是要构建起一个基础体系，保证经济改革可以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多数人都能得到回报。



...

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2012年在哈佛商学院的毕业演讲中，分享了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为曾经默默无闻的初创公司谷歌招聘她时，给她的一些建议。当时桑德伯格的事业已经风生水起：她曾在世界银行和麦肯锡工作，还当过美国财政部长的办公室主任。谷歌的工作似乎不够高端，她对施密特也这么说。施密特回复说，她应该少关注工作的头衔，多关心所加入组织的发展轨迹。他的建议简明扼要：“如果你在火箭上有个座位，别计较坐在哪儿。先上去再说。”

这个建议很实用，也阐明了公司在我们的经济命运中扮演的角色。如果你真的有机会登上火箭，你肯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更清醒地意识到，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而原因在于少数拿到火箭票的幸运儿优势不断累积。我们还要考虑到那些滞留在发射台上，被烟雾呛到快要窒息的人——如何多做些事，为他们争取平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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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ARTICLE


为何有些公司的薪酬比其他公司高

WHY SOME FIRMS PAY BETTER THAN OTHERS

起因是商业模式。 作者是克雷格·劳利（ Craig Rowley）






公
 司之间的工资差距不断加剧，然而其原因仍存在争议。有些差距可能是不同公司劳动力技能水平方面的差距，有些可能源于行业之间的差异。但从我的经验看，影响公司薪酬待遇水平的最大因素是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决定了毛利率等重要指标、劳动力成本占经营费用比重以及员工生产率。

同一行业中的两家公司可能有不同的商业模式，比如奢侈品零售商和折扣零售商，而这会影响到公司发放薪酬的能力。奢侈品公司利润率和营业利润较高，因此一般都能发放较高薪酬。另一方面，折扣零售商利润率偏低，劳动力成本占经营总费用的比重比奢侈品公司高太多——高达35%的经营费用都用于人事管理。因此折扣零售商普遍拥有的资源较少，支付高薪的能力也就偏低，除非它们能提高生产率。



或者以油气行业为例。该行业毛利率高，而且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勘探和钻井成本高，所以和其他很多行业相比，该行业劳动力成本占经营费用比重相对较低。也正因为此，油气公司的薪资待遇很高，尤其是按小时计费的工作。应聘者也清楚这一情况，所以油气公司每年往往收到数千份工作申请。食品服务行业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劳动力成本在公司成本结构占很大比重，而劳动密集度高，提升生产率就会很困难。因此食品服务行业要保持盈利，能够支付的薪酬数额有限。

随着你在组织中职位的升高——从小时工到正式员工到高级经理，直至最高管理层，公司和行业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你来说会越来越小。这是因为随着技能的提升，特别是财务或市场营销等核心专业技能，员工可以在不同公司或行业之间轻松跳槽，迫使公司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防止人才流失。公司会查看薪酬调查及其他资料，密切关注竞争对手的薪酬标准。

那么从事低薪工作的人如何涨薪呢？两大手段可供参考：1. 跳槽到薪酬更高的公司；2. 学习新技能，晋升到高薪职位。现在的员工已经不太可能在同一家公司度过整个职业生涯。他们频繁更换公司，而他们的薪资在跳槽过程中通常会上涨。

过去，大型公司都会为同类工作提供小公司无法承担的额外福利。但如今，这未必成立，原因有很多。规模较小的公司已经成为创新的源泉。小公司敏捷，能迅速赚取丰厚利润，因此有足够能力给员工涨薪。这类公司往往提供更多职业晋升的机会，而且应聘者越来越意识到，在不同规模公司工作的经验会让他们受益匪浅。因此，现在跳槽到小公司的吸引力比以往都要大。

我们知道，高技能人才获得高薪的机会最大，但他们也常常到薪酬不那么高的公司工作。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有时是出于地理位置的考量。很多人不想被外派，而技术、油气等很多高薪行业都位于本国中一些特定地点。如果你在其他地方有家庭，本土人脉、社区关系也很强大，可能就不愿意为这类高薪工作迁徙。高技能人才也会出于其他原因，选择去待遇不太高的公司。这些公司可能人力资源战略得当，将人才视为关键资产来投资，不仅在内部培养人才，还给他们成长机会。员工知道自己的职业路径，得到晋升所需的支持和发展，并清楚如何表现才能获得加薪。这些措施提高了员工生产率和满意度，公司也得以用低于市场最高薪酬标准的工资招聘并留住人才。

尽管薪酬不平等受公司商业模式影响——你不能支付给员工自己负担不了的薪酬，公司还是可以通过改善人事管理和提高员工生产率，在预算范围内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

最后，公司财富变化的速度比以往快得多。随着技术的进步，零售业等行业正在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公司生产力和绩效提高，创造出薪酬丰厚的新工作和机会。反过来，有些公司的市场地位正在下降，提供有竞争力薪酬待遇的能力也随之下降。公司之间的不平等差距不断变化。利润率低的公司依然可以通过提高员工生产率和能力，帮助员工实现真正的职业发展，从而在长时间内为员工提供丰厚薪酬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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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劳利
 是光辉国际集团零售和消费业务部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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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杰森·福尔曼


竞争强度降低，加剧了不平等

COMPETITION IS ON THE DECLINE, AND THATʼS FUELING INEQUALITY

前白宫经济顾问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提供了他对公司不平等的看法。 作者是沃尔特·弗里克（ Walter F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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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商业世界的竞争比几十年前更激烈——这个观点对高管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技术降低了进入壁垒，全球贸易让公司和世界各地的竞争对手展开对决，10亿美元级“独角兽”初创公司的名单每天都在变长。但曾担任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杰森·福尔曼认为，经济的问题不是竞争太激烈，而是竞争不够激烈。他和彼得·奥斯扎格（Peter Orszag）于2015年发表的论文指出，竞争强度在下降，导致小部分在位企业的垄断权力越来越大。这意味着“租金”（rent，超额利润的经济学术语，指公司在竞争激烈市场中超过正常应得收益的利润）也会更高。

《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副主编沃尔特·弗里克请现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福尔曼解释，现在经济竞争强度减弱的原因，以及这一现象与公司及个人之间不平等加剧问题的关联。以下是本次对话节选。




HBR：你会先从哪个方面解释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挑战？能简要概括一下吗？



福尔曼：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占比翻了一倍多。在整个收入分配体系中，各群体之间的收入越来越不平等——不管是在最富有的1%人口和其余99%人口之间，收入前90%的人口和前50%的人口之间，还是前50%的人口和前10%的人口之间。我常常说，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太大了，所以还有很大的解释空间，而各派解释都有助于说明过去发生的事情。过去几年间，我一直在呼吁人们思考：除了既有解释外，还有其他导致竞争强度减弱的因素吗？




你为什么认为竞争强度减弱了？


我看到微观和宏观经济两方面的证据。从微观的层面看，如今多数行业内的市场主体都比以前少。你就想想现在医院、手机服务提供商或啤酒公司的情况吧。纵观整个经济，你看到的都是大型公司、老牌公司，而且在任何行业中公司的数量都减少了。国际贸易的增长能起到平衡作用，但仅限于可贸易部门。我们的经济大部分都属于不可贸易部门，所以对大部分经济而言，国际贸易算不上一个影响因素。

从宏观的层面看，公司的资本收益率持平或有所提升，但债券收益保证率急剧下滑。如果竞争真的很激烈，你就不会看到投资资本回报率提高。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国民收入中，资本所占比例上升，工资却没有提升，也就是说收入提高的群体是投资者。竞争强度急剧减弱的行业，收入两极分化最严重。

与此同时，劳动力流动性降低，新公司创建和企业倒闭的速度放缓，不同公司所得回报的差异明显变大。这些都说明，有的公司运营良好，有的则不尽如人意。




竞争缺失如何造成收入不平等？


工资并非严格按照供需关系决定，制度安排和议价能力也是决定因素。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员工的议价能力也提升了。如果你居住的城镇只有4家医院，而你是其中一家医院的护士，那么你能以辞职、跳槽到另一家医院为借口，威胁所在医院给你涨工资。如果只有一家医院，要求加薪就困难多了。




尼古拉斯·布鲁姆在为这个项目写的专题文章中指出，公司之间产生薪酬差距的主要原因是，高技能员工都聚集在高薪公司。这个观点合理吗
 ？

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行业之间也存在工资级差——说明拥有同样学历和技能的两名工人有时薪酬也不同。用谷歌埃里克·施密特的话说就是，坐上了火箭的幸运儿将得到比其他人高得多的薪酬。所以你去哪家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能赚多少钱。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竞争强度越小，不同公司之间的收益差距就越大，为成功公司工作的人和为相对不成功公司工作的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也越大。

公司发展壮大的原因有很多：公司可能生产率极高，或得益于强大的网络效应或高进入壁垒，又或得到某种排他性行为或市场势力的助攻。我之所以特别担心竞争强度减弱，是因为过去几十年中生产率增长幅度太小。促进生产率增长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淘汰生产率偏低的公司，让高生产率公司蓬勃发展并获得成功——这一过程似乎放缓了，也不像之前那样有效。




你希望政策制定者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不平等？公司要扮演什么角色呢？


有一点我很肯定：公共政策有义务设定最低工资。事实证明，给员工更多薪酬，员工的生产率会提高，而且公司人员流动率会下降。问题在于，如果你将工资强制提高3美元，生产率可能只提高2.75美元/小时；如果是这样的话，公司应该理智地选择不加薪。但由于生产率提高后，抵消了大部分成本，所以剩下的25美分成本可能相对容易控制一些，而且生产率提高后带来的社会效益很可能超过这部分成本。我不为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但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若公司给员工更好的待遇，自己也会获利。我认为，很多公司在这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但政策制定者肯定也要下很大工夫改善员工待遇。

有些租金，或者说超额利润不可避免，所以我们希望确保其分配更合理。我们可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或壮大工会来实现这一点。对于因集中度提高和垄断权力扩大而产生的租金，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反垄断执法工作来解决这一问题。美国的法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过去几十年对反垄断法的思考和执行方式。以前如果行业中6家企业合并为5家，我们都会仔细审查，但现在我们基本看都不看，就不假思索地赞成合并。

其他政策因素也会有一定影响。对从业资格证的要求让员工很难更换工作。土地用途管制导致某些地点的居住成本偏高。知识产权管理规定越来越严格，而且这些规定用意明确，都旨在降低竞争强度。

我认为，我们为了自己，也要落实以上解决方案，特别是那些有可能提高生产率，同时减少不平等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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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从图表中了解不平等现象

杰出经济学家分享他们最喜爱的不平等数据图表。

作者是格雷琴·加维特（Gretchen Gavett）






不论我们对比的是不同国家、公司、员工，还是男女之间的差异，都会发现经济不平等是当前重要议题之一。但确切地说，什么是经济不平等？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这不是只有一个原因和结果的单一问题。相反，我们应从多个角度分析不平等，而正是这些角度，构建起我们的世界观。为进一步了解收入不平等问题，《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请杰出经济学家，分享了他们认为最能说明不平等问题的数据图表。





从全球经济核心转移，到教育和性别，再到公司扮演的角色，以下是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最能说明当前世界不平等问题的7张图表。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
 是纽约市立大学社会经济不平等斯通中心核心教授，兼前世界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



米拉诺维奇：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段时间，过去200年中全球不平等程度首次出现降低趋势。这段时间内个人收入的变动也是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本图表又称“大象曲线”（elephant chart），表明本次变动的“赢家”是较贫穷亚洲国家的中上层阶级。相对来看，“输家”是富裕国家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中低层的人。对走下坡路的人来说，全球化似乎创造了一个更不平等的世界，虽然客观来讲，事实并非如此。因此给全球人口希望的全球化可能导致内乱，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





谁从全球化中获益


1988年到2008年实际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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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瑟·鲍诗依（Heather Boushey）
 是公平成长华盛顿中心执行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



鲍诗依：
 在过去50年中，经济增长带来的巨额利润流入了富人的口袋，而中产和工人阶层的生活水平则基本没有任何提高。托马斯·皮克迪、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扎克曼（Gabriel Zucman）提供的图表非常有说服力，因为该图表首次说明了经济增长分配情况，即美国经济产出中，谁们各拿到了多少份额。





美国的超级富豪越来越富有


美国员工中收入最高的1%和最低的50%人群平均年收入（按百万美元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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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皮克迪
 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巴黎经济学院教授，也是《21世纪资本论》一书作者。



皮克迪：
 这份对美国不平等的精彩总结说明，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人群基本调换了位置。收入最低的50%人群收入曾占到总收入的近20%，而到2014年，其收入仅占12.5%。与此同时，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占比从大约11%上涨到20%。





如今收入最高的人得到的更多


占美国总收入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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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奥托（David Autor）
 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副系主任兼Ford教席教授



奥托：
 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赚的钱比只有高中或更低学历的工人多。然而，“工资溢价”（wage premium）的产生不仅源于高学历工人实际收入的增长，还因为未受过大学教育工人实际收入降低了。





美国“教育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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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到2012年间，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全职男性员工的实际时薪每年的上涨区间是20%到56%，其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收入最高。在同一时期，接受教育较少的男性工人工资大幅下降，其中高中辍学者收入降低22%，高中毕业生收入下跌11%。不同教育程度女性之间的差距相对没那么明显，但这段时间内没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女性实际收入增长依然极低。





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
 是哈佛大学Henry Lee经济学教席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兼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美国经济项目发展总监。



戈尔丁：
 这张有趣的表格显示，不同职业的女性和男性年收入的对数比。商务类职业的比值最低，而技术和科学类职业最高。我的研究表明，企业和金融领域的职业与其他领域相比，对员工处罚更严格——员工必须在特定时间出现，而且即使请假休息一小段时间也要受处罚。实际上，男女之间的收入差异并非因工作总时长减少而引起，而是因为对时间灵活性的要求提高了。





职业和性别薪资差距


2009年到2011年美国高收入职业的薪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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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布鲁姆
 是哈斯坦福大学William Eberle经济学教席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生产率、创新和创业项目总监之一



布鲁姆：
 针对收入不平等的公共讨论，主要围绕最高收入者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展开，但研究显示，真正加剧不平等的因素是公司之间的工资差距。雇用收入分配体系中最高层员工的公司平均工资迅速增长，而雇用较低层员工的公司增长幅度小得多。这说明，旨在缩小个人之间差距的政策措施也许起不到任何作用。





公司之间的不平等在加剧


针对美国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雇用收入最高员工的公司平均工资大幅上涨，而雇用收入较低员工的公司工资基本停滞不前。高收入人群不仅赚得更多，而且普遍会聚集在提供高工资的公司。



平均公司薪酬（按2013年的美元价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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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丽莎·科尔尼（Melissa Kearney）
 是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兼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科尔尼：
 本表格显示，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严重的美国，“社会经济弱势男孩”（母亲没有高中学历的男孩）高中辍学的可能性比不平等问题不太严重的国家高。这一发现令人震惊，而且意义重大，原因有3个。首先，该发现表明，在极其不平等的国家生活对社会经济弱势家庭的孩子极为不利。其次，总体来看，如果不平等程度较高，社会经济弱势男孩不会有动力争取更多成绩并留在学校，反而会表现出逆反的心态。第三，该图表说明，收入不平等加速恶化可能会影响到阶层向上流动性。





收入不平等可能减弱向上流动性


男孩高中辍学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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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拉维纳·纳加尔


收入不平等，是巧合还是选择

硅谷雇员的经济状况与找到一家成功公司息息相关。

作者是丹尼尔·麦克金（ Daniel McGinn）






经
 济学家现在越来越关注收入不平等在公司层面的演变，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不平等对员工个体的影响。为“失败”公司效力对收入和阶层向上流动性影响巨大。了解这一问题并不简单，因为人们不愿意透露自己收入的具体信息。

但有一群人对不平等有独特的洞见：理财规划师。他们了解不平等对工人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拉维纳·纳加尔在进入这一领域工作之前，曾是一名IT从业者，现在她是Maya Advisors公司总裁。该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奥多市，很多客户都为硅谷的技术公司工作。她向《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讲述了不平等如何出现在她客户的生活中。以下是本次对话节选。




HBR：你在调查客户的财务状况时，看到“公司不平等”的证据了吗？



纳加尔：
 看到了，但我认为硅谷的情况和别处相比略有不同。技术领域的员工流动性很大。如果你聪明、年轻、灵活，公司就要你；换公司并不困难。但我知道，在流动性较差的行业中，从事低薪工作的员工很难跳槽到其他公司。




你的客户中有没有两个人因为去了不同公司，个人财富拉开了差距？


我有两个年龄介于35-40岁的客户。两个人都大概在8年前移民到了美国。他们都属于拥有稀缺技能、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其中一人加入一家初创公司。该公司经营有道，利润丰厚，但受市场环境影响，一直不能上市。这位客户入职时薪水较低，而且没有福利。虽然公司授予他多份股票期权，但这些非流动资产不能动。而另一客户到美国后加入了亚马逊。他在那里工作了5年，后来去了Facebook。他的薪酬很高。两位客户虽然技能相同，但财务情况相差极大。如果前者的公司被收购或上市了，他与后者之间的差距就会一夜间收窄，甚至有可能反超后者。但一切还不确定——这是他要承担的风险。




如果加入初创公司的客户想跳槽到Facebook，可以吗？


也许可以，但他在初创公司工作太久了，Facebook肯定会质疑他适应大公司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现在被自己的选择限制住了。当我看到人们的技能水平和他们可能在其他公司所得工资之间的差距时会问：这是巧合还是种选择？硅谷到处都有愿意以较低薪酬在初创公司工作的高素质人才。他们赌公司未来会成功。其他人选择薪酬待遇较差的雇主，是因为这类公司的工作时间灵活，或者他们喜欢公司的环境。这些都是薪酬差距可能出现的情况，因为有人有意识地选择不走寻常路。




你认为“巧合”的情况是怎样的？


假设有两个人加入了不同的初创公司，都很努力工作，后来其中一家公司被收购或上市，而另一家公司则维持现状。一个人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得到，认为另一个人选对了公司和时机。规模较大的公司中，薪酬差距会出现在年龄稍长的员工之间。在技术领域，你每年都可能会被淘汰，除非你坚持学习新技能。等你到了40出头的时候，你可能开始失去技术优势，而如果你还没有晋升到公司高层，就会陷入瓶颈。这个年龄段的人不愿冒险换工作，因为他们担心失去现有的一切。这种情况感觉更像是概率事件，久而久之对两人的财务状况产生了很大影响。




福利对公司不平等的影响很大吗？


在退休金计划下，你每年能存1.8万美元，而在很多大型公司中，雇主会按照你的贡献确定金额。这肯定会有一些影响。很多初创公司不提供退休金计划，而且健康险计划提供的待遇较低，所以员工往往要支付更多保险金并承担现金支出成本。这也会有影响。




你能从某人工作的地方，猜出他的收入或财务情况吗？


如果他是HR、会计或财务，那么他在哪家公司工作并不重要。这些职能的薪酬十分稳定，员工之间的差别较小。此外，这些员工为同一家公司工作的时间往往比较长。工程师和产品经理的薪酬很难猜。从事这类职业的人更有可能更换公司，而公司也愿意出更多钱获得他们的技能，所以他们的工资变数更大。




期权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了公司不平等？


在硅谷，期权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最大因素。期权之间的差距不像工资那么大，而且就算真的有很大差距的话，员工也可以和老板协商增加期权。但期权的控制难度太大。员工可能在谷歌、Facebook和雅虎都获得100份期权。这些公司的业绩表现，以及市场对公司的看法都取决于概率，或者说至少超出多数员工的能力控制范围。




人们怎样应对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呢？


我和我的客户都来自同样的背景——我曾在技术领域工作。我告诉他们，你们最大的资产就是所受教育和技术技能。你必须持续投资两者。就像你设定存款目标一样，你也要保持技术技能实时更新。这就是硅谷运作的方式。如果你不努力让你自己变得有价值，雇主就会小看你。





聚光灯 Spotlight




互动：Slack 频道：


关于不平等的对话

Slack 频道上一个自动弹出的阅读小组为订阅者提供了约见尼古拉斯·布鲁姆 和殷阿笛（ Adi Ignatius） 等人， 共同讨论不平等话题的机会。

作者是鲍达民（Dominic Barton）、詹姆斯·玛尼卡（James Manyika）和萨拉·基奥恩·威廉姆逊（Sarah Keohane Williamson）






在两周的时间里，
 大概150名订阅者在Slack频道上加入了我们，一起讨论“不平等的商业世界”。他们可以提前看到本文的部分内容，也可以和作者尼古拉斯·布鲁姆及《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殷阿笛单独在线聊天。《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沃尔特·弗里克和格雷琴·加维特也加入了对话，分享他们的洞见。以下为本次对话的精彩片段。




有趣的是，公司内部日益加剧的30%不平等都出现在雇员超过1000人的大型公司。这些公司雇用了大概一半美国人，所以大型公司数量虽少，但控制了美国经济命脉。



我们在这些公司中的确看到不平等在加剧。一方面，我们都知道高管薪酬上涨了——过去几十年中，每家巨头公司中大概前50名最高层雇员获利丰厚，部分原因是股市和期权强势上涨。



但如果你进了低薪公司，就会备感失落。你发现所有同事的薪酬都低，而且行业内的超级明星都不在这家公司。通常我们会认为，模仿周围成功的人是学习的最有效方式，但如果成功人士现在都在其他公司工作，你的事业陷入困境的风险就很高。




虽然数据针对的是美国，但这也是个全球性问题：我们看到其他国家中公司之间的不平等也在加剧，比如德国、瑞典、英国和日本的数据就提供了佐证。所以加剧不平等的因素是全球性的，因此，我认为外包算是部分原因，因为外包就是技术驱动的全球性变革。





我没有说不平等不好。你需要用不平等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但理想情况下，我们想要机会平等——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用不平等奖励努力工作和成就。




最后，我想说一下我和帕特里克·克里森（Patrick Collison）几周前吃午餐时的有趣对话。他是Stripe公司CEO兼联合创始人。该公司位于旧金山市，估值约100亿美元。



他当时正努力缓解公司内部的不平等问题。他给公司食堂员工和清洁工超过普通工资标准的薪酬，因为他和员工都觉得，这么做是对的。他说，如果你真的希望雇用本行业中最聪明的人才，就要明白顶级人才必须去一家“好”公司——他们不希望为“坏”公司工作。



我总听到我的学生这样说，而且我认为，至少对那些致力于招聘并留住精英管理者和员工的公司来说，善待每一个人可以算是一个商业案例。






如果你不是《哈佛商业评论》 订阅者，而你希望加入下一个数字阅读小组，现在就到hbr. org/subscribe订阅并注册阅读大思路。我们会告诉你下一次创建小组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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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为何不平等是亟待解决的商业问题

资本主义的未来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作者是丽贝卡·亨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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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主义与不平等的关系极其复杂。资本主义的基础理念是，有魄力和创造力创建新公司的人应该比其他人更成功。我们赞赏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等创业型领导者，因为他们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精髓：他们之所以获得财富，是因为他们激发了自身的想象力和活力，创建的公司不仅生产改变我们生活的产品，还雇用了数十万名员工。

从这个角度看，不平等并非体系的漏洞，而是特点。成功的资本主义会故意制造结果不平等——顾名思义，不是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获益。所以，即使尼古拉斯·布鲁姆告诉我们，不平等不仅加剧了，还与公司及其决策有紧密联系，那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公司真的该关心这一课题吗？

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如下：尽管结果不平等往往可以有效激发人们的行动力，但机会的长期持续不平等会造成恶劣影响。过于严重的不平等会遏制整个社区的发展，使家庭陷入困境，孩子缺乏足够的教育和医疗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机会不仅视个人才智、技能和努力因素而定，也受其出生地点和父母身份影响。近期研究的确说明，美国社会内部的流动率正在下跌，而且现在已经低于加拿大、瑞典和德国等国家。

这类不平等算不上资本主义的特点，而是漏洞，对商业有两大负面影响。首先，持续性不平等会缩小公司赖以生存的人才池。在美国很多地方，公司为一些基本工作技能寻找人才都日益困难，更不用说现在越来越多工作都要求的高级技能了。2013年的某调查显示，49%的高管称，人才短缺“正在削弱公司服务客户的能力”。不平等也限制了潜在创新者和创业家的人才池。研究表明，在较贫困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成年后申请专利的可能性偏低。

其次，不平等加剧可能让大众不再积极拥护自由市场。随着不平等程度的加深，很多人感到自己被孤立，我们接下来会面临一个极其危险的风险：相信资本主义承诺的人越来越少。西方世界中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希望，他们害怕自己和子女已经无法过上好生活。于是政府的民粹主义倾向愈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很可能越来越变化无常。美国股市也许在我们的新总统承诺大幅减税、投资基础设施、废除监管政策后节节攀升，但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的行动不都是以私人部门的利益为出发点。我们的总统着手限制移民；与此同时，留学生在多个领域的高级学位候选人中占大多数，而这些专业对商业的意义最重大。他还威胁大幅提高关税，并迫使公司基于政治，而非经济确定经营地址。尽管我们都希望这些都仅仅是说说而已，而且本届政府将积极倡导自由市场并扶助支持自由市场的机构，但委内瑞拉近期的经济崩溃，提醒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民粹主义横行的危险。

资本主义最吸引人的一个特点是，在理想情况下，它为原本一无所有的人打开了机会的大门。这200年间，大量移民背井离乡，来到美国，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之前居住的环境中，只有极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才有机会获得经济上的成功。美国一直以来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不论你来自哪个种族，信哪种宗教，只要你愿意努力工作、承担风险，就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你的发展。当然我们还没有实现这一愿景，但期望是真实的，而且给了无数创业家获得成功的动力。我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最大的成就之一。该体系创造了空前的繁荣、意想不到的创新，并为政治和经济自由打下基础，而这种自由的广度和深度即使在100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不平等威胁到了这一愿景。若进入市场的权利把控在内部人士手里，被排挤在外的人陷入贫穷和绝望，那么资本主义恐失道德高地。最近一些调查表明，多数千禧一代“不相信资本主义”。如果商界忽视了不平等的威胁，甚至打压为解决这一问题发起的行动，将不仅面临持续性技能短缺问题，而且还可能失去赖以生存的体系。

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公司及其经营者要么认为不平等“不是个问题”，要么觉得那至少“不是我的问题”。幸运的是，情况在改变。我和商界领袖探讨我的研究课题，或者在哈佛商学院教导MBA学生时发现，人们逐渐认识到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正在威胁到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比如我的很多学生觉得我教授的“重新构想资本主义”课程和其他类似课程极具吸引力。越来越多CEO正采取行动，例如星巴克主动资助员工读大学，或Salesforce公司CEO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阐释了企业在减少不平等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引领新一轮讨论。

看到这些迹象，我选择暂且保持乐观心态。资本主义仍是经济强有力的发动机，而且可以得到更审慎的应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500家公司市值占股市总市值的一半。如果人们对经营这些公司的态度开始转变，或者说领导者意识到不平等对公司长期利益和市场体系本身的危害，我们就可能看到重大、积极的改变。这种文化转变不是必将发生的，但至少有可能出现，而且从长远来看，每个美国人的富足都取决于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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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贝卡·亨德森
 是哈佛大学John and Natty McArthur教席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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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战略的攻与守

What's Your Data Strategy?

莱安德鲁·达姆勒（Leandro Dallemule）

托马斯·达文波特（Thomas H. Davenport）| 文

刘铮筝 | 译 刘筱薇 | 校 李全伟 | 编辑






在海量数据面前，公司需要连贯一致的战略，在两种数据管理之间取得平衡——以安全和治理为代表的防守，和以预测性分析为代表的进攻。平衡攻与守是企业实施数据战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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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量数据流
 的能力攸关企业成败，其重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即使出现了数据管理职能部门以及首席数据官（CDO），大多数公司的数据管理还是严重滞后。跨行业研究表明，组织中，只有平均不到一半的结构化数据为决策所用，而被加以分析或利用的非结构化数据不到1%。超过70%的员工能够获得他们不该被授权的数据，分析师80%的时间都花在了发现和准备数据上。数据泄露普遍存在，流氓数据集在孤岛中增殖，公司掌握的数据技术往往跟不上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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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挑战


为保持竞争力，公司必须明智管理海量数据。但数据失窃很普遍，错误或重复的数据集也存在于组织中，IT部门通常后知后觉。




解答


公司要有连贯一致的战略，在两种数据管理之间取得平衡——以安全和治理为代表的防守，和以预测性分析为代表的进攻。




执行


无论处于哪一行业，公司的数据战略很少一成不变。CDO通常负责保证数据战略随竞争压力和公司整体战略变化而变。





设立CDO职位和数据管理部门仅仅是开始，但如果没有连贯一致的战略来组织、治理、分析和利用组织的信息资产，CDO或数据管理部门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事实上，没有这种战略管理，很多公司在保护和利用数据上都会举步维艰——CDO的任期往往短暂而艰难（根据高德纳Gartner的调查，平均只有2.4年）。本文中我们将描述一种构建有效数据战略的新架构，适用于各行各业以及不同数据成熟度的组织。该架构灵感来自我们在国际保险公司AIG（作者之一达姆勒担任其CDO）的实践经验，以及我们对其他六七家大公司的研究。构建数据战略能带来杰出的数据管理和分析，进而支持管理决策并最终提高财务表现。

数据管理的具体实施做法，可能不像其产生的预测模型和花俏仪表板那样引人入胜，但却对杰出绩效至关重要。因此不仅CIO和CDO应该关注明智数据管理，以CEO为首的所有C级高管都应该视其为己任。



守与攻

我们的架构解决两大关键问题：帮助公司厘清它们数据的主要目的，引导它们有策略地进行数据管理。与其他见到过的方式不同，我们的架构需要公司在“守”与“攻” （即管控和灵活）之间慎重做出权衡。尽管企业数据管理方面的信息很多，但大多偏技术，且聚焦在治理、最佳实践和工具等方面。很少甚至没有数据管理架构像我们的一样，聚焦于商业。我们的架构不仅带动有效利用数据和分配资源，还帮助公司设计其数据管理活动来支持整体战略。

数据攻与守取决于迥然不同的商业目标和为达成商业目标设计的行动。数据防守关乎最小化下行风险。行动包括保证合规（比如治理数据隐私的规则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使用分析工具检测和防范欺诈，和构建系统来防止数据失窃。防守还包括：通过识别、标准化和治理可靠数据来源（诸如单一来源真相中的基础顾客和供应商信息及销售数据），来保证公司内部系统中数据流的完整性。数据进攻主要指支持增加收入，提高盈利率以及顾客满意度等商业目标。进攻往往包括产生顾客洞察的活动，比如数据分析建模，或者整合不同顾客和市场数据，来支持管理决策，例如互动仪表板。

进攻行动往往与以客户为重的业务部门最为相关，比如销售和市场部，而且比防守的实时性更强；而防守的重点则是法务、金融合规以及IT方面的焦点。（数据欺诈防控可能是个例外，要求分秒必争，实时分析敏捷度至关重要）每家公司都要有成功的攻防战略，但在两者间取得平衡十分微妙。和我们交流过的每家公司中，攻与防都在激烈争夺有限的资源、资金和人力。但我们应该看到，将两者一视同仁，对有些公司是最佳选择，但对其他很多公司而言，可能偏重一方更为明智。

有些公司或环境的因素可能影响数据战略方向：行业内严格的法规（例如金融服务或医疗）可能会让组织更偏重防守；CDO和其他C级高管的挑战在于，在攻与守之间取得恰当平衡，保证其支持公司的整体战略。

做出如何权衡的决定，关键在于标准化数据与保持数据灵活性之间的根本对立。数据越统一，执行防守流程就越容易，比如符合法规要求和实施数据准入管制等。数据越灵活，也就越容易通过转化和解读来满足特定商业需求，在进攻中就越有用。平衡攻与守需要平衡数据管控和灵活性，后面我们将具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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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来源和多版本

在探索我们的战略架构之前，首先重要的一点是，要区分信息和数据，以及区分信息架构和数据架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说过，信息是“被赋予了相关性和目的的数据”。诸如顾客保留率、销售数据以及供应成本这样的原始数据，如果不能与其他数据整合并转化成能指引决策的信息，并没有太大价值。销售数字如果被置于历史或市场背景中，很快就具有了意义——与标杆相比或呼应特定战略，它们可能在上升或下降。

公司的数据架构描述的是如何收集、存储、转换、分配和消费数据。它包括管控结构化形式的规则，比如数据库和文件系统，以及连接数据和消耗数据商业流程的系统。信息架构支配将数据转化为有用信息的流程和规则。例如，数据架构可能会把原始日常广告和销售数据不断放入信息架构系统，比如营销仪表板，这些数据被整合并分析，从中显现出不同渠道和地区广告开支和销售的关系。

很多组织都试图创造过高度集中，以管控为重的数据和信息架构方法。之前所谓的信息工程，也就是现在的主数据管理之类自上而下的方法，通常不适合支持广泛的数据战略。尽管它们对标准化企业数据很有效，但却会扼杀灵活性，让数据定制化或把数据转化成可应用在战略上的信息变得更困难。根据我们的经验，更灵活和现实的数据和信息架构方法包括单一真相源（single source of truth, SSOT）和多版本真相（multiple versions of the truth，MVOTs）。SSOT作用于数据层面；MVOTs支持信息管理。

在我们研究过的组织当中，单一真相源的概念，例如不可更改的收入数据主要来源，是IT和商业界完全了解的。然而，单一真相源也能供应给多版本真相（例如根据用户需求有所差异的收入数字）的理念并为被充分理解，普遍说明，或者（通常而言）未被恰当执行。

我们框架的关键创新点在于：它需要灵活的数据和信息架构，能够允许和多数据来源来支持数据战略的攻守方法。

那么让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SSOT是有逻辑的、（往往是）虚拟的和基于云的数据仓库，包含所有关键数据的权威副本，比如客户、供应商和产品细节。它必须具有坚实的数据来源，和治理控制，来保证数据在攻防活动中可靠，而且它必须利用统一语言——不能只适用于特定的业务部门或职能。例如，报告收入，定义顾客和分类产品的方法在SSOT中都单一不变，且达成共识。

没有SSOT会导致混乱。我们研究过的一家大型工业公司有包含类似姓名、地址等供应商信息的十余个数据来源。但每一来源中的内容都略有不同。例如，一个来源将某供应商识别为Acme；另一来源则将之称为Acme,Inc.；而第三个来源则称为ACME Corp。同时，公司中的不同职能都依靠不同的数据来源；而且这些职能部门经常没有意识到还存在其他可以选择的来源。人类可能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尽管可能需要很多劳动力），但传统IT系统不能，因此公司不能真正了解其与供应商的关系。幸运的是，能过滤这些混乱数据组成SSOT的人工智能工具正在浮现。终于这家工业公司获得了这样的人工智能工具，而且通过关闭冗余系统节约了大量IT成本。SSOT让管理者能识别向公司内部多个业务部门销售的供应商，然后讨论折扣。第一年，这家公司利用SSOT的收益达到了7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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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SSOT是多版本真相发展的基础。MVOTs产生于特定业务的数据到充满“相关性和目的”的数据转换。因此，随着部门或职能中各种团体转变、标注和汇报数据，它们也会创造出不同的、被管控的数据版本，当被询问时，这些数据版本能根据这些团体预先确定的需求产生连贯的、定制化回应。

请试想，供应商将如何按行业将其客户拜耳和苹果分类。在SSOT层面，这两家公司分属化学/制药和消费电子行业，所有关于供应商与它们关系的数据，比如商业交易和市场信息都将根据这样的分类布局。在没有MVOTs的情况下，对所有组织目的，这样的逻辑都适用。但如此宽泛的行业划分可能对销售没有多大作用。例如，根据销售接触的部门，更实用的数据版本或将苹果划分为移动电话或笔记本电脑公司。同理，出于竞争分析目的，可能将拜耳划分为药物或杀虫剂公司更实用。总之，从共同SSOT衍生出的不同版本数据，支持更高级的决策。

我们研究的一家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中，市场和财务部门每月都会发布电视广告开支报告，即源于共同SSOT的MVOTs。市场部对分析广告效果感兴趣，在广告播出后汇报开支。而财务部关注现金流，在发票支付后记录开支。因此，两份报告含有不同数字，但每份报告都反应了不同版本的真实数据。

宝洁在管理数据上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很长时间以来，宝洁所有的产品和客户数据拥有中心化的SSOT，不允许其他版本的数据存在。但CDO盖伊·佩里(Guy Peri)及其团队意识到，不同的业务部门对于数据的定制化表达有合理需求。现在业务部门被允许创造受管控的、用于汇报的MVOTs，这些MVOTs能够被可靠地还原为SSOT。因此从SSOT中演变出的MVOTs变化连贯一致，源头清晰。




自给自足的新数据架构

当公司缺乏有力的SSOT-MVOTs数据架构时，组织中的团队可能会把自己所需的数据创造并存储在孤立的数据仓库中，这些仓库的深度、广度和格式都不同。他们往往孤立地管理数据，而且要求也不尽相同。该过程效率低下、成本昂贵，而且会造成不被有效再利用、不受控制的多种版本真相泛滥。因为SSO和MVOTs集中、标准化和精简数据来源活动，它们能大幅缩减运营成本。

一家业务遍及200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型金融服务公司整合了约130个权威数据来源，以兆为单位的记录合并入SSOT 中。这样做能让公司合理化关键数据系统；清理很多IT支持基础设施，比如数据库和服务器；以及通过自动化以前人工整合数据的过程，减少运营开支。

在两年回报期内，自动化本身的投资回报率为190%。很多公司会发现，它们通过整合数据源和淘汰遗留系统，就能负担整个数据管理项目开销，包括支付员工工资和负担技术成本。

CDO和数据管理部门应全权负责构建和运行SSOT结构，利用其省下的钱来负担公司的数据项目。最重要的是，保证从一开始SSOT就解决普遍存在、高优先级的业务需求，比如能让顾客获益或创造收入的应用，如此项目才能快速产出结果和节约成本，从而在组织内部获得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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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SSOT-MVOTs模型时，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让流程自动化，保证企业来源数据和数据转化保持一致。CIBC的CDO何塞·里布(Jose Ribau)解释了公司的SSOT包括所有客户介绍和偏好的基础数据；用于放贷和客户关系管理的MVOTs将源数据转化为支持法务汇报和改进客户体验的信息。自动化同步项目连接SSOT和MVOTs数据，利用每晚时间“处理个案”，来识别和解决数据一致性问题，比如有出入的客户介绍。

尽管SSOT-MVOTs模型在概念上非常直接，但其需要严格的数据管控、标准、治理和技术。理想状态下，高管将积极参与数据治理董事会和委员会。但数据治理并不是特别有趣的事。通常情况下，企业的CDO和CTO会引领数据和技术治理流程，职能和部门的业务、技术管理者是主要参与者。重要的是，单一真相源是独一无二和有效的，多版本的真相经过严格管控，由源头演变而来。（更多关于数据治理和技术的内容，请见边栏
 
《好的治理，好的数据》

 和
 
《数据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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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治理，好的数据

稳健的数据战略对公司SSOT中的数据要求包括：高品质、颗粒化和标准化；而对MVOTs的要求包括：谨慎控制，而且数据需要来源于同一SSOT。这就要求对数据和技术都要有好的治理。如果没有恰当治理，会出现如下普遍存在的问题：


数据定义可能模糊易变。
 如果一开始没有明确定义组成“真相”的是什么（无论SSOT或MVOTs），利益相关方在试图管理非标准数据时，都会浪费时间和资源。


数据规则不明确，或应用不一致
 。如果聚集、整合和转换数据的规则不清、被误解或仅是不被遵守——尤其是数据转化设计很多定义不明的步骤，那么就很难可靠地复制转化过程并在组织不同部门间利用信息。


改善数据转化的反馈回路缺失。
 诸如预测性建模等复杂的数据分析可能由一个团队负责，但却在组织其他部门被证明实用。缺乏让这些数据分析能与其他部门分享的机制（通过整合它们到合适的MVOTs 中），利益相关方可能会进行复制等无用功，或错失良机。

强大的数据治理往往需要业务和技术高管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或评审会参与，但也极其仰赖严格的技术监督。如果技术规定禁止高管用自己的公司购物卡购买服务器，那么市场部创造不合规“影子”MVOTs 或复制现存 MVOTs 营销分析工具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小。



（返回原文阅读）








保持平衡

让我们回到数据战略——在攻与守，管控与灵活之间保持最佳平衡。CEO往往与CIO一起，作为公司数据战略的最终负责人，而CDO通常是构思和引领数字战略发展和执行的人。CDO必须决定如何正确取舍，通过SSOT和MVOTs架构，随时调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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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湖

受技术所限，构建支撑强大数据战略的SSOT-MVOTs数据结构很难，直到几年前才有所改观。公司依赖传统数据仓库，在等级分明的文件和文件夹中存储结构化企业数据。但此类方式并不总适合管理海量且不断增加的数据和新格式。为了满足对于更便宜、更敏捷且可升级结构的需求，硅谷工程师设计了“数据湖”（datalake），能够存储从数据库、电子表格、自由文本到图像文件等无限海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数据湖是SSOT-MVOTs架构的理想平台。一个数据湖能够容纳SSOT，抽取、存储和提供给组织颗粒度最细的数据（达到个人交易程度）。它还支持SSOT数据以近乎无限种方式，在同一湖中的MVOTs内聚合。数据仓库仍旧有用：它们存储数据作为生产应用（比如总分类账簿和订单管理系统），这类需要高度安全和接入控制的应用，这一点是数据湖无法企及的。很多公司既有数据湖，也有数据仓库，但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数据被存储在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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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很难找到能够兼顾严格管控和灵活利用两者的组织，那些复杂、大型的组织尤其如此。除去凤毛麟角的个案，CDO发现他们最好的数据战略或者强调防守与控制（取决于强大的SSOT），或者注重进攻与灵活（由MVOTs决定）。对攻与守一视同仁有时是最佳选择，但并非任何情况下自动对半划分都是明智之选，还是要深思熟虑，在战略上做出取舍。为了决定公司目前以及理想的攻防定位，CDO必须要优先关注以下要素：公司整体战略、公司法规环境、竞争对手数据能力、数据管理实践成熟度，以及数据预算多少。例如，保险和金融服务公司通常处于法规严格的环境，适合偏向数据防守（AIG的情况就是如此）。对法规环境相对不太严格的零售商而言，激烈的竞争需要强大的客户分析，可能须更注重进攻。（详见图表《数据战略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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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佩里指出的，攻与守往往需要IT部门和数据管理组织采取不同的方式。他认为，防守是日常性的运营工作，而宝洁很大程度上是由永久的IT团队来进行主数据管理、信息安全等事项。进攻涉及与商业领导者在战术和战略计划上合作。领导者可能不愿意接触主数据管理，但他们乐于在优化营销和贸易促进开销等方面合作。当然，也有很多情况并不严丝合缝地符合攻或守的情况：一家大型对冲基金的CDO告诉我们，他并不太担忧数据保护，反而更担忧迅速收集和利用新数据。他的公司最宝贵的数据主要来自外部、从公开或商业渠道可以获得、实时捕捉的结构化数据。这些数据质量高，而且被整理过。此外，尽管他的基金属于金融服务，法规环境并未特别严格。因此他主要关注数据进攻。而富国银行的CDO查尔斯·托马斯（Charles Thomas）负责客户相关的分析，属于进攻行动，他力图把攻守比例维持在50/50左右，即使设计会议议程也会对两者一视同仁。

“评估你的战略定位”工具提供能帮助CDO定位自己攻守情况的诊断性问题，并测算他们的数据战略是否与公司战略一致。决定组织在攻守图谱上目前的位置和理想的位置，能迫使高管在投资攻守方面做出取舍。当然，这个工具并非完全精准。CDO应该参考其结果，与其他C级高管一起探讨数据策略。

我们发现，具有最先进数据战略的公司会从某一点开始，然后逐渐移动到稳定的新位置。例如，随着数据防守成熟或竞争加剧，公司可能从数据控制和守势转变为攻势。相反的路径——从守转攻，从灵活转向管控有可能发生，但往往更加困难。

来看看CIBC数据战略的转变。该银行几年前设立了CDO一职，之后的18个月内90%的注意力都在防守上：聚焦治理、数据标准化、以及构建新数据存储能力。当何塞·里布在2015年继任CDO时，他认为CIBC的防守已经足够稳固，是时候偏向进攻，包括更先进的数据模型和数据科学工作。如今CIBC的数据战略攻防各占一半。里布希望更多关注进攻能推动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投资回报率（ROI）提升，以及助力培养更多未来分析人才。

无论公司处于哪一行业，其在攻守图谱上的位置很少一成不变。随着竞争压力陡升，保险公司可能决定偏重进攻行动。 对冲基金如果发现所处的法规环境变得严格，就需要重新调整数据战略，增加防守的比重。公司的数据战略在方向和速度上如何改变将取决于其整体战略、文化、竞争和市场。




评估你的战略定位

从以下16个目标中选择对公司最重要的8项，这需要你做出一定权衡，从而得出你的攻防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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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数据管理

在多数组织设计中，数据管理职能可以按职能或部门成立，中心化或者去中心化。优化设计取决于公司在攻守图谱上的定位。中心化数据功能通常由一位CDO对整个组织负责，保证数据政策、治理和标准得到统一贯彻。这种设计最适合侧重数据防守的企业。

相对地，我们研究的几家公司发现，数据进攻在去中心化的数据管理中更好执行，这种设计要求每个业务部门和企业职能部门都设立CDO。“部门CDO”往往直接向公司汇报，但与公司CDO具有矩阵式汇报关系。这种举措有助于数据孤岛（可导致冗余系统和重复工作）的蔓延，并保证各部门共享最佳实践，并遵循统一标准。总体而言，部门CDO负责各自版本的真相，而企业CDO负责SSOT。去中心化设计适合进攻型战略，因为它能增加灵活性，让数据汇报和分析更具个性化。在包括富国银行、CIBC和宝洁在内的很多企业中，CDO既负责分析也负责数据管理，促进平衡攻守能力。

最后，在中心化和去中心化数据部门间做出选择，最重要的是考虑资金如何决定、分配和开销。中心化部门的预算可能看起来比去中心化的要高，因为其集中在一名CDO麾下。去中心化的预算往往更侧重进攻型投入，离公司用户更近，而且产生更实际的ROI，而中心化的预算更偏重最小化风险，降低成本，和提供更好的数据控制和法规监管——这些活动离公司用户更远，ROI也通常更不明显。因此，想通过商业案例来支撑后者往往更难。对数据治理和管控投入的重要性（哪怕回报比较抽象）在公司受到重大法规挑战、数据外泄或出现其他严重防守问题的情况下，才更容易获得理解。如果没有灾难性事件发生，企业CDO应该投入时间，让高管及其团队理解数据防守原则以及它们如何创造价值。

新兴技术可能催生下一代数据管理能力，或将简化攻守战略的实施。例如，我们研究的很多公司中，机器学习已经在助推创造单一来源真相。未来的SSOTs 和 MVOTs将更加活跃，成本也更低。然而没有新技术能取代高效、运行顺畅的数据管理职能部门。随着区块链等分布技术解决方案越来越普及，我们架构的用途也会越来越广。




曾几何时，
 数据只对于一些后台流程至关重要，比如工资单和会计。如今数据攸关任何业务，而且从战略上看，管理数据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2016年9月，根据技术巨头思科公司的统计，全球每年网络流量超过了1泽字节（10的21次方），相当于1.5亿年高清视频的流量。达到这一流量经过了40年时间，但接下来的4年里，数据流量会翻一倍。其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没有构建数据战略和强大数据管理职能的公司须迅速迎头赶上，否则就要做好出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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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安德鲁·达姆勒
 是AIG的首席数据官（CDO）。托马斯·达文波特
 是巴布森学院管理和信息技术院长特聘教授，他同时还是麻省理工学院数字经济项目（MIT Initiative on the DigitalEconomy）研究员，德勤分析研究所（Deloitte Analytics）高级顾问。他与珍妮·哈里斯（Jeanne G. Harris）合著的书《分析领域的竞争》（ Competing on Analytics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将于今年9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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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投资者如何重塑非洲。






在一座低矮的办公楼内，孙坚（音译）执意请我们喝茶。这座办公楼位于孙坚在尼日利亚西南部开办的大型陶瓷工厂中。孙坚刚从中国带回一批顶级茶叶，他想以中国的传统待客之道，与我们一起品尝。




孙坚来自中国东南部的中型城市温州。温州是中国陶瓷的发源地之一。约4000年前，青瓷在这里诞生。在20世纪70年代，温州人的生活非常艰难。小学毕业后，孙坚就开始辍学打工。1978年，毛泽东逝世两年后，温州成为中国第一个可以开办私营企业的城市。孙坚辗转多个皮革加工厂打工，最后终于攒够了钱，开办了自己的皮革制造厂。到2008年前后，生产成本以惊人的速度上涨，孙坚意识到工厂必须搬出中国了。一位朋友建议他去尼日利亚试试。

孙坚到尼日利亚考察了5天，他告诉我：“这里有很多穷人，直接找我讨钱。但我后来认识到，这里也有一些有钱人；尽管我在这里做生意会很难，但对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回到中国后，他给海关的熟人打电话，询问出口尼日利亚的货物中，最重、最贵且数量巨大的货物是什么？答案是陶瓷。

仅仅经过这一次考察，孙坚就决定在尼日利亚投资约4000万美元，建起一家瓷砖厂。这家工厂雇用了1100名左右的工人，其中1000名为当地人，工厂生产全年无休。尼日利亚的电力不稳定且十分昂贵，但孙坚工厂的生意很不错。尼日利亚相对缺少竞争且需求旺盛，工厂的利润率能达7%，而在中国只有5%。一般来说，制造业的利润都很薄，2%的增加有着本质区别。

孙坚的故事不是个例。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非洲制造业的投资项目，已由2000年的仅2例，上升到每年150余例。而真实的数据可能是这一数字的2-3倍：研究该议题的学者做实地调查时，常常会遇到一些未被收录在官方统计中的中国企业。

这些公司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中国企业冶炼的钢铁助力当地的基础建设热潮。在小国莱索托，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企业生产了大量的柯尔（Kohl's）瑜伽裤，李维斯牛仔裤与锐步运动服，这些商品直接销往美国的大型购物商场。这些企业使服装业成为莱索托最大的经济产业。在埃塞俄比亚，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取消了其建厂计划，而中国的人福医药公司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附近，开工建设价值2000万美元的生产基地，公司董事会已经批准了在该国医疗领域总量为1亿美元的投资。

过去几年间，我在非洲6个国家与近50位中国制造业企业家有过交流。这些企业家给数百万非洲人提供了第一份正式工作，培养了一代非洲企业家，并且鼓励非洲的许多机构支持有活力的制造业集群，他们用投资改造了非洲的社会经济。在下文中，我会详细描述他们的做法。当然，这些企业家也并非圣人，贿赂、工作环境恶劣、有争议的环境保护等问题普遍存在。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商来到了非洲——与开发自然资源或提供服务业不同的是，制造业有转向工业化的可能性。因此，非洲的工业革命不再是一个新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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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发生了什么


由于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业的企业家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以较高利润的商业模式在非洲投资。




为何要重视这一现象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非洲未来可能会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下一个伟大的制造中心。




产生的影响


由此在非洲产生的工业革命可以给当地带来1亿个就业机会，让非洲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企业聚集地，并将可以消除非洲的极端贫困人口。





世界最大的劳动力储备

中国企业家正被推入或拉进非洲。被推入的原因是，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优势面临结构性压力：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的劳动力储备减少，因此造成沿海制造业中心的劳动力短缺。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也大幅上涨：自2001年起，制造业的时薪每年增长12%。而从2004年到2014年，经过生产率计算调整后的制造业薪资增长了近三倍。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中国即将摆脱低技能制造业……这将会释放近1亿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足以使低收入国家制造业的工作数量翻两番。”以美国为例，美国制造业在1978年达到顶峰水平时，只有2000万人在工厂工作；现在，有5倍于这个数量的工作将从一个国家迁出：中国。

同时，非洲正处于人口爆发的早期阶段。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达到20亿，拥有世界最多的劳动力储备（到那时，东南亚的人口将只有8亿）。然而，非洲国家目前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失业率。尼日利亚的官方失业率为12.1%，但政府承认还有19.1%“未充分就业”人口。年轻人的就业情况更糟，青年失业率为42.2%。正因如此，非洲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制造业转移的目的地。

从企业投资者角度看，尽管非洲在许多方面仍然具有挑战性，但它的一项优势是可能有着最多样的市场类型。尼日利亚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利润率高，各类消费品的竞争相对小。如莱索托出口美国市场的货物享受无关税政策，它还邻近南非优秀的基础设施和物流服务，能够为美国客户运送时效性要求高的时装。埃塞俄比亚除了拥有颇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和廉价劳动力外，还靠近利润丰厚的中东市场。换句话说，非洲可以为制造业的任何商业模式提供有吸引力的区位优势。

需求方面也有好转的趋向。非洲各国政府已经决定逐步整合各区域市场，这将降低成本，并为市场新进入者提供更多机会。2015年，非洲有一半的国家加入了三合一自贸区（Tripartite Free Trade Area），该自贸区有6亿人口，将成为世界第13大经济体。有6个东非国家跨出了更大一步：它们达成关税同盟以促进贸易，协调监管制度以降低企业经营的难度，并推出了单次访问签证以促进人们跨境交流。

下文将详细叙述中国私营企业投资对非洲的影响。



对未来的承诺

在非洲，街头标语和当地报纸都表达出一种中国企业不雇用非洲人的观点。但所有严谨的研究都揭示出恰恰相反的结论：中国工厂雇用的主要是当地人。对近期统计资料的分析显示，所有中国企业雇用当地工人的比例均高于78%，而在那些拥有数千名员工的公司中，这一数字超过99%。我自己在尼日利亚进行的小规模实地调查显示：中国厂商雇佣的工人中，有85%是当地人。肯尼亚的一项大规模中文调查显示，中国制造和建筑公司90%的员工都是当地人；并且，随着中国企业在肯尼亚经营时间的推移，本地雇员的比例也有所增加。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Ahmed Ibrahim）是这一切的亲历者。当我在尼日利亚访问时，他带我参观了他所在的纸箱厂，我发现他了解制作硬纸板的一切：每个纸浆供应商的特点、从货车上卸下原材料的工序、每个设备的来龙去脉、最新顾客的订单状态、以及修理胶印机的技巧。易卜拉欣还知道每位工人的名字。他的老板是中国人，也是这家工厂的所有者，但显然管事的是易卜拉欣。

易卜拉欣从最底层做起。与许多尼日利亚年轻人一样，中学毕业后，易卜拉欣靠打零工生存。他在靠近尼日尔共和国边境的地方长大，所以会说法语。他发现，从邻国贝宁的黎巴嫩汽车经销商手中买车，尼日利亚人可以享受贝宁更低的进口车关税。而这些黎巴嫩人说法语。2009年，易卜拉欣成为中国商人王军雄（音译）的司机。那时王军雄刚到尼日利亚，希望在这里开启一番事业。易卜拉欣很快变为王军雄在当地的全方位助手。

他们关系的转折点，发生在王军雄为新公司买车的时候。王军雄希望能像当地人一样从贝宁买车，从而避开高关税。这件事必须由易卜拉欣来完成，因为王军雄不会说法语。但买车的钱不是小数，易卜拉欣能信得过吗？王军雄手下的中国管理人员有些担心。最后，在做决定的瞬间，王军雄盯着易卜拉欣，然后把现金全款给了他。易卜拉欣走后，王军雄的员工怀疑地摇摇头，觉得这会是他们最后一次见易卜拉欣和这笔钱了。

令他们惊讶的是，易卜拉欣把车买了回来，还有找回的零钱。但他还是充满歉意，因为他用了一些零钱给自己买了一双“漂亮到无法抗拒的鞋。”他坚持要从自己下个月薪水中扣除。从那天起，易卜拉欣成为王军雄的得力助手。

很快，他就负责了工厂的日常业务。王军雄非常喜欢易卜拉欣，有一天，王军雄来到工厂，主动给了易卜拉欣职位为“经理”的名片。这让同样拥有经理头衔的那名中国员工感觉受到侮辱。易卜拉欣不想破坏原本和平的气氛（并且他意识到，无论如何自己都拥有实权），就默默地收起了名片。

毫无疑问，这份工作改变了易卜拉欣的生活。他所在的部落，男人需要积蓄一定数额的钱才能结婚；因此获得这份工作前，易卜拉欣不得不保持单身。现在，他有两个妻子（部落接受一夫多妻制），这更巩固了他有钱人的身份。而且，他作为工厂实际上的经理，把自己弟弟以赛玛利（Ishmael）带入了这个行业。以赛玛利很快就熟悉了业务，当易卜拉欣为王军雄处理其他事务时，以赛玛利能自己管理工厂。我在工厂里参观时，易卜拉欣用豪萨语与工人交谈；豪萨语是尼日利亚北部使用的语言，工厂所在的西南部很少使用——但工人们并不是来自工厂附近的地区，易卜拉欣把自己家乡的人都安排到工厂工作了。

未来从中国工厂迁出的工作，能够为1亿个聪明但未获充分就业、未受充分教育的年轻人提供机会，使他们从非正规、不稳定的工作转向与全球经济接轨的高生产率的正式工作。而这将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非洲的新一代

随着从事制造业的经验日益增加，许多非洲人都自己当了老板。这种企业所有权的本地化，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制造业的行业属性：制造业总是会不断缩短供应链以降低成本，增加灵活性。只要是在工厂聚集的地方，本地供应商就会迅速成长并扩大规模。国家政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本土制造商在政府招投标中有优势，国家级发展银行经常只为本地企业融资，这也鼓励了当地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此外，外国投资者往往看重本地人拥有的知识，寻求值得信赖的当地伙伴，中国人也不例外。

认识一下来自亚的斯亚贝巴的扎夫·格布雷萨迪克（Zaf Gebretsadik）。20世纪80年代初，格布雷萨迪克从药剂学院毕业后，在一家公立医院担任药剂师。20世纪80年代中期，干旱和饥荒使埃塞俄比亚在国际上名声很差。格布雷萨迪克加入了一个救济组织后转为研究农药。

1992年，她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埃塞俄比亚以农业为经济支柱，作为农业研究员的格布雷萨迪克，发现了本国市场中人和动物对于药品的需求，这让她看到了药品销售的商机。埃塞俄比亚生产的药品非常少，她决定采取进口的方式。她去了中国、法国和瑞士使馆，敲了使馆大门，只有中国人回应了。在中国经济领事馆的帮助下，格布雷萨迪克成功地与多家中国药品制造商取得了联系，并且成为它们在埃塞俄比亚市场的官方代理。不到两年，她就从埃塞俄比亚政府获得了大量医药用品合同。

几年后，格布雷萨迪克代理的一家中国药厂联系了她，提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建议：成立一家制造胶囊外壳的合资公司。

格布雷萨迪克马上表示同意。她把自己所有赚到的钱都作为资本金，换取了非洲中埃合资公司30%的股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她参股的这家公司成为第一家，也是唯一的胶囊壳制造商。她的两位中国合作伙伴：一位擅长发展中国家的药品销售，另一位擅长胶囊壳制造技术。对于他们来说，格布雷萨迪克是完美的补充，因为她既拥有埃塞俄比亚市场的专业知识，又了解政府机构。工厂很快建成投入运行，并且迅速赢利。工厂的胶囊日产量由最初的200万粒增加到了600万粒，并且计划提高到1100万粒。埃塞俄比亚出口的绝大多数药品的胶囊外壳都由这家工厂生产，产品销往非洲各国和中东地区。

目前，格布雷萨迪克全部或部分拥有三家公司，共雇佣了300名员工。她与其他非洲企业家所做的，正如在中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同行一样：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成为制造业大亨。格布雷萨迪克的发家史与孙坚的相似，如今中国制造业的很多老板最初也是通过为外国投资者服务，与他们合作，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20年前，格布雷萨迪克决定把所有积蓄投入生产车间时，并没有仔细考虑过商业回报。当时她是从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很少、以销售和市场为主的业务类型转向重资产的制造业，她的决定并非基于经济学或商业计划。她告诉我：“我那时不确定是否能赚钱，但我从1992年就认识这些人了，我很信任他们，他们就像是我的家人。”



从好生意到好体制

中国在非洲的企业，往往被指责破坏了非洲大陆的体制完整性。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支持这些指责，她把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描述为“新殖民主义。”2011年，希拉里在赞比亚接受电视采访，当被问及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力不断加大时，她回答说：“当人们到非洲投资时，我们希望他们好好经营，也做些好事。我们不希望他们破坏非洲的善政。”

前文提到过，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活动并非毫无瑕疵。不过，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企业都在积极帮助非洲培养建立良好制度的能力。这些投资者与当地政府反复交流，共同进行制度创新——这与中国改革开放时的做法一样，当时这些做法把中国从不存在市场机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于这些中国企业家来说，正在逐步完善的不成熟机构并不会让他们担心。





齐林（音译）很了解这套方法如何运行。他原来是中国东北一个小镇上的理发师，后来开了一家不太成功的服装店。在齐林成长的过程中，经常听祖父讲非洲的各种故事。新中国成立后，齐林的祖父曾作为医疗救助队的一员，被中国政府派往索马里。齐林很想去非洲看一看，所以他尽力申请到了一家中国重型设备公司在肯尼亚的工作岗位。现在，他像当地出租车司机一样，熟知内罗比的大街小巷。而且，他打招呼时用到的肯尼亚部落语言，比大部分当地人知道的词都多。

来到肯尼亚后，齐林的日常工作是销售车床和铣床，这些都是工厂制造专用零件时使用的大型台式设备。但他很快遇到了问题：在肯尼亚，没人知道如何操作这些先进设备。肯尼亚的职业技术教育至少落后了一代。

能否在肯尼亚全国范围内重新打造职业教育？这一愿景非常宏大，但齐林所在的公司选择了迎难而上。他们与肯尼亚教育部和国家青年服务中心合作，由这两个政府部门开展大部分职业培训项目。公司供给职业培训中心最新的设备，并大幅调低了价格。齐林花费两年时间为10所培训中心安装了机器，开车跑遍肯尼亚各地，检查电力线路并与校长们交流。他以为一旦设备到位，问题就解决了。但培训中心的机器只是摆设，几乎没有人用。

有一天，当齐林与肯尼亚教育部官员贝纳德·伊萨拉布（Benard Shikoli Isalambo）准备去下一所职业学校访问时，伊萨拉布忽然有了一个新想法，他说：“你已经给了我们大型设备，我们却没有利用好，如果我们办一场职业技能大赛，将帮助学生建立信心。”回到内罗比后，他们共同写了一个提案，然后齐林通过一些个人关系使提案获得了批准。这个提案最后变成了2014年启动的非洲职业技能挑战大赛（ATC）。肯尼亚全国各地的学生齐聚一堂，进行强化训练和工业机械技能比赛。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计划的一部分，齐林的公司每年在该比赛上投资50万美元。

但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当然没有。“我们举办ATC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讲师比学生还差！”伊萨拉布说。但是齐林具有不可阻挡的乐观精神和解决问题的强大技能，他再一次用迎难而上。他召集了一个由NGO工作人员及顾问组成的团队，该团队与他所在的公司及肯尼亚政府共同建立了一个教师培训中心（我在读研究生的一个夏季加入了这一项目）。经过两年的推动和游说，中非工业技能提升中心于2016年7月正式成立。

中国企业正在耐心地帮助非洲国家建立新的体制结构，齐林的故事只是此类诸多案例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中国的政府机构和其他机构也在完善的过程中，所以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正在改进的不成熟机构并不会让他们担心。这些中国企业家能够随时调整——与不同的合作伙伴对接，并根据情况变化改变计划。他们对非洲同行保持开放的态度。他们非常客观地看待现实，但也一直保持乐观；他们没有等待条件成熟，而是立即开始行动。正是通过这些行动，他们改变了环境。

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术语进行概括：自助式发展（bootstrapping development）。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社科学者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的描述，其含义为通过不断学习以适应市场情况，不完善的机构也能产出良好结果。这种对机构动态的、积极的观点，强调的是机构未来的可能性，而非现状。正如萨贝尔在其文章中所写：“如果增长型机构是通过‘自助式发展’建立的，它的每个行动都将引发下一步。这样的机构既代表发展的结果，也代表发展的开始。”

当然，这些都是成功的故事，也有许多不太成功，甚至完全失败的案例。当中国企业与非洲机构合作时，倾向于接受现状，而非提出更高要求，这也许会人为地助长当地政府无能或不负责任的行为，从而会固化现状而非改变现状。但是种种机构在成立之初，并没有完全成形，它们必须通过为相关事物服务而存在下去。所以公司必须愿意与机构接触，给它们改进的机会。

世界银行的斯蒂芬·纳克（Stephen Knack）与斯坦福商学院的尼古拉斯·尤班克（Nicholas Eubank）研究了替代方案——通过西方捐助系统绕过当地机构。他们发现，“当捐赠者通过独立的系统管理援助项目时，那些国家系统……被破坏了。”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独立的捐赠系统把有价值的人才吸引走了：“当捐赠者绕过国家机构开展行动时，他们往往‘挖来’最优秀的政府官员。”从这个角度来看，与起步时就要求完美的战略相比，自助式发展战略是一种好很多的选择。



制造业奇迹

回到我们在瓷砖厂时的情景，当我们喝到第八或第九泡茶之际，孙坚的话变得很有哲理：“如果把发展比作火车的话，哪里是第一站，之后需要经过哪些车站，我们中国人确切地知道路径。尼日利亚需要向中国学习！”

孙坚不是经济学家，但他在不经意间提到了一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概念：雁型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这一概念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提出，最近通过林毅夫广为扩散。雁型模式认为，制造业公司像迁徙的大雁，随着各国成本和需求的变化，在国家间迁徙。根据这一比喻，制造业发达的国家迫于劳动力价格的压力，去制造业落后的国家投资；而这一过程会帮助后进国家累积对制造企业的所有权，并获得技术升级。也就是说，后进国家的主要经济活动会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和不正规的服务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制造业。而后进国家最终会变为领先国家，所产生的大量公司会寻找新的制造地点。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雁型模式提供了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型。

雁型模式还有另一个维度：它不仅描述了制造企业在国家间的移动，还描述了各国产业升级的过程。一开始，几家公司试着生产某种产品，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利润吸引了其他厂商生产同样的产品。但随着从业者数量的增加，竞争变得激烈，利润开始稀薄，于是一些公司又尝试生产其他产品。这些产品更为复杂，因此也更难复制。循环往复，以山寨产品和模仿起家的公司，仅在一两代后就开始创造与生产独创性产品。一项对148个国家的分析显示，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可以预见该国的制造商将生产更为复杂的产品。10年或20年后，非洲的工厂将会大量生产计算机，而不再是陶瓷和衣服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投资制造业是非洲发展的关键。经济学家知道，从长期看，创造更高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高生产力。与经常依托本地消费者、很难形成规模收益的服务业不同，制造业的效率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提高。部分原因是，一个国家的产品经常面临与进口产品的竞争，或是需要出口到其他竞争性市场。此外，制造业投资具有较大的乘数效应：研究显示，每增加一个制造业岗位，随之产生1.6个服务业岗位。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制造业政策高级顾问的罗恩·布鲁姆（Ron Bloom）表示：“如果你要建设一个汽车装配厂，沃尔玛就会跟着开在旁边。但如果你要开一家沃尔玛，汽车装备厂可不会跟着它开。”

需要指出的是，工业化释放的强大能量，既会带给社会种种好处也会带来不利后果，这些已经在非洲有所显现。贿赂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行；环保措施不力，已造成非洲空气与水资源质量的下降；对工人的虐待现象，不仅体现在工资拖欠上，有时还体现在他们的尊严上——能否尽力保住一份工作。中国自身经历的种种腐败、空气污染，像我们展示了，不受约束的经济扩张可能将给社会与环境造成严重后果。

不过，同时我们也可以肯定，非洲将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非洲国家都与中国不同。尽管在任何地方新建工厂都会产生一系列可预见的结果——从收入增加到劳工丑闻，但事件的形式、发生顺序和风格大不相同。在尼日利亚，工业化进程受到一家自由媒体新闻报道的影响；在莱索托，受到工会运动的强大影响；在肯尼亚，则受部落及种族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因素在中国基本不存在。当然，中国投资者与非洲当地的工人、供应商、经销商、政府、媒体接触的过程中，会产生新型的组织、伙伴关系以及权力结构；这些主题可能是老生常谈，但旧主题下也总会发生新的故事。

在工业化的主题下，非洲可以跟随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脚步：建设工厂以雇用不断增长的人口，重塑政府机构以满足现代资本主义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获得一个真正提升的机会。如果非洲消除贫困人口的数量，能有中国在过去30年内消除数量的一半，那么非洲大陆将不再存在极端贫困人口。对于这近4亿人来说，这是饥饿与温饱之间的差别，是讨要工作与稳定职业之间的差别，是要求孩子们做苦力与送他们上学之间的差别。今天，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家们丝毫不怀疑改变将会发生。其中一位正在尼日利亚建立特别经济区的中国人对我说：“这里跟我30年前的家乡一模一样，当时我们能做到，那么这里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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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艾琳
 是麦肯锡公司华盛顿办公室的项目经理，著有《下一个世界工厂》（The Next Factory of the World，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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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是线性偏见的受害者，显而易见的选择往往是错的。减少线性思维对商业决策的影响须做到4步：提高对线性偏见的意识；关注成果而非指标；了解你面对的是哪一类非线性关系；尽量提供有关非线性关系的信息。另外，要对抗线性偏见，还有一个有效方法是数据可视化。






先来做一道应用题。假如你负责管理公司车队，车队有两种车型，分别是一加仑汽油能跑10英里（简写为10MPG，MPG是miles per gallon的缩写，代表每加仑英里数）的SUV和20MPG的小轿车。两种车数量相同，且都是每年跑1万英里。你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把其中一种换成更省油的车型，降低运营成本，并实现可持续性目标。





从以下两种方案中选择一种。

A.将10 MPG的车换成20MPG

B.将20 MPG的车换成50MPG

乍一看，方案B似乎更好，30MPG的增量比10MPG高，比例增长也更高。但事实并非如此，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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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是否令人惊讶？许多人都会这么觉得，因为我们的思维将MPG与耗油量之间的关系简化为线性，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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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示意图并不准确。耗油量与MPG并非线性相关。经过计算，两者间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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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曲线进行分析，标出以上两种升级方案，可以清楚地看到，更换10 MPG的车型更为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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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惊的是，将20 MPG的车型升级为100 MPG，节省油量依然不如把10 MPG换成20 M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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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图表为证，选择MPG较低的升级方案却依然与直觉相悖，感觉上就是不对。

如果你还是感觉不对，那不是你的错。数十年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脑很难理解非线性关系。我们的大脑倾向于简单的直线。很多时候这种思维方式没有什么问题：一个书架可以放50本书，两个书架放100本，三个就可以放150本；一杯咖啡两美元，五杯咖啡10美元，10杯咖啡20美元，15杯咖啡30美元。

但商业上许多东西是非线性相关的，我们必须有这个意识。通才和专才都要注意，因为即使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明白自己领域中存在非线性关系，也可能下意识地跟随直觉行事，继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实践中的线性偏见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消费者和公司成为线性偏见的受害者。常见的一种线性偏见涉及一个重要的商业目标：利润。

影响利润的主要有三个因素：成本、销量和售价。一个因素发生改变，另外两个必须随之变动，才能保持利润不变，例如成本增加，售价或者销量必须随之增加才能抵消影响；如果售价打折，就需要降低成本或提高销量来避免利润下降。

可惜管理者对于这几大因素间关系的直觉并不准确。多年来专家一直告诫公司，价格变动对利润的影响大于销量和成本，但高管往往过度关注销量和成本，不重视合理定价。

原因何在？因为价格下降后，销量大幅提升，这个现象令人兴奋。他们意识不到，销量要提高多少才能保持总利润不变，特别是在利润微薄的情况下。

假设你负责管理一个纸巾品牌。一卷纸巾售价50美分，生产一卷纸巾的边际成本为15美分，最近你有两个促销方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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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似乎是方案B更好，价格下降40%，销量提高80%，比降价20%多卖20%的方案A更能赚钱。不过你大概也猜到了，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是，两种促销都会使收益降低，而方案B的负面影响大于方案A。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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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方案B的销量几乎翻了一倍，但利润下降了近25%。要在降价40%的情况下保持350美元的利润，销量必须达到2300卷以上，即增加133%。如下图所示：



[image: ]




非线性关系也延伸到了消费者态度等无形的层面，例如消费者对待环保的态度和实际行为。我们常常听到高管抱怨说，人们自称关心环保，却不愿为生态友好的产品多花钱。定量分析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国家地理协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与环球扫描公司（GlobeScan）的研究发现，18个国家消费者对环境问题的关切程度随着时间显著提升，但消费行为改变的速度较慢。受调查的所有消费者都认为食品生产和消费应当更注重可持续性，但几乎没有人为这个目标改变自己的行为。

原因何在？事实证明，消费者表示自己在乎什么，和消费者行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非线性的。但管理者常常误以为，经典量化工具（如让消费者用1至5分的评分表示重要程度的问卷调查）能够以线性方式预测消费者行为。事实上，打1分（完全不关心环境问题）的消费者和打4分（比较关心）的消费者的实际行为几乎一样，但打4分的人与打5分（非常关心）的人群行为差异巨大。行为和态度间的关系是曲线而非直线。

公司往往难以意识到这种规律，部分原因是关注平均值。平均值掩盖了非线性关系，导致预测错误。举个例子，某公司在两个目标客户群体中发起有关可持续性的问卷调查。一个群体中所有消费者都打了4分，另一个群体中一半人打3分，另一半打5分。两组人的平均关心程度相同，但实际上，第二组总体更愿意购买绿色产品，因为打5分的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的几率大大高于打4分的人，而打4分的人和打3分的人行为差别不大。



[image: ]




态度和行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一些重要领域一再出现，如消费者隐私问题。荷兰一项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显示，声称自己比较在乎隐私问题的顾客人群和不太在乎的人群中，持有会员卡的人数相差无几。担心隐私问题的人为什么会同意办会员卡、泄露敏感的个人信息？因为只有那些表示自己非常关心隐私问题的人才会明确采取措施保护隐私，关心程度在此之下的多数人都不会调整行为。

选择绩效指标时也要考虑非线性关系。例如一些公司为了评估库存管理效率，对存货周转天数进行追踪，还有一些公司记录的是每年库存周转的次数。多数管理者不知道自己所在公司选择某一种评估方式的原因。但这个选择可能在员工积极性等方面产生出乎意料的影响。

如果某公司有能力将存货周转天数从12天减少到6天，再加上额外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减少到4天。这就相当于存货周转次数从每年30次提升到每年60次，可以进一步提升到每年90次。两者实际意义相同，但如果公司关注周转次数而非周转天数，员工会更有动力追求进步，这个结论来自德国科隆大学托拜厄斯·施坦格尔（Tobias Stangl）和乌尔里赫·托内曼（Ulrich Thonemann）的研究。原因是，以周转天数为评估标准，员工感觉像是自己努力的回报渐渐减少，但改进周转次数则让人觉得回报稳定不变。

公司可以选择不同评估标准的领域还有仓储（捡货时间和配送效率）、生产（生产时间和生产效率）及品控（故障间隔时间和故障出现率）。

非线性关系就在我们身边，以下探讨非线性关系的几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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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人们希望变量和结果之间是线性关系。很多时候的确如此，比如iPad的存储能力和实际能够存储的数据，但很多时候并非如此，比如升级网络带宽节省的时间和下载速度。




挑战


在非线性的情况下，如何克服线性思维倾向，避免错误的决定？




解决方案


首先要理解四种非线性关系，以及在这些情况下线性思维造成的差错。可以运用数据可视化确定你面临的是不是非线性关系，再做出选择，最大程度地接近理想结果。





四类非线性关系

非线性关系共有四种，可以通过图形了解其规律。


提升速度先慢后快。
 比如一家公司有两个客户群体，年度利润贡献都是100美元。客户群A保留率为20%，客户群B则为60%。多数管理者认为，增加哪个群体的保留率，对最终盈亏影响不大。更有甚者，许多人发现客户群A保留率翻一倍要比客户群B保留率提升1/3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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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客户终身价值（customer lifetime value，简称CLV）与保留率之间是非线性关系，CLV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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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率从20%提升到40%，CLV增加约35美元（以10%的折现率将未来利润折算为现值），但如果保留率从60%提升到80%，CLV就能增加约147美元。随着保留率提升，CLV先是缓慢增加，然后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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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公司注重寻找最有可能流失的客户，针对他们采取营销方案。但更有利的做法往往是重视最有可能留下的客户。线性思维方式让管理者低估了较高的客户保留率小幅提升对利润的极大影响。


下降速度先慢后快。
 房屋抵押贷款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房主往往会惊讶，还款期前几年，偿还本金的速度非常慢。但如果贷款利息率和还款期固定，本金余额越来越少，每次需要偿还的利息就会减少。本金的减少不是线性的。如果30年要还贷16.5万美元，利息4.5%，前5年里应还本金只会减少约1.5万美元，到第25年，本金会降到4.5万美元以下。因此在还款期最初16%的时间里，房主偿还本金不到10%，但在最后16%时间里偿还本金则超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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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贷者往往受线性思维误导，数年后将房产出售（并支付手续费）时，只得到微小的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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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速度先快后慢。某产品销量增加，公司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提升单位利润——这是评估公司效率的常用指标，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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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家公司一年卖出10万个部件，单价2美元，制造成本为10万美元，其中5万美元是固定成本，单位变动成本50美分，单位利润为1美元。公司可以通过增加产量和销售量来提升单位利润，因为这样可以摊薄固定成本。假设单位变动成本不变，如果销量翻倍达到20万，单位利润会提高到1.25美元。这样的增长也许会吸引你，让你觉得如果把销量增加到80万，单位利润就会大大提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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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你的非线性思考能力

通过这个测试看看你能否做出最好的决定。（
答案见文章末尾

 ）

1 以下哪一项吃掉的披萨较多？

A. 吃一个12英寸的披萨。

B. 吃两个8英寸的披萨。



2 公司常常要关注终身价值最高的客户。如果分析员根据终身价值为你的客户分类，1表示价值最高，10表示价值最低，以下哪两组的价值较为相近？

A. 1组和2组。

B. 3组和8组。



3 你的公司有两个工厂，都是7天24小时无间断运转，以下哪种做法能让年产量得到较大的提升？

A. 第一家工厂的每小时产量从100提高到120。

B. 第二家工厂的每小时产量从130提高到140。



4 你在研究男性和女性购买某新产品的意愿，目前调查对象已有20名男性和50名女性，以下哪种做法能更好地提升预测准确度？

A. 再找5位女性和30位男性。

B. 再找100位女性和5位男性。



5 以下哪种情况的差旅时间增加较多？

A. 每年飞行距离从2万英里增加到4万英里。

B. 每年飞行距离从5万英里增加到6万英里。



6 要增加公司网站流量，以下哪种方法更好？

A. 将网站在某关键词搜索结果中的排序从第十提升到第四。

B. 将网站在某关键词搜索结果中的排序从第四提升到第二。



（返回原文阅读）








如果销量从40万增加到80万（难度比从10万到20万高得多），单位利润只会提升约6美分。（见图表）



[image: ]




管理者注重规模经济和增长带来的好处，然而线性思维会让他们高估销量对利润的作用，低估价格等其他影响更大的因素。




下降速度先快后慢。
 公司通常根据投资回收期（即回本所需时间）来评价投资。显然，回收期越短越好。假如你有两个项目要筹资，项目A回收期为2年，项目B为4年。两个团队都认为可以努力让回收期减半。许多管理者会觉得项目B更有吸引力，因为可以节省2年，比项目A节省的时间多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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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公司管理者最终要考虑投资回报，而非回本时间。1年回收期，年回报率（annual rate of return，简称ARR）为100%，2年回收期则是50%，相差50个百分点，4年回收期是25%，与两年回收期相比差25个百分点。因此，随着回收期增加，ARR先是迅速下降，然后下降趋势放缓。如果追求高ARR，选择项目A更合适。

对规模相似的项目投资组合进行对比的管理者也许会惊讶地发现，一个回收期1年的项目和另一个回收期4年的项目组合，投资回报比两个回收期同为2年的项目组合更高。不能低估相对较短的回收期对ARR产生的影响。



如何减少线性思维偏见的影响

线性思维偏见在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无可避免地影响管理者的商业决策，但我们可以设法减少其影响。


步骤1：提高对线性偏见的意识。
 MBA项目应当明确提醒未来的管理者注意这一现象，教给他们应对之法。公司也可以采取措施，比如让员工做有关非线性关系的小测试（
见边栏《检验你的非线性思考能力》

 ）。根据我们的经验，员工会觉得这种练习有趣且有启发。

一些领域已经有了更广泛的相关教育项目。例如Ocean Tipping Points，该项目旨在提升人们对海洋生态系统中非线性关系的敏感性。科学家和管理者往往想当然地以为一个应激源（如捕鱼）和一种生态响应（如鱼群减少）之间是线性关系。然而，应激源的改变有时会造成不成比例的巨大损害，渔业小规模增长可能会使一个鱼群崩溃。Ocean Tipping Points项目寻找海洋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临界点（tipping point），协助改善自然资源管理。


步骤2：关注成果而非指标。
 高管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为组织设置方向和激励。但预期成果时常与日常业务决策距离遥远，因此公司寻找相关指标作为替代，并利用激励将指标放大。例如，许多公司为了提高销量，就尝试让本公司网页在搜索结果中排名靠前。

问题在于，这些替代指标可能会成为目的而非手段，学界将这种现象称为“替代（指标）最大化”。如果指标和成果之间并非线性关系，这样就会带来麻烦。比如搜索排名和销量就不是线性关系。搜索排名下降时，销量下降趋势先快后慢。网页在搜索结果中从第一降到第二，对销量的影响大过从排名20降到25。

另一种情况是，一个指标可以代表多个成果，将人们引入歧途。例如年回报率（ARR），想要提高投资未来价值的管理者可能会考虑这个指标。用图表表示投资产品的ARR和累计回报，你会看到后者随前者变化的趋势是先慢后快。

达到特定投资目标所需时间随ARR变化的趋势则恰恰相反：随着ARR提高，达到目标所需时间先是迅速减少，然后渐趋平缓。

由于ARR以不同的非线性方式与多个成果相关，人们往往错估其影响。管理者想提升回报，可能在回报率从0.3%升到0.7%的时候极为关注，但对从6.4%到6.6%的变化就不那么关心了。事实上，回报率较低时上升一点，对未来回报总额的影响不如回报率较高的时候。与之相反，管理者要减少达到投资目标所需的时间，可能会承担额外风险将回报率从6.3%提升到6.7%，却不在意从0.4%到0.6%的变化，其实前者对时间的影响远不如后者。


步骤3：了解你面对的是哪一类非线性关系。
 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和小厄尔·萨瑟（W. Earl Sasser Jr.）在《哈佛商业评论》1995年刊载的文章《满意的客户为什么会转投别家》（Why Satisfied Customers Defect）中指出，客户满意度和客户保留度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非线性的，但各个行业的具体形式不同。在汽车等高度竞争的行业，保留度随着满意度上升的趋势先慢后快。在非竞争性行业，保留度迅速提升后趋于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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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情况下，线性思维都会导致差错。在竞争性行业，管理者会高估提升不满意客户的满意度的影响；而在非竞争性行业，管理者会高估进一步提升已经满意的客户满意度的影响。

管理者应当避免泛化不同领域中的非线性关系，结合具体情况理解相关因素及其影响。

商业实验是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方式（见埃里克·安德森（Eric T. Anderson）和邓肯·斯迈斯特（Duncan Simester）2011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手把手教你做好商业实验》（A Step-by-Step Guide to Smart Business Experiments））。设计实验时，管理者应当考虑到非线性。例如，许多人对比低价产品（图表中的A状态）和高价产品（B状态）的销量差，评估价格对销量的影响。然而两点一线无法揭示非线性关系，至少要有低、中（C状态）、高3个价格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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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消费者免受线性偏见影响

有关商业欺诈行为和消费者利益的探讨，往往集中在特定消费者群体容易受害，如儿童和老人。但由于线性偏见影响，所有消费者都可能受到欺骗。在2008年出版的《助推：改进健康、财富和幸福感相关的决定》（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nd Happiness）一书中，作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提出，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负责构建消费者做出决策的环境。如果环境构建得当，消费者可以做出对自己、对社会更好的选择。

政府和消费者权益组织已经开始推行统一的评估标准，让消费者能够对同类商品进行比较。可惜这种标准往往缺乏具体的说明。例如，打印机制造商都会在产品信息中注明打印速度的 ISO标准，即每分钟打印页数（pages per minute，简称PPM），但节省的时间与PPM并非线性相关，而是呈现边际递减趋势。

统一的标准很有用，可以让产品对比更简单，造福消费者。但如果消费者以线性思维考虑问题，就可能无法做出最好的选择。

说到底，消费者不在乎评估标准。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节省多少时间或金钱。我们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数据，帮助他们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返回原文阅读）









步骤4：尽量提供有关非线性关系的信息。
 除了提供培训，公司还可以建立支持系统，在管理者由于线性思维倾向做出错误决定时加以提醒。

理想状态下，算法和人工智能可以识别线性偏见发生作用的场合，提供信息予以纠正。不过，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在正式场合起这种作用，但对线下和口头做出的决定就无能为力了。而且，建立这样的系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

要对抗线性偏见，有一个技术含量不高但有效的方法：数据可视化。本文用图形表明非线性关系，帮助读者了解一些线性偏见。图形要比列举数据更为简明易懂，而且可以帮助你看到发生变化的临界点，让你切实地感受到非线性的影响。

提供表示非线性关系的图表，乃至构建假设情景，可以让管理者进一步熟悉非线性关系，在做决定之前先行确认。

公司要帮助客户做出好的决定，也可以利用数据可视化。例如，要向驾驶者说明在行驶速度已经很快的时候再加速，节省的时间很少，可以在汽车仪表盘上增加一个表示所需时间的图示。有一种方法是用埃亚勒·派尔（Eyal Pe’er）和埃亚勒·加姆利埃尔（Eyal Gamliel）的“节奏测量仪”（paceometer），指示行驶10英里需要的时间。时速从40英里提升到65英里，每10英里可以节省约6分钟，但从65英里提升到90英里只能节省约两分半——这个事实会让很多人惊讶，两者都是将时速提高了25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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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营销的启示

现代市场营销的基础理念是，更多地关注消费者利益而非产品性能，你会卖出更多产品。例如，苹果公司意识到，MP3播放器“把1000首歌放在口袋里”比“内部存储容量达到5GB”更吸引人。

但我们的理论说明，有时候宣传产品性能也可以让公司获利。消费者倾向于认为产品性能和自己得到的利益之间是线性关系，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向顾客说明实际利益，揭示过度消费，也许会让他们改变购买决定。比如打印机每分钟打印的页数、会员卡点数和防晒系数等。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宽带升级。我们的研究显示，宽带网络收费是线性的，从较低带宽升级和较高带宽升级的花费一样。但下载速度和下载时间之间不是线性关系。随着下载速度增加，下载时间的减少先快后慢。速度从5 Mbps提升到25 Mbps，每下载1G数据可以节省21分钟，而从25 Mbps提升到100 Mbps只能节省4分钟。如果消费者知道了升级到100 Mbps的实际效果，也许会选择更便宜、速度较慢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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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刻意寻找消费者对性能和利益之间关系的错误认知，这种营销策略有些问题。公司利用消费者的错误认知，被普遍认为是不道德的。（
见边栏《让消费者免受线性偏见影响》

 ）




近年来，
 生态学者、生理学者和医师等一些专业人士已经开始将非线性关系纳入日常决定。非线性关系普遍存在，商业世界也不例外。管理专业人士应该学习其他行业，了解线性思维在非线性的世界里可能导向的误区。这种意识可以帮助他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也帮助他们身边的人做出更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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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思考能力测试答案

1 A.圆形面积公式是π(r 2 )，A选项吃掉的披萨面积是113平方英寸，B选项则为101平方英寸。



2 B.较为精细的细分策略，运用在最能带来利益的客户群体中更有价值。公司可以把4组到10组的顾客分在一起，把1组分为两个群体区别对待。



3 A.每小时产量和年产量之间是线性关系，将每小时产量从100提高到120，年产量的增加量是从130提升到140的两倍。



4 A,某项估算的统计精确度随样本大小增长的趋势先快后慢，小幅度增加样本数量，比大幅增加更划算。



5 A.差旅时间和距离之间是线性关系，多飞2万英里所用的时间比多飞1万英里更多。



6 B.搜索结果排序和总点击量之间是非线性关系，前几名之间的流量差异非常明显，顺次递减。



（返回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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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痛苦，

这是最重要的”

“ABOVE ALL,ACKNOWLEDGE THE PAIN”

殷阿笛（Adi Ignatius）|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王晓红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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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谢丽尔·桑德伯格和亚当·格兰特谈“复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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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生活曾近乎完美：她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出版了一本有影响力的书，家庭幸福和睦。但是2015年春，她和丈夫戴夫·戈德伯格（Dave Goldberg）在墨西哥度假时，戴夫因心脏病意外离世。突然间，桑德伯格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新身份：一位失去丈夫的悲伤女性。

经过艰难地在家庭和工作中重建平衡后，她开始把自己的痛苦写下来。在一篇长文中，她记述了自己的痛苦和隔绝感，并将其发表到Facebook上（桑德伯格在Facebook任COO并拥有近200万粉丝）。这篇文章在全球引发了一场如何面对不幸和伤痛的讨论。

在努力重回正轨的过程中，桑德伯格向朋友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寻求帮助。格兰特是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也是一位作家。桑德伯格想知道，相关研究对于复原力和韧性（resilience）有什么成果。这最终促成两人合著了新书《选项B：直面逆境，培养复原力，寻获喜悦》（Option B: Facing Adversity, Building Resilience, and Finding Joy）。这本书已经上市。日前，桑德伯格和格兰特在Facebook加州门罗帕克（Menlo Park）总部接受了《哈佛商业评论》的采访，介绍如何在个人、团队和组织层面培养复原力。以下是经过编辑的访谈内容。







HBR：
 为什么决定把失去丈夫的痛苦写下来？



桑德伯格：
 失去戴夫，是我遇到过的最艰难之事。开始时，我觉得我多一个月、一周、一天、一分钟都活不下去。我感觉人们看我时，像在看一个鬼魂。他们完全不敢和我说话。时间过去几周后，我的隔绝感愈发强烈。因此在Sheloshim（犹太教规定的配偶亡故后30天哀悼期）临近结束时，我开始在Facebook上把一切都写下来。我本来在犹豫是否要让人们看到我写的东西，但想到公开发表不会让事情更糟，只会更好，所以我就点击了“发表”。




HBR：人们的反应让你满意吗？



桑德伯格：
 对我有很大帮助。我的朋友和同事终于觉得可以不用再避讳这件事了。有人告诉我，她每天都开车经过我家，但不敢进来。帖子发表后，她终于来看我了。还有人说之前都不敢关心我，现在可以了。我完全没想到除了朋友外，还有这么多人回复。有一位男性留言说，他在临近结婚三周年纪念日时失去了妻子。他在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工作，自此开始帮助女性同行取得成功，为的是纪念妻子。朋友和陌生人相互鼓励支持。我觉得是这些反馈最终促成了这本书。




HBR：《选项B》这个书名是怎么来的？



桑德伯格：
 当时我正找人来在一项活动中给儿子扮演“临时父亲”。我的朋友菲尔想了个主意，然后我说，“可我还是想要戴夫做儿子的父亲”。菲尔说，“选项A不可能实现了，咱们就争取让选项B好到爆吧”。




HBR：你怎么想到让亚当参与写书的？



桑德伯格：
 亚当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很棒的心理学家和研究者。事情刚发生时，我去问他该怎样做，才能让我的孩子们渡过这一关。我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再也不会快乐。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发现，复原力并没有一个固定值，它是可以培养的——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所在的组织和社区都如此。我们想通过《选项B》这本书，将这些收获分享出去。




HBR：将自己的感受和脆弱的一面公之于众后，你的领导风格改变了吗？



桑德伯格：
 回去工作后，我仍然沉浸在悲伤中不能自拔，常常连一天、甚至一场会议都撑不下来。当听到别人说“是啊，你肯定没办法投入，毕竟经历了这一切”，我的自信更是崩溃。而当会后有人对我说，我没出丑或我的发言有道理时，对我很有帮助。尤其是CEO马克·扎克伯格，他的话给了我很大鼓励。所以现在，我会特别关注正在经历困难的同事，并帮助他们恢复自信。当你遭遇不幸，来自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二次打击，破坏力甚至更强。对于这些人，公司一定要给他们时间去哀悼和疗伤。他们回归工作后，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自己仍然对公司有贡献，不要因为他们正在生病或经历丧亲之痛，就忽略他们的价值。




HBR：对于正在经历困境的人，你会建议他们尽快回到工作中吗？



桑德伯格：
 绝对不会。伤心的方式不止一种，出路也不止一种。你需要的时间不同于我需要的时间。《选项B》中有一个故事：一位女性在丈夫去世第二天就回去工作，但感到同事们有看法。可是她又受不了待在家中，需要一个可以去的地方。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出路。有些人可能需要几个月或更长时间。至于和别人分享，也是同样道理。为打破被隔绝的状态，我最后选择彻底公开分享，这是我一开始没想到的。但也有人不愿分享。我们必须尊重每个人的情感和不同的时间需求。




复原力并没有一个固定值，它是可以培养的。







当同事遭遇不幸


HBR：员工在个人生活中若遇到危机，公司该如何应对？



格兰特：
 研究显示，企业如果设立制度，在员工遇到危机时（如房屋被龙卷风破坏、需要照顾重病家人等）给予经济支持或额外休假等帮助，将得到回报。员工会感到自己属于一个人性化的组织，并因此感到骄傲、对组织更忠诚。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时，企业确实需要承担更多责任。




HBR：面对同事的不幸，人们通常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就什么都不说，或者说错话。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桑德伯格：
 最重要的是，要承认痛苦。要正视这个绝对不可能回避的事实。戴夫去世前，如果有同事被诊断出癌症或失去伴侣，我会告诉他们我很难过，但不会再主动提起——我不想去“提醒”他们。失去戴夫，我才知道这样做很荒谬。我记得我失去了丈夫，不存在你“提醒”的问题。要直面现实。“我知道这段时间对你和孩子们很难熬，你还好吗？”——这样的话会起到安慰作用。“你会走出来的”，这样说的人是善良的；但相比之下，说“我们会走出来的”要贴心得多。




HBR：如果别人问他们能做些什么，这会有帮助吗？



桑德伯格：
 这是友好的表示。但让处于痛苦中的人寻求帮助，或去想需要什么帮助，反而会加重他们的负担。当你悲伤得不能自已，你还能去要求什么？我在Facebook的同事丹·莱维（Dan Levy）的儿子病得很重，最后不幸离世。丹在医院时，一个帮他买汉堡的朋友在短信中问：“你的汉堡里不加什么？”而不是问“你需要什么吗？”做些具体的事情，会带来巨大帮助。



“创伤后成长”


HBR：对于写这本书，或者出版后的评论，你有过什么担心吗？



桑德伯格：
 要如此坦诚地分享，我想任何人都会紧张。但我需要从戴夫去世的悲剧中找到意义，什么意义都行。戴夫特别愿意为他人付出。我们的朋友桑德尔·鲁利（Zander Lurie）现在是戴夫的公司SurveyMonkey的CEO。他在葬礼上问，有多少人的生活因为戴夫的帮助而改变了？很多很多人举起了手。所以，为延续戴夫的精神，我希望通过分享我的经历、分享亚当和我的研究成果，以及许多克服逆境的传奇故事，来给予他人帮助。




HBR：亚当，通过传播这些理念，你有什么期望？



格兰特：
 我们两人都不是研究人们在经历悲伤情感的专家。我的专业领域是关于人们在行动时的动机和意义。谢丽尔则是从亲身经历中得到的感受。这里涵盖的内容远不止于悲伤，而是包括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逆境和困难。你如何获得力量来战胜逆境、甚至仅仅是挺住？




HBR：复原力指的是恢复原初状态的能力。但你也写到了“创伤后成长”。这个概念指什么？



格兰特：
 提出这个概念的是两位心理学家，理查德·泰德斯奇（Richard Tedeschi）和劳伦斯·卡尔霍恩（Lawrence Calhoun）。他们在与一些失去孩子的父母相处时发现，有些父母除了巨大的悲伤外，还感到生活中发生了某种积极变化。此后，这一领域的整个研究圈子都试图弄明白，从创伤中成长意味着什么。很多人最终都感觉自己变得更强大。他们会说，“我从这件事中走出来了，我能克服任何困难”。有些人对仍然拥有的东西感恩。有些人发展出了比以往更具深度的人际关系。有些人找到了新的意义和人生目标，希望能有所成。




HBR：谢丽尔，这听上去熟悉吗？你有过这些感受吗？



桑德伯格：
 心里肯定有感恩。早先，亚当告诉我，事情本来可能糟得多。我说，“你开玩笑吗，怎么还能更糟？”亚当说，“如果戴夫心律失常发作时，正开车带着孩子们呢？”听到这话，我感觉好些了。孩子们还活着，而且健康快乐，我很感恩。谈论更大的不幸，能使人们从伤痛中恢复，这听上去有点不合常理；但这确实会让我们感谢生活中还有好的一面。不过，没人想通过这种方式成长。我愿意用一切换回戴夫。但当创伤发生后，我们确实能因此成长。




HBR：有没有可能不经历人生变故，也获得你们说的这些成长？



格兰特：
 这个问题是此次我们合作中最有意思的关注点之一。我们的合作是将谢丽尔的亲身经历置于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谢丽尔因为这个问题而提出：“既然有‘创伤后成长’，为什么不能有‘创伤前成长’呢？”；而我则在疑问“创伤前？”……不过这是个很棒的想法。人们不必一定要通过惨痛经历才能学到这些经验。




HBR：你见过创伤前成长的例子吗？



桑德伯格：
 戴夫去世后，我的朋友凯蒂·米迪奇（Katie Mitic）受到触动，开始在她的朋友过生日时给他们写长信，说出她爱他们、欣赏他们的原因。其中有些人开始仿效她的做法。这是加深友情、找到意义和学会感恩的好方法，而你不必经历任何创伤。我觉得我们培养复原力，是为任何可能遇到的逆境做准备。我们都会遭遇逆境；每个人都有必须面对的选项B。



如何培养复原力


HBR：培养复原力有什么基本方法吗？



格兰特：
 在工作中，最有效的方法是从失败中学习。我们都会失败，都会犯错误。直面失败和错误可能极其困难，但这是我们培养复原力的惟一方式。我是在读研究生时明白这点的。我当时特别害怕对着一群人讲话，但要想当老师就必须克服这点。所以我努力去寻求反馈。我主动要求在别人班上讲课，然后请听众填写反馈意见表。阅读这些反馈相当不好受（有一个人说我太紧张了，以至于学生们在下面跟着发抖），但它让我知道了自己最根本的错误，并设定了改进目标。我们都应该把这种开放态度带进工作中，鼓励他人批评我们、帮助我们进步。




HBR：大家都在说从失败中学习，但很多公司做得并不好。原因何在？



格兰特：
 我觉得答案很简单，就是自尊心。我们都知道，如果将失败视作机会，就会让我们变得更好。但我不知道谁会为了“从失败中学习”而极尽所能把事情搞砸。所以失败发生时我们往往没有防备，然后我们就开始捍卫自尊心和自己的形象，并向自己和他人证明我们不愚蠢。而这就会妨碍提高自我和不断进步。




HBR：如何学着更建设性地对待失败？



格兰特：
 在与高管合作时，我不仅让他们对自己一段时间内的工作表现打分，也对后续接受反馈的态度打分。他们对待反馈的开放性真让人吃惊，尤其是工作成绩突出的人，他们真的很想得到A！




HBR：如何打造一个能从失败中获取价值的组织？



格兰特：
 首先，要营造能对失败和错误畅所欲言的文化。哈佛商学院的艾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研究过一些医院如何避免重大医疗失误的方法。她发现，如果医疗团队具备心理安全感，愿意承担风险并勇于承认错误，且不会因为无心之过受罚，他们就能学到更多、少犯错误。




HBR：Facebook鼓励员工承担可能发生的失败风险，这一向为人称道。你是如何在公司文化中建立这种意识的？



桑德伯格：
 一个方法是向其他组织学习。有一年，Facebook管理团队拜访了位于弗吉尼亚匡蒂科的海军陆战队训练基地。我们参加了几项难度很大的训练。我们看到，每项训练结束后，他们都会详细总结所有问题和错误。在这之前，我会觉得这种做法太夸张。但那时我们理解了，如果你做好这种总结，并将其渗入组织文化，你的组织就会始终保持学习能力。




HBR：复原力强的公司能有效适应环境变化，其中关键是什么？



格兰特：
 应对困难的速度和力量为复原力的关键。最好的做法是，建立一套能在意外情况下发挥作用的规范制度。马斯克的SpaceX是个有趣的例子。他告诉我，因为火箭发射一次次失败，他让人列出10项最大的失败风险（实际上，后来有一次爆炸是由十大风险之外的因素导致的；所以教训可能是，应该找出11项最大风险）。高度稳定的组织知道如何确立这些规范。它们巨细靡遗地列出所有可能出问题的关注点，在行动前逐一检查，而且每次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都会将其补充进清单。




HBR：Facebook是否会有意识地为意料之外的危机做准备？



桑德伯格：
 马克经常说，公司失败通常可能有两个原因：没能实现计划，或实现的计划太保守。他绝不想让我们以第二种方式失败，因为这样其实是还没有尝试就失败了。你需要决心和意志力，去设置大胆的目标、欢迎员工提出问题、勇于承担失败的责任、重视反馈意见，并愿意学习和改正。




HBR：《哈佛商业评论》曾有几篇文章谈到，通过暂时放下工作，如休假、关掉电子设备等，你能够提升复原力。



格兰特：
 很多证据都支持这个观点。不过，我个人觉得我们通常对“休息”理解得太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金·埃尔斯巴赫（Kim Elsbach）的研究发现，休息的最好方式是去做不用动脑筋的工作。重复性工作可以释放脑力，有助于创造性思考。随着我们不断进步、掌握更复杂的技能，我们错误地排斥了重复性工作。在高难度、创造性工作的间隙，做几分钟在电子表格中输入数据之类的活，能帮助我们恢复能量。




HBR：很多人说幽默感对复原力很重要。在最黑暗的时刻，你如何保持幽默感？



桑德伯格：
 我觉得幽默感极其重要。我们这本书的编辑奈尔·斯科维尔（Nell Scovell）是一位电视喜剧编剧，有四个兄弟姐妹。在母亲的葬礼上，她手拿一个信封站起来说道：“这个信封里写着我们的妈妈最喜欢哪个孩子。”在最痛苦的时候还能笑出来，哪怕只有一秒钟，哪怕是关于不幸事件的本身，都能大大释放压力。它让你觉得，“天哪，这会过去的”。




HBR：你写到如何帮助孩子培养韧性，其中一种方式是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优势。这种方式对公司员工也有作用吗？



格兰特：
 我认为是这样。只不过为人父母比领导团队难得多。对于孩子们的韧性，“自己是重要的”这一观念非常重要。他们需要相信别人注意他、关心他、依靠他。如果孩子们感到自己无关紧要，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如犯罪倾向、反社会行为、攻击性等。同样道理，领导者有责任让每名员工都感到自己是重要的、受关注的。这是“走动式管理”如此流行的原因之一。你还应该让员工感到被依靠。很多领导者不敢去寻求帮助，但员工希望感到他们的贡献有价值。在领导者的行动中，最有力量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我现在不知道答案”。



应对大众创伤


HBR：此次美国大选结果，造成大约一半美国人陷入近似悲伤的状态。如果公司中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应对？



格兰特：
 我可以说说我在大学里的感受。这件事已经完全扩大化了——一些人兴高采烈、一些人郁闷不已，还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想法。大学和企业应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学生或员工谈论政治，关于这个问题已有很多讨论。我个人坚信，保证人们自由进行智识上的交流非常重要，这正是大学存在的意义。我会在课上提出，“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大选的情况，以及它对领导力的影响”。有几名保守派学生说，他们感到共和党人不被常春藤大学容纳。这是不可以的。就像你不能因为政见不同，就拉黑朋友。重要的是这个人对你怎么样，以及他为人处世的原则。




HBR：谢丽尔，你的上一本书 《向前一步》（Lean In）非常畅销，但有批评者说，你的生活和大多数人不同，因此你在书中表达的理念并不具备普遍价值。你估计这本新书会有怎样的反响？



桑德伯格：
 我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当然不是指戴夫去世这件事，而是指我生活中的其他很多方面。我有很棒的工作与老板，还有很少人能拥有的资源。我明白，逆境和困难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选项B》不仅描述了我的经历，也包含很多人克服种种逆境的故事与研究成果。没人应该独自面对挑战和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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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不应在逐步演进和彻底改革之间选其一，而是两者兼顾——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法，设计行之有效的重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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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公司必须定期重组，才能赶上市场环境的变迁。但高管在决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进行重组时，常常得到相互矛盾的建议，不知道如何抉择。




研究


“重组”这个词涵盖了两大截然不同的改革流程：架构改革和业务调整。两种方式只要应用得当，就能带来价值。本文作者在过去30年中调查了两种重组方式对组织流程和业绩的影响。




建议


要在正确的时间选择正确的重组方式，须遵循以下指导方针：根据你所处环境设计重组，采取正确的步调，发挥优势并确定其他须调整的系统。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公司不得不经常进行重组。但讨论何时重组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时，领导者往往得到相互矛盾的建议。公司须革新现有架构，还是稍微调整一下即可？重组的效益会高出成本吗？重组能先于市场环境变化完成吗？改革的力度要多大？

在过去30年中，我们致力于帮助高管回答以上问题，在两大重组方式方面都做了定性和定量研究。架构改革指改变资源和活动的归类和协同基础架构。公司的组建通常基于职能、业务范围、客户细分、技术平台、地理位置或以上方面的矩阵式组合。举例来说，微软于2013年将围绕业务范围搭建的组织架构，转变为基于职能的结构，并将职能划分为工程、市场营销、商务拓展与宣传，以及高级战略与研究。业务调整指在不改变公司基础架构的情况下，增加、拆分、调动、合并或解散某些事业部。诺华（Novartis）曾在2016年将制药业务分拆为“肿瘤”和“制药”两个部门。

两种重组方式基本都为达成同一目的：刺激创新并最终提高财务绩效。但我们的研究表明，成功总是有条件限制的。公司必须定期改革架构，减少“组织胆固醇”（organizational cholesterol，即固定不变的流程和阻碍增长的专制团体），并在重大行业转型时改变战略方向。在当前时代，竞争优势转瞬即逝，公司必须不断进行小范围的业务调整来适应市场变化。高管不应在逐步演进和彻底改革之间选其一，而是两者兼顾——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法。

高管如何更有效地使用两种重组方式呢？我们通过分析数百次架构重组和业务调整的先例、流程和绩效结果，得出一个由4部分构成的理论框架。



分析你所处环境

在决定是取消现有组织架构，还是稍作调整时，须慎重考虑两大因素：你所在行业的革新速度（或者说动荡程度），以及你对战略转型的需求强度。

我们的研究说明，在快速变迁的市场中，市场规模变化很大，对来自不同背景的新进入者政策宽松，所以进行快速、小范围改良的业务调整更有利于公司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架构改革则过于缓慢复杂，不适用于这种市场环境。我们研究了多家小公司、大型欧洲公司和美国《财富》50强企业，结果显示：公司因架构改革，利润平均减少2.6%，对研究中规模最大的公司来说，相当于5710万美元的损失；业务调整则带来平均0.4%的利润增长，对大公司来说，是960万美元的利润。在零售、银行和技术等革新速度快的行业中，公司往往选择业务调整，并制定有效常规流程，管理这类转型。

但如果你的公司面临重大行业变革，逐步进行业务调整远远不够——你必须改革架构。如思科（Cisco）执行主席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所讲，只有实现触及根本的全面改革，真正的转型才会发生。IBM多年以来都遵循这一原则，虽然弃用过一段时间，但最近又再次回归。1995年大型机时代终结之际，公司竭力适应这一变化，当时的CEO路易斯·郭士纳（Louis Gerstner）和团队用“服务加解决方案”新战略予以回应。新架构以“前后端交互”的矩阵为支撑，组织的后端（即技术、个人系统、服务器、软件技术平台）开发解决方案，前端（公司中面向客户的部分，即新的全球销售和服务部门）则推广这些方案，目标是打破组织竖井，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本次重组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IBM试图依靠业务调整来应对行业的迅速变迁。公司通过撤销、剥离一系列部门，缩减低利润率的硬件业务，同时加大力度发展数字化，新设商务、安全、分析、沃森（Watson）、云和医疗等部门。IBM依旧渴望成为顶尖技术的代表公司，但微调的战略让IBM的希望落空了，而且公司业绩增长乏力。如今CEO罗睿兰（Ginni Rometty）正在实行一次重大架构改革，推动物联网时代认知计算方向的战略转型。公司已经开始废除技术平台，取而代之的是针对特定行业的综合事业部。



放稳步调

重大架构改革会引发组织动荡和局势紧张，不应太频繁发生。此外，架构改革要在长时间内才能取得成果：我们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最成功的架构改革，也要花3到4年时间，才能看到利润的增长。我们建议，如果你的战略只须稍作调整即可，不必剧烈转型，那么至少等5年再考虑下一次架构改革。组织过于频繁尝试太多架构，或总在新旧架构之间摇摆不定的话，内部将陷入混乱，参与度、创新和绩效也会毫无进步。

业务调整的频率，要兼顾到多方因素。业务调整次数太少，组织得不到充分的实践；太多，最终的结果评估可能会过于仓促，漏洞百出。公司总做调整，过多关注内部事务，容易陷入危险，并让员工产生对改革的厌倦情绪。在某些情况下，多次业务调整可能出人意料地发展为一次架构改革，对业绩造成不利影响。我们发现，如果公司突然在某年内将业务调整的次数提高一倍，利润平均会降低1%，对我们研究中规模最大的公司来说就是损失约2200万美元。有些公司选择这种持续、耗时长的改革周期调整业务，但后来都已不复存在，比如德士古（Texaco）、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和麦道（McDonnell Douglas）。

陶氏化学（Dow Chemical）这些年来似乎在两种重组方式间，找对了平衡点和重组步调。公司相继在1985、1995和2000年成功改革架构，2009年时又决定再次改革。当时公司已经收购了专用化学品制造商罗门哈斯（Rohm & Haas），意图借改革反映出新的战略方向。陶氏采取了矩阵架构，设立5个事业部和地理区域，共用一个综合服务部门，中心职能也更强大，比如工程和制造部门。同时，公司还进行了一系列业务调整。自2009年以来，陶氏至少每年解散两个事业部，将精力更多放在专用和高新化学品上。此外，公司每年至少要拆分一次业务，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独立经营部门（如最新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部门）和联合部门（如合并化学品和能源部门）。到2013年，陶氏的利润几近翻倍。



发挥优势并寻求差异化

不论你在进行架构改革，还是业务调整，都必须保证对活动、资源的归类和分配能够发挥出企业优势，并让公司拥有区别于竞争对手的特色。道理虽然浅显易懂，但并非所有公司都有执行这一原则的制度，甚至可能还不清楚自己最适合哪种重组方式。

架构改革最适合用来强化公司的特色，而非模仿竞争对手的战略。以世界上仅有的两家全球全能银行花旗（Citi）和汇丰（HSBC）为例。花旗银行根据业务范围组织公司活动，汇丰则利用三维（业务、地理位置、职能共享服务）矩阵管理公司。汇丰的架构应用于2011年，较复杂，而且维护成本高，但由于汇丰的战略是为客户提供无缝跨境金融服务并收取额外费用，因此管理层认为，其架构的效益大于成本。

另一个例子是专业服务公司埃森哲（Accenture）。埃森哲没有像很多咨询公司一样，按照区域给不同国家归类，而是围绕更具战略性的地理位置差异进行管理。埃森哲的“核心市场”架构聚焦于发达经济体，致力于推动跨境高效合作和标准化，而公司的“增长市场”架构关注新兴经济体，更强调本土化和自主管理。宝洁（Procter & Gamble）利用其别具一格的“组织2005”（Organization 2005）架构改革策略，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区隔开来。公司对资源和活动的集中管控程度让行业观察员都叹为观止。

业务调整只要将目标明确为稳固公司战略优势，同时有效利用内部相互依存关系，也能够取得良好效果。举例来说，强生（Johnson & Johnson）曾于20世纪70年代决定合并内部Arbrook, Inc.和Jelco Laboratories两个部门。两部门当时都是所在细分市场（绷带、消毒设备、注射器、针头和采血设备）的领导者，而合并后的新部门创新力更加强大，研发了首个用于手术消毒的液体注射系统，获利也水涨船高。

强生另一项业务调整的最佳实践是，将公司既有部门与收购的部门合并，并确保合并后部门既留下了组织原有DNA，又输入了新血液。公司花了8年时间收购了多个心脏瓣膜业务并进行合并和剥离，但收效不佳，其中原因在于，这些业务和公司既有管理体系是分离的，最终强生于1986年退出这一领域。

公司不论采取哪种重组方式，都须牢记：重新分派活动时，配套资源也必须随后到位。比如强生的高管提前决定，哪些实物资产（如制造工厂和研发设施）和人员（特别是有重组经验的高管）在部门变动时也应有所调整。我们发现，如果公司能用配套设施和服务来支持新建或合并后的部门，其专利引证比不提供配套支持的组织多17%，也就是说前者创新力更强。



确定其他须调整的系统

公司一旦进行架构改革，其他很多方面也必须有所调整，例如管理流程、IT系统、文化、激励和奖励措施以及领导风格。这些改变即便不能同时发生，也必须以最快速度执行；在快速变迁的市场中，尤其如此。如果进行架构改革时，各部门各自为政，往往配合不力，最终导致公司陷入瘫痪状态。

为避免这一陷阱，汇丰高管在推行与新全球客户管理战略捆绑在一起的矩阵架构时，不仅打破基于国家分类的既有竖井结构，还训练管理者如何发扬更具合作精神的文化。他们向员工介绍两大新核心价值观——保持开放和联系，并按照新标准评估员工。汇丰高管还调整奖励措施，将奖金与交叉销售目标和公司整体业绩（而非部门利润）捆绑起来，同时向员工阐明新架构下的职位和责任，比如全球事业部制定定价方针，但本土团队有权力在既定范围内对价格作出调整。他们还迅速整合多个IT系统，并投资有助于促进信息共享的数字工具。可能最重要的是，汇丰高管开诚布公地讨论以上改革；他们解释自己的观点，阐述方案并庆祝改革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功。

业务调整相对来说更容易成功：高管只须确保改革只影响到指定部门，组织内其他环节保持不变。这是因为每个员工都熟悉既有体制内的实践和流程，而只要保持整体不变，即使个别部门出现合并或调动，员工也能找到彼此的共同点。

再以埃森哲为例。埃森哲2014年进行业务调整，在既有矩阵架构下将3大增长平台转变为4个，包括战略、数字化、运营和技术。本次调整基本算是无缝完成，因为大量既有措施和流程奠定了转型基础：所有顾问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化模型接触客户并传递价值；公司有通用的绩效评估、职业发展、知识管理、内联网和IT系统；办公文化和环境在全球范围内都保持一致。




“重组”是一个
 含义甚广的术语，涵盖两大截然不同的改革流程：架构改革和业务调整。两种方式只要应用得当，就能带来价值。在决定使用哪种方式时，首先分析你所处环境：在迅速变迁的行业中，业务调整的效果更好，但如果行业出现颠覆式变革，需要重大战略转型和新架构来应对挑战。切记要拉长重组的时间间距：慎重使用架构改革，多用业务调整，但不能太频繁，否则组织就会陷入混乱。利用重组来稳固优势并将自身业务与竞争对手区隔开来，同时明确规定改革的范围。架构改革往往需要新的文化、措施、流程和系统，而业务调整则强调连贯性和共性。以上指导方针虽不能保证重组能顺利进行，但肯定能提高成功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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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存活的关键

FOR CAPITALISM TO SURVIVE IT MUST CONFRONT ITS DEEPEST CONTRADICTION

博克思(Sebastian Buckup) |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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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被历史埋没，资本主义必须处理根植于其组织、部门和地域上的引力。资本主义经济体需要强大的中间层，否则就没有市场。但经过特殊的全球增长时代，我们意识到这并不能表明，一个强大的中间层以及正态分布的归类收入分配能维持自身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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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光熹微中，一座城市折叠自身，向地面收拢。高楼像最卑微的仆人，弯下腰，让自己低声下气切断身体，头碰着脚，紧紧贴在一起，然后再次断裂弯腰，将头顶手臂扭曲弯折，插入空隙。”

《北京折叠》是年轻科幻作家郝景芳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在这本小说中，北京被描述成一个巨大的机器，里面的人辗转穿梭于晨光和暮色之中。一个人能够沐浴到多少阳光完全取决于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大地的一面是绿色祥和的“第一空间”，里面的500万人可以享受到一整天的阳光；另一面包括“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两部分，共有5000万人，他们只能接收到很少的阳光，生活也更为艰辛。

郝景芳笔下的都市反乌托邦与科幻故事由来已久的传统一脉相承，将读者的目光聚焦到社会压迫和不公正上。早在1927年，弗里茨·朗的无声电影《大都会》就曾唤起了一个相似的景象。“大都会”是一座层楼高耸的城市，里面的富有阶层住在地上，而在其下，是工人阶级生活的地下工厂城，他们穷困潦倒、苟且挣扎，几乎要被片中驱动整个城市的巨大机器所吞噬。

《大都会》讲述的是一个伟大的反叛故事，以悲剧结局：工人们摧毁了发电机之后，各自的住所也因水泵失灵而被洪水淹没。而《北京折叠》结局美好，无关反叛。故事的主人公老刀在三个世界之间穿梭，传递秘密信件，只为赚够女儿上学的学费。尽管老刀看到了社会的普遍不公，但他无力对此提出任何质疑。他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顺利上学，而他也如愿以偿。

这两个故事都是现存的进步和不平等之间矛盾的缩影，将财富集中于某些群体的现象刻画成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深刻的内部矛盾。两个故事给我们留下的都是难以接受的选择：在极度的不平等面前屈服，或是冒着彻底推翻此类社会秩序的风险予以反击。这两者都不是理想的选择，却又都是无奈之余的合理选择。资本主义要想继续存活，必须进行发展演变，且为发展演变必须直面其最为令人焦虑的矛盾。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1948年，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发表了一个影响几代决策者的观点，并因此荣获了诺贝尔奖，那就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这一观点认为，若贸易不受限制，那么市场中包括工资在内的所有要素价格都会实现均等。人们无须为赚更多的钱去国外淘金，企业也无须为节省资金而移师海外。贸易会使世界变得“扁平”。

萨缪尔森的理论最终转化成了“全球化第一定律”。这一理论描述了经济体扩张所带来的巨大的扩散效应。作家兼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2008年春天的一篇文章中曾如是写道：“当赤贫人口转而变成消费者、生产者、发明者、思想家、梦想家和实干家时，世界将会富足起来，也会变得崇高。”很大程度上的确如此：1988年，美国中产阶级偏低层市民的收入是中国中产阶级小康市民收入的6倍多。而如今，两者的收入水平趋于持平。在土耳其、印度和越南等其他国家，这样的大踏步前进也正在上演。

但当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个理论的漏洞愈加凸显。金融崩溃使公众目光转向了经济扩张的另一面，即无论是城市人群还是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所有事物都出现集中化现象。1988至2008年期间，全世界积累的财富中大约有一半集中在排名前5%的最富有群体，近五分之一转向了全球人口中前1%的富有群体。由此导致富有国家和飞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问题均有所加剧，且一直居高不下。这个现象并未顺应萨缪尔森的理论及其他正统经济理论。迭起的经济浪潮让一些船只提速，却使另一些船只沉没。

经济学家们先前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马太效应”。这一观点源自圣经中的一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马太福音，25：29）。直到1999年，物理学家拉斯洛·巴拉巴斯（László Barabási）和雷卡·艾伯特（Réka Albert）的发现才为这一直觉思维提供了理论证据。他们分析，网络不会以平等的方式拓展：新的节点倾向于连接有很多连接关系的旧节点，这并不是必然选择，而是因为这样会产生意义。两位科学家则以此发现了所谓的“全球化第二定律”，即集中化定律。

全球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界限主要在于，前者强调萨缪尔森提出的第一定律，而后者则关注巴拉巴斯提出的第二定律。关于全球化的辩论愈演愈烈，因为双方都不肯接受两大定律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就如同艺术家M.C.埃舍尔（M. C. Escher）创作的著名的错觉图形一样，同一张图画，观察者要么看到正方形在纸面上凸出来，要么看到正方形凹进去，却无法同时看到这两种景象。经济网络既不是完全自由的，也不是垄断的，财富的扩散和集中同时都在经济网络中发酵。



大型城市，大型行业，大型业务

世界经济的拓展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权利和财富更为集中化，但分散程度也超过从前。全球化将亿万市民、消费者和生产者联结在一起，同时也帮助数百万人实现了脱贫；然而全球化也为掌控网络中心节点的群体创造了巨额经济租。因此衍生出了无论是在地理、领域还是在组织层面，各个水平和级别之间均极度不平衡的网络拓扑结构。

首先，全球化分散了经济增长的地理布局：从19世纪中期到整个20世纪60年代，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程度超过欧洲和美国。1960到2000年之间，约有30%的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有所加快；而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这一数字上升至70%以上；如今，10个发展中国家里就有8个国家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超过60%的经济增长动力源于新兴市场。由此看来，广阔的地域性财富分散现象也并不足为奇。

这仅仅是事实的一个方面。空前的经济拓展引发的财富集中现象在各个方面同样可观。19世纪初，世界城市人口仅占3%，而如今已超过50%。大城市是通往世界的大门，也是全球道路、路径、电缆和管道网络的关键节点。在巴西、土耳其、俄罗斯或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大型城市对总体GDP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伦敦对英国GDP的贡献率超过50%，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地区加上大洛杉矶地区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为三分之一，如此等等。大城市是“马太效应”的最佳例证，其运转彰显了资本、人才、创新和增长的一个正回馈循环。正如理查德·佛罗里达最近所说：“城市不仅是最有野心和天赋的人想要生存的地方，更是这些人深感需要留存的地方。”

其次，全球化市场分散了“行业领域”。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国际贸易额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不过除了商品，资本和人口也会跨越国境。经济关系的拓宽和深化同样促进了跨境知识的传播，使得各个国家能够将资源转向生产力更高、工资更高的行业。正如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著名观点所称，技术创新不是外源性的，而是由市场引导的。全球化不仅平衡了要素成本，也缩小了知识差距。

哈佛大学的《经济复杂性图集》是知名的追踪全球贸易知识均衡效果，并将其图像化的作品。这本书讨论以世界各地参与全球贸易的产品类型构成的网络为基础，覆盖从咖啡到机械等各个行业。项目的创始人和带头人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将这些产品比作拼字游戏中的字母：字母越多，产生的词汇越多；同理，产品类别越多也就意味着将行业能力转化为产品的机会越多。根据时间序列数据显示，国家间的知识传播促使各国拓展业务、开发新的产品，也会提高经济的复杂性，从而激发其未来经济发展潜能。

随着经济越来越为复杂，很多关键核心行业的利益愈加集中化，最为明显的要数金融和信息技术领域了。美国金融行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仅占整体的7%，但其占整体企业利润的贡献率超过了27%；另外，一项《经济学人》调查发现，技术公司占有大约一半的相对于GDP过分高企的利润资源。经济学家担心这些领域赚取的利润不仅反映出了其创造价值的超常能力，更象征着夺取其他领域所创价值的能力。同样，杰伦·拉尼尔等数字领域的先驱也表示担心，因为数字化平台创造的大部分价值流向了汇集价值和传递价值的群体，而非流向提供“原材料”的群体。

最后，全球扩张的过程分散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组织结构”。自1990年以来，新兴市场中跻身财富五百强公司数量增长了两倍，到2025年这一数字有望升至50%，而其中有一半都在中国。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世界级的大公司。中国的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公司不仅超越了埃克森美孚和苹果等西方大型公司，其身价甚至超过了韩国、墨西哥和瑞典等大国的GDP。全球化不仅均衡了要素成本，也平衡了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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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大型企业的总部越来越分散，其创造的利润却愈加集中。针对美国企业做出的一项调查显示，2013年利润排名前10%的企业获得的利润要比中等程度的企业利润高出8倍，而20世纪90年代时二者的差异仅为3倍。这一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与互联网巨头有关，因为它们利用网络效应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另外一个关键的促成因素就是企业合并：2011年的一项调查对超过4.3万家跨国公司的所有制结构展开了分析，发现了一个由147个紧密联结的公司构成的“超大实体”。这个网络中不到1%的企业掌控着总资产的40%。同样，《经济学人》分析发现，900个行业当中的两到三个自1997年就已经开始出现集中化现象。这一现象创造了效率收益，但同时也削弱了竞争，使得各公司在汇集利润的同时可以减少投资量。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敲响了警钟：“如果再不加控制，集中化现象会使创新成果付之一炬”。

上述集中化的三种效应共同解释了经济脆弱和不均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城乡之间和大小城市之间的收入鸿沟。圣菲研究所（The Santa Fee institute）的计算结果表明，那些移居到两倍大规模城市的群体的经济收入要比先前生活的地区高出15%。这是由于商品、资本和人才市场产生的复合效应导致的，同时也要归因于有限的城市空间带来的激烈竞争促使全球化出现优胜劣汰的竞争趋势。

同样，麻省理工学院塞萨尔·伊达尔戈（Cesar Hidalgo）等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表明，一个经济体中经济活动在少数部门集中的情况与收入不平等现象增加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经济体中，若经济活动并不集中于单一的经济部门，那么收入不平等现象则会减少，例如韩国；反之，则会增加，例如挪威。

组织机构层面上也显现出同样显著的趋势。来自埃尔林·巴斯（Erling Bath）、亚历克斯·布莱森（Alex Bryson）、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的最新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个体工资分散的日益加剧与公司内部的薪资级别关系不大，反而是与不同公司间薪资发放的差异有关。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和大卫·普莱斯（David Price）在一项研究中证实了该观点，认为收入不平等的产生实质是由于企业支付员工的平均工资不断分散造成的。





当曾经的解决方案变成今后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与市场资本主义财富扩散效应相反，难以抗拒的“万有引力”。这并不是新出现的情况，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理论认为自由市场可以产生严重的不平等。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进一步阐释了该观点，认为“没有任何自然、自发的过程可以阻止破坏稳定的、非平等主义的力量占上风”。

然而，通过网络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全球经济扩张的力量在于它化解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分析方法论之间的对立：集中化并不是扩散化的对立面，而是其内在冲突的一部分，是其另一种表现形式。集中化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能诱发不平等现象的产生。

“将集中化视为分散化的内在冲突，而非市场扩张的外在障碍”这一理念使得集中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决定论区分开来：尽管马克思对“万有引力”的理解完全正确，他对既定历史产物的预言却有着同样的缺陷，因为这使得后来的极权政权利用马克思的预言，将自身塑造成为“必然出现”的工具。如果分散化和集中化是硬币的两面，一方绝对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也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焦点应该是将这种冲突转向积极层面，而不是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种对抗。我们不能忽视它，更不能去消融它，就好比乘飞机时，我们不能忽视或者排除重力的影响。但是我们能够管理、疏导并巧妙地战胜这种矛盾，好比聪明的工程师凭借智慧能够将几吨重的金属和纤维举起来。

在这一点上，相比马克思而言，马克思的前辈黑格尔的理论可以更好地阐释如今扩散化与集中化之间日益增强的对立感。作为一位见证过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黑格尔总结得出：因为这个世界受到了外界障碍的干扰，所以我们的世界是无限的、一致的；相反，因为世界是有限的、不一致的，所以这个世界会受到外界障碍的干扰。世界固有矛盾的物质化表现就是敌人。我们越是要一心一意的反对“敌人”，我们看似迎来的胜利最终会将我们导向失败。这正如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向保护主义者传递的信息：“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其实你隔绝的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自己。

启蒙思想家黑格尔认为，自制和自我理解是克服解决方案中难以撼动的矛盾的关键。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的目的是服务自己，但是不知不觉间，我们最后却服务于这个市场。正因如此，市场就变成一个坏主意了吗？根据黑格尔的理解，肯定（正）或否定（反）都无法回答该问题，而应该是调和两者的综合（合）。世界上并无尽善尽美之想法，也无一劳永逸之方案。某一观念阻碍我们迈向自由的进程，这个观念就需要被超越。对黑格尔而言，历史规律在实现的过程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惟一的“必要性”即直面我们的不一致性，挑战昨日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已经成为今日的问题，让万有引力为我们所用，而不是向它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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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必须着手解决不一致性

黑格尔会怎样看待全球主义者与保护主义者之间新的冲突呢？也许他并不单纯地选择其中一方站队，而是坚持让双方和解。市场通过推翻旧时贵族精英为现代性奠定基础，但同时也为新兴工业化精英的崛起开辟道路。斗争如此激烈，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主义”不断涌现。通过维护工人更多的权利化解这种紧张局势，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新自由主义将“大政府”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并且从反垄断至银行调控各个方面着手解除这种现象。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时期的政权对开启高度发展的全球化时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也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极度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埋下导火索。每次改革都希望对抗在当时环境背景下产生的引力，但是在此过程中，在组织、行业以及地理层面却出现了新的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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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并不是要与提倡万物皆不变的后现代主义观点混为一谈。相反，当今的世界要比以往更加健全、富裕和安全。黑格尔最根本的思想即万物需要能量维持自身，进一步发展更需要能量，无一例外。为了避免“规模缩小——陈旧——微弱——失败”这个过程的衰变，资本主义必须应对其不一致性。否则，就类似于免疫性疾病的反应，免疫系统将重要的身体机能视为外部威胁，于是导致自我摧毁的致命后果，如同《大都会》中对于机器的愤怒。即使不平等具有不可持续性，但也不会无端消失；如果没有体系调和截然相反的两方，不平等将会诱发极具破坏性的力量，在此过程中摧毁很多生命以及财富等诸多事物。

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难题是如何构建更加健全的经济扩张形式，而在这种扩张所产生的引力下，极度不平等的现象不会以非常快的速度或在不受监控的情况下发生。我们不应该对原来的议题火上浇油，而须提出更重要的问题：如何在释放经济网络潜力的同时控制集中化捉摸不透的力量？



技术在分散化和集中化中起到同等重要的作用

技术在回答该问题时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它不能决策。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得分散化和集中化以同等程度加速发展。数字化世界可使少数指数型企业（exponential enterprises）或数百万相关的小微跨国公司受益。技术可以将财富聚集到控制社会网络节点的人手中，或者将这些节点转变成更公平的价值分配平台。它还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迁移到城市中心，这将加深城乡差距，也能促进智能空间几何的发展，将大城市转变成紧凑型联网单位，帮助弥合城乡差距。

两种可能的未来相互关联，这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挑战。例如，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大力推动中国农村市场的发展。在1000多个中国农村社区中，有10％以上（甚至更多）的人口在阿里巴巴的淘宝交易平台上销售从电子产品到儿童玩具等商品，并以此谋生。“淘宝村”在习近平主席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计划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发布了指导文件，将使农村贫困地区在线销售量提高4倍。阿里巴巴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也促进了由数百万小微跨国公司共同推动的经济愿景的实现。

对日益加剧的集中化趋势的政策反应必须认识到这种压力。投资或专业知识证实了超等级利润的顽固持续性，这要求人们制定出一项明智的反托拉斯法，该法不仅关注市场份额或定价权，还关注其他形式的抽租过程，如允许在职人员从旧发明中牟利的版权和专利法，或网络中心性（network centrality）的滥用等。问题不在于“多大才够大”，而在于如何区分“好的”大和“坏的”大。答案取决于大企业在价值创造和价值攫取之间的平衡。正如提姆·奥赖理（Tim O'Reilly）的一篇精彩的博客中提道，“当网络中出现垄断或接近垄断状态时，他们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如何更多地创造价值而非获得价值，换句话说，他们从生态系统获取多少价值？又为市场的发展留下多少价值？”

第二，经济应该使创业公司的发展更容易。许多政治家只会在口头上强调创业的重要性，但近期在美国，创业公司的数量已经持续减少。这令人担忧，因为创新和创业仍然是解决抽租问题的最有效方案。例如，区块链技术旨在让陌生人在没有第三方机构参与的情况下建立信任，它给广泛在职者带来了挑战，他们需要借助信任达成共识，从处理现金转账到存储健康记录方面都是如此。英特尔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rew Grove）在2010年一篇封面故事中写道，由于金融市场的短视主义和退化的制造业基础，美国企业发展举步维艰——这是组织和部门规模集中的直接后果。

最后，认识到经济网络中的集中力量会引发关于价值的辩论。萨缪尔森的“扩散”理论范式中有句著名自由主义言论，即“那些努力工作和遵守规则的人应当能奋起”。这种观念的黑暗面是对成就有限的人的漠视。关注集中则会对“仅支持社会流动就能够弥补社会不公”的观念产生疑虑，它揭穿了“我们的成功（和失败）都是我们应得的”这种精英傲慢的错误观点，指出教育水平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主要政策建议是增大教育规模。但仅注重教育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干预措施来改变市场收入分配，从集体谈判到最低工资再到潜在的基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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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被历史埋没，资本主义必须处理根植于其组织、部门和地域上的引力。资本主义经济体需要强大的中间层，否则就没有市场。但经过特殊的全球增长时代，我们意识到这并不能表明，一个强大的中间层以及正态分布的归类收入分配能维持自身平衡。这种平衡需要积极保持，就像飞机利用推动力来保持高度一样。

当一种观念影响我们的进步时，它就应当改变。新自由主义已经到了这一阶段。随着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新自由主义发现了其根本的对立面，即第二自我。为了实现新的组合，我们首先必须克服越来越无意义的左右派纷争和老生常谈的辩论，即争论全球化导致不平等还是带来机会。其实都有道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之间的选举辩论划分出了新的两派：一方主张打破社会网络来打破等级划分；另一方寻求新增长形式，以避免极端不平等现象。这一次后者胜利了。这对欧洲来说是个好消息，这也是我们所知的经济学终结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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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思
 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负责人。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大趋势·游戏 TRENDS·GAMES



重估“游戏力”

陈龙 | 文 李剑 | 编辑






将游戏与现实目标相结合，会产生一种新的生产力，一种推动未来商业和社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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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6年8月，支付宝推出了一款叫蚂蚁森林的产品。在用户同意之后，支付宝可以追踪和衡量用户的低碳行为，根据科学模型换算成绿色能量；用户不但可以收集自己行为产生的能量，还可以收集好友的能量；在能量收集的过程中，一颗小树在支付宝里面慢慢长大，等长到一定规模时，绿色资本和公益机构（例如阿拉善基金会）合作在沙漠里种下一颗真正的树。上线不到半年，超过2亿用户开通了蚂蚁森林，成为互联网史上集聚粉丝最快的应用之一，每天减碳超过2500吨，已经种下100多万棵树。

蚂蚁森林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既是绿色金融——用移动支付和大数据衡量低碳行为，是公益，还是游戏。它让喜欢玩游戏的人找到了真实生活中绿色公益的意义，让喜欢做公益的人觉得没有那么枯燥，好友之间的互动压力又极大地提高了游戏的趣味性。对于绿色资本和公益机构来说，不但对用户传播了绿色理念和品牌，而且其种树减碳行为和用户减碳行为相匹配、相激励。

在成功的手机应用中，有意或者无意，设计者大都运用了游戏的元素。对80后、90后来说，游戏陪伴了他们的成长，游戏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常用品，很难想象没有游戏的生活。实际上，现在的游戏玩家已经分布在各个年龄段，女性玩家也不甘落后。甚至有报道说，在接受调查的CEO、CFO及其他高级主管中，有61%的人每天在工作的休息时间玩游戏。全球每周花在游戏上的时间已经超过30亿小时。

做游戏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行为，理解并迎合这种行为方式，对商界来说，是一门必修课。人们经常说：“玩的时候，尽情玩。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现在，这句话已经过时了，玩的时候尽情玩，工作的时候，也应该尽情玩。因为将游戏与现实相结合，会产生一种新的生产力，一种推动未来商业和社会的力量。



认识游戏的力量

一个迫切须认清的事实是，全世界有一个庞大群体一直没有得到主流社会足够的重视：游戏玩家。过去，主流社会一直和玩家群体处于对立状态，前者在道德上抨击后者，认为应该对他们严加管教。在美国，曾经有一些政客甚至提议对游戏课以重税，让它变成一种平常人负担不起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态度，即游戏归游戏，现实归现实。重新认识游戏的力量，要率先打破游戏和现实之间的樊篱。

美国有1.83亿活跃的游戏玩家，他们每周玩电脑和视频游戏的时间平均为13小时。全球范围内，中东有400多万游戏玩家，俄国有1000万，印度有1.05亿，越南有1000万，墨西哥有1000万，中南美洲有1300万，澳大利亚有1500万，韩国有1700万，欧洲有1亿，中国有2亿。

从根本上说，游戏带给人乐趣，所以沉迷游戏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如果有人沉迷一款无法获胜的游戏，那就值得研究了。“俄罗斯方块”就是这样一款游戏，只要你玩，你一定会失败，但这是历史上最受人追捧的单机游戏。

没有人喜欢失败，那么玩家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时间来失败而且乐此不疲？各种版本《愤怒的小鸟》已经被下载10亿次了，10亿个人会错吗？《Windows 纸牌》（Windows Solitaire）游戏，玩家在该游戏中花费的总时长高达90亿小时，这样枯燥无聊的游戏，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令玩家体会到“让快乐的颤抖顺着你的脊柱向下蔓延”？对此，我们所知甚少。但是我们知道，在游戏的虚拟世界里，你可以死去，也可以重生，这里没有面试和年终绩效考评，没有就业率，失业率也为零。

自2004年《魔兽世界》这款大型角色扮演游戏推出以来，全球玩家在这款游戏上花费的总时长为500亿小时，相当于600万年。如果把这个数字放在地球演化的长轴里，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惊人的坐标：600万年前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直立人科动物，也就是说，从人类的祖先第一次站起身来行走到今天的时间，大致等同于人类花在一款游戏上的时间。从这个尺度来看，人类玩《魔兽世界》所用掉的时间，相当于人类物种演进的时间。这就是游戏的力量。如果我们排斥游戏的力量，那我们就错过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2004年，硅谷高速公路旁的广告牌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内容，上面什么标志都没有，只有这样一行字：{e中出现的连续的第一个10个数字组成的质数}.com。人们开车经过的时候，即便看到了也觉得一头雾水，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广告，也不知道这个广告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则广告引起了数学天才们的兴趣，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这道难题的答案：这个质数是7427466391。以这个数字为地址输入浏览器，你会被带到一个页面，上面有另一道等待解决的数学问题，一旦用户解答成功，他们会被带到一个全新的页面，上面写着：“我们认为，建立谷歌最简单的方法是，寻找正在寻找我们的人。我们正在寻找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工程师。而你就是！”这是一则谷歌实验室的招聘广告。

玩游戏，是一种自愿尝试克服种种不必要障碍的过程。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许你只须把它设置成游戏里的障碍，一切就变得有趣起来。可以说，游戏思维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一种领导力。



游戏塑造行为

游戏的意义超出游戏本身。大量研究表明，游戏可以重塑消费者行为，甚至激励人们做出不寻常的事。也许很多人对这个观点还有点陌生，但实际上，除了前面提到的蚂蚁森林，已经有大量这方面的案例出现，包括在金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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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轻人来说，赚钱很辛苦，省钱更是个很困难的事情。这是个痛点，也是个机会。讲道理谁都明白，但是怎么让乏味的事情变得有趣呢？答案是游戏，游戏可以带给人动力和乐趣。

早在2007年，美国Mint公司（mint.com）采用了这样一种机制：想攒钱去夏威夷旅行吗？从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在你向它存入更多资金的过程中，有一个计量器显示你在财务上距离开往夏威夷的航班还有多远。你存得越多，计量器显示离你的目的地就越近。

要让消费变得理性，这是最让人痛苦的事情。Mint网的做法是，它给每个用户一种理财积分，如果用户采取了攒钱、避免不必要的花费、消费不超预算等负责任的行为，积分就会上升；相反，如果用户进行了不负责任的消费行为，积分就会下降。另外，用户还可以选择与拥有相似目标的用户进行PK，这种竞争机制让用户有更强烈赢的欲望，为了赢而节俭，节俭也就变得更有意义。

在被Intuit公司以1.7亿美元收购之前，Mint已经拥有150万活跃用户。几年前，瑞典几名创业者开发了一款与Mint功能类似的手机应用程序Qapital。一位女性用户说，这款应用不仅让她“管住自己的手，不再疯狂购物，而且还能养成储蓄的好习惯”，而之前，她曾经因为把信用卡刷爆而夜不能寐，甚至“做梦都梦到有催费的账单寄来。”

在这款手机应用上，用户可以设定自己的消费目标——比如每月食物开支300美元，并明确一个储蓄目标。这样，凡是在消费目标之外的钱都会“流向”储蓄目标。Qapital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储蓄触发条件设定”功能，即一旦你的行为符合某个设定条件，它就会将你事先绑定银行卡中一定数额的钱转为存款（也可能是捐给慈善机构）。这样一来，每当你想纵情花钱时，就得三思而行了。比如，你在宜家买了特价衣柜，或出行没有打车而是坐地铁，这款应用就会帮你存钱。如果你每花3美元在星巴克买一杯拿铁咖啡，这款应用就会自动向慈善机构捐款1美元。蚂蚁森林也运用了类似的理念。

3年前，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及行为经济学教授丹·艾瑞里（Dan Ariely）加盟Qapital，成为该公司首席行为经济学家。丹对人们行为与心理之间的联系有着深刻理解，他提出运用“反目标”理念来矫正用户消费习惯。按照这一理念，所有类别的消费都相互联系，比如你这个月网购金额超出预定数目，那么Qapital将自动降低你看电影的预算。丹是畅销书《怪诞行为学》的作者。



玩家是21世纪全新的人力资源

玩家是一种非常宝贵但是还未被充分认识到的生产力。这样说并不是指他们在虚拟世界里可以拥有更豪华盔甲，使用更有威力的武器，佩戴更华丽的珠宝，而是说在现实社会，他们是一股训练有素的力量，他们可以解决真正的问题。

2009年，英国议会爆出史上最大的丑闻，数百名国会议员提交非法报销凭证，让纳税人每年为他们完全与政治服务无关的数十万英镑个人支出埋单。《每日电讯报》披露说，来自英格兰南部海岸的议员彼得·维格斯（peter Viggers）爵士，报销了3.2万英镑的个人园艺费用，其中包括购买浮动鸭舍的1645英镑。

公众对此义愤填膺，要求公布所有国会议员的详细会计报表。迫于压力，政府公布了4年来国会议员报销的完整记录。但是，这些数据未经分类，只是把数百万份开支列表和收据扫描成了电子文档。文件存储为图像格式，根本没法对报销进行检索或前后参照。许多数据还用大块黑色涂抹，以掩盖支出项目的详细说明。政府披露这样的信息，对社会来说毫无诚意。公众对此非常不满，但又束手无措。

面对手里这批超过100万份的政府文件，《卫报》编辑们知道，如果全靠自己的记者来分析整理，耗时太长，而且很有可能会错失最佳报道时机。所以，他们决定争取公众帮助，他们想到开发一款调查游戏。

用了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花了50英镑租用服务器，开发团队将所有扫描文件转化并摘要为45.88万份在线文档，这样，《卫报》推出了全世界第一款大型多人新闻调查项目——《调查你的议员开支》（investigate your MP’s expenses），任何人都可以去查阅这些公共记录，调查违法细节。

游戏上线仅仅3天，2万多名玩家分析了超过17万份电子文档。访客参与率高达56%。访客参与率衡量的是注册并为网络做贡献人数的百分比，这样高的参与率是闻所未闻的。对比一下，维基百科的访客只有4.6%为在线百科全书做出了贡献。

一些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平均而言，每名议员的开支是其年薪的两倍甚至更高：薪水最高为6.07万英镑，支出却高达14万英镑：纳税人对议员个人物品开支的总负担额为每年8800万英镑。

玩家发现的违法情节被公之于众之后，至少28名议员辞职或宣布有意在任期结束后退出政界。2010年初，司法程序启动，对玩家们发现的4名议员进行刑事调查。新的开支条例正在拟定，原有的条例执行得更加严厉。更为具体的是，政府勒令数百名议员偿还总计112万英镑的报销款。

当然，这并非全是游戏玩家的功劳。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款游戏，没有这支玩家队伍，不可能达成这样的目标。玩家团队的特长是，他们可以不计昼夜迅速完成任务，而且完全免费，几乎没有其他组织能够与其匹敌。正是在这些数以万计玩家公民的推动下，英国开启了一轮全新的政治改革运动。

有人预言，人类正在经历一次从现实到虚拟世界的大规模迁徙。还有人预言，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有可能来自一位玩家，这些预言听上去让人心潮澎湃。游戏化很快就可能成为一个热门的商业理念，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游戏既不是现实的对立，也并非万能。重新认识游戏，重新定义游戏，真正掌握游戏的力量造福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恰如正在成长的蚂蚁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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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
 是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洞见·零售 INSIGHTS·RETAILS



低成本盈利须“从零开始”

马恒析（Richard McKenzie） 何睿思（Nick Harrison） | 文

李剑 | 编辑






如果零售商基于低成本模式重新设计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就有可能追随其他行业实现盈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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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过去的10年间，很多零售银行通过推广数字服务、关闭实体营业网点和认真评估总行开展的业务，已经很大程度削减了成本。欧洲的移动电信运营商通过压缩非核心业务，提升其余业务的效率，已经将单位用户成本削减了三分之一以上。上述两个案例中推动变革的动力在于，即便单位客户收入减少和市场增长放缓，仍然要保持盈利。

目前零售商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并且到了不得不采取同样措施的时候。尽管零售商一直都注重成本控制，之前削减成本的方法主要是循序渐进地逐步进行，例如将总体成本水平削减1%-3%。但它们现在须采取大刀阔斧的激进措施，从而将成本削减20-40%。

零售商所需要具备的观念是“开发全新的绿地”或“从零开始”。零售商不应在“我们一贯如此”这一思想的引导下调整、优化现有结构和工作方式，而是要从零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业务。这意味着仅保留绝对需要做的，也就是真正关键或具备真正业务理由的任务，废除“可有可无”的活动和相关元素。例如，人力资源部门或许认为建立员工品牌非常关键，但其他部门可能会认为那是“可有可无”的工作。再比如，现烤面包可能一直是面包店价值主张的一部分，但顾客却可能不会注意到它与其他更高效的烘焙方法有何不同。

零售商面临的困境包括消费者需求增长停滞或放缓、人工成本上升、店面区域浪费以及电子商务和折扣店等新兴挑战的快速兴起。其他行业也面临着类似问题的冲击：零售银行面临着低利率环境下利润下滑的困境，同时还须迎接“金融科技”（FinTech）在零售银行领域异军突起所带来的颠覆性挑战；电信领域则面临着监管机构的限制政策和网络电话发展所导致的营收缩水；传统媒体业务则面临着数字化的崛起和平面广告量持续下降带来的挑战。这些行业在过去的10年间都在经历转型，没有改变的那些曾具有优势地位的企业或已萎缩或已被替代，只有快速采取行动和积极进行改革的企业才得以顽强地生存下来。



变革管理3大思路

为了获得成功，零售商可以运用3种工具：数字化与自动化、业务简化以及新的供应商管理思路。


1. 数字化与自动化：
 新的零售商（包括网络零售商）为老牌零售商提供了关于如何变革的宝贵经验。有些仅做在线业务的零售商在总部只有约200名全职员工，但企业营业额却超过了10亿美元。在关注它们所带来竞争的同时，现有零售商也可借鉴其方法，例如在品类管理上，通过智能分析，只需要比之前人数更少的高技能人才在电脑中设定参数，然后加入人为洞察即可实现决策自动化。一项研究发现，亚马逊品类管理人员通过采用这种管理方法，每人管理的商品量提升了10倍。

其他行业同样有值得借鉴的经验。

欧洲一家传统的人身保险公司通过数字化和自动化重获生机。它的客户一度流向了新的数字化竞争对手，其中一家可以每15分钟更新一次价格。而另一家竞争对手只需30名客户服务人员即可处理75万份保单，远比传统保险公司的模式更加精益。

这些颠覆性的行业对标企业让这家保险公司认识到激进变革的必要性。这家公司首先引入了新的低成本数字化服务，例如让客户在线记录和追踪索赔。此外，该公司为索赔服务供应商建立了一站式采购网站。最后，该公司使用定制的分析引擎来监测8000种风险因素组合、75万个数据点和2亿多个报价，并且每周提交客户风险评估。诸如此类的改变让该保险公司显著降低了总部成本，将18个月的年化成本削减了1亿欧元以上，提高了超过5个百分点的利润率。该公司对竞争对手价格变化的反应也更加灵敏。


2. 业务简化：
 另一个强大的工具是业务简化。在一些包括像家居用品或烹饪调料产品等基础领域的品类中，零售客户并不看重广泛的选择。削减一些长尾产品可以简化业务、降低成本。但简化的过程须十分慎重，选择简化时应专注于重复性商品，避免触及可满足独特客户需求的低销量商品。以这种方式简化商品种类可以提升供应链和店面经营效率。通过减少库房的货位数量、简化库房操作，以及更快、更容易和更低成本的补货，从而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设计合理，较少的商品种类也可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比如在西班牙，低成本零售商Mercadona通过精心挑选的约9000种商品实现了极为成功的超市商业模式，而传统超市往往有约3万多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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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成本可降低总体成本。例如，该超市在生鲜产品上放置条形码，以确保一次扫描成功从而加快结账速度。同时，它们还升高了收银台的高度，以便商品直接滑过扫码器进入购物车。这些方法都缩短了每位客户的等待时间，降低了收银成本。

Mercadona将一般门店中的商品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一，帮助削减供应链成本达20%，削减人工成本达30%以上，并且降低水电、维护和清洁等成本5%以上。


3. 改变与供应商的关系：
 零售商可通过减少合作供应商的数量（通常和上述产品品类的简化相联系）来简化运营，然后通过与更小范围供应商进行更紧密合作来创造更多的价值。由于供应链流程通常基于以往的工作方式运行，使得这些工作方式的优化成为可能，特别是对于生鲜品类的优化尤其如此，因为在这些类别中即便只是浪费少量的时间都会极大地影响商品的保质期。

例如，通过选择非高峰时段或其他运输路线、与他人共用运输服务、使用第三方物流提供商、将包装和分拣等特定步骤集中化处理等方式，零售商和供应商可以优化出更加合理的运输方式。供应商关系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信息和数据的共享，双方都必须了解在供应链每个环节上哪些信息是重要的，这有助于加快最重要的步骤。在某些情况下，与少量关键供应商密切合作可节约多达10%的成本。



激进的“从零开始”

价值主张和供应商关系也必须简化，从而在各开销部门的规模上实现简化和削减。在这一方面，“从零开始”的方法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从零开始”的第一步是为每个部门或行政管理领域确定“生存下限”。
 它们须继续开展必要的行政工作，例如监管报告，同时保持健康和安全标准。除此之外，生存下限应去除华而不实、非关键性的方面。


其次，需要确定的是“战略下限”。
 这将在生存下限基础上加入一些关键的战略优先性，也就是基于合理业务理由的任务，例如支持某一项客户价值主张。对人力资源部而言，“生存下限”可能仅包括符合法律要求的员工，而“战略下限”则要求员工还须具备关键的培训职能以负责店内客户服务。

然后，当下成本水平与战略下限的差异就成为了“优化目标”。


零售商不仅须认真研究其他行业如何显著改善成本控制，也应当对在线零售商的所作所为进行全面的了解。然而，只有从“大”处想，才可能对这些企业的成功进行效仿。如果零售商基于低成本模式重新设计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就有可能追随其他行业实现盈利的未来。罗马并非一日建成，实现低成本盈利也不会一蹴而就，但对于希望尝试和希望生存下去的零售商来说，这样做才有成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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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恒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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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化驱动精准促销

姚倩 | 文 李剑 | 编辑






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可以有效帮助企业进行精准促销，不仅通过减少低效促销投入来“节流”，更重要的是通过优化促销设计来“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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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的10年，是大数据迸发魅力的10年，其技术成为企业管理升级蜕变的重要手段。而面对营销领域的世界性难题“促销有效性管理”，基于数据分析的洞察也能助我们一臂之力。

促销的初衷是通过额外的奖励让购物者、渠道商（包括经销商、零售商等）产生更多的购买行为。对渠道商的激励推动产品进入流转渠道，是一种“推动”的行为；而对终端购物者的影响则一种“拉动”的行为。促销利用“推拉组合”促进产品顺利流通，是众多消费品企业提升销量、拓展渠道和丰富品牌形象的重要手段。时至今日，促销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从2009年一次有点冒险的网上促销尝试开始，到2015年促销当天销售额近千亿元，“双十一”经历了7个全球狂欢，已经成为电商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促销管理的特点与趋势

在消费品市场竞争日益疯狂、惨烈的今天，更加聚焦短期业绩的策略导向使得许多企业越来越重视促销，关注度甚至胜过广告投放和媒体宣传。道理很简单，广告投放等手段更多作用于长期的品牌建设，而线下、终端才是贴身肉搏、短兵相接的战场。花对钱、用对促销手段可以在短期内极大提升销量，从而为市场占有率、短期财务报表增色不少。然而，对促销的过度依赖并没有改变企业在管理促销时“无章法可循、无数据可依”的局面。近年来，科尔尼公司通过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促销管理呈现出越来越多元、激进和杂乱的特点。


第一，目的手段多元化。


促销策略不仅指的是“究竟该买一送一，还是直接打折”。促销既与企业战略方向、品牌策略密切相关，也和渠道策略、客户管理相互联系。促销目的从促进销量、提升品牌认知，到拓展渠道、提升客户满意度，甚至有可能是通过加快促销从而减轻库存压力。促销被赋予的意义越来越多，手段也越发让人眼花缭乱。此外，中国较复杂的区域与渠道结构也决定了促销管理的千头万绪。欧美国家现代渠道发达，流通环节少；而中国多种渠道混杂，城乡差异大，不同城市级别的渠道成熟度不尽相同，因此所采取的促销手段也千差万别。


第二，激进甚至非理性。


我们曾经帮助许多客户估算其整体销量中来自促销和正常销售的比例，有些企业当前60-70%的销量都是依赖促销。比如大润发、家乐福促销档期不断，华润万家“全品项”促销，沃尔玛一档“省心价”促销甚至可以持续半年，这些都是促销的“新常态”。另外，过度竞争也让不少企业失去理性，盲目跟进价格促销，最终不仅有害于品牌形象，也在市场份额争夺上陷入“囚徒困境”。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企业促销费用年年上涨，促销活动层出不穷，然而却没有哪个部门能回答：促销费用花得值不值？到底哪种促销手段更加有效？


第三，管理杂乱无章。


由于促销管理决策者众多，相应的数据与信息也比较分散，缺乏规范和整合。此外，促销信息系统的建设相对其他职能也起步较晚。想要做好促销管理，几乎要打通和融合从市场、销售、采购到财务、供应链等所有部门，但跨部门统筹与协作却比较低效。此外，促销设计往往基于模糊的历史经验，缺少精确的数据分析，活动结束后也没有系统的量化评估。

总之，促销管理本身非常复杂，在当前形势下又越来越重要，但企业对于如何有效管理促销却没有清晰的认识。例如：

如何全面、客观评价一个促销活动的优劣？当前有多少低效促销？

如何识别促销活动的成功要素并应用于未来？

如何流程化、制度化基于数据洞察的促销管理，而非经验导向？

与众多国内外企业的合作经验告诉我们，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可以有效帮助企业进行精准促销，不仅通过减少低效促销投入来“节流”，更重要的是通过优化促销设计来“开源”，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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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与洞察驱动的精准促销

首先，清晰透明的“促销数据魔方”有利于企业平衡多元促销目的与形式。企业优化促销管理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建立全面完整的促销数据魔方加强数据透明度。第一步是从市场部、财务部、销售部以及各销售区域乃至经销商、零售商收集不同格式的电子表格、手工文件，也包括销售数据、客户数据和外部市场指数；然后综合多源数据建立完整数据库，支持客户看到每个产品、每个客户、每档促销以及每种费用类型的费用数据和定量效果。这些信息原先散落在几十甚至几百人手上，文件数量可能要几万到几十万份。利用数据挖掘工具进行文件的快速提取、整合、验证与分析，短短几周就呈现给企业一份完整清晰的多维度分析报告。

“促销数据魔方”的作用不仅如此，在建立透明度之后我们会组织一系列跨部门会议，讨论如何优化促销费用分配以追求投入产出最大化。例如：将促销资源从某些利润率低的客户“微调”到利润率高的客户，从价格弹性低的产品“微调”到弹性高的产品，从ROI（投资回报率）低的区域或渠道“微调”到高的地方。这样的“微调”可以在不影响品牌与渠道策略且总费用预算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谨慎而理性的分配优化，将资源真正用在刀刃上。同时企业还可以识别以往促销费用使用的盲区，规避了部分浪费（
见图《促销管理数据魔方》

 ）。

其次，深入且赋有商业洞察的数据模型将成为精准促销的重要决策依据。基于“促销数据魔方”，还可以开发一系列数据分析模型，例如：全面体现各类促销费用占比和效果的“费用结构与利润率模型”，帮助企业优化促销活动设计的“促销要素有效性模型”，以及考虑如何应对竞争对手促销的“促销竞争分析模型”。这里通过3个真实的案例来介绍这些模型。


案例1：利润率


由于促销目的多元化，客户（企业A）通过多个部门分别投放给零售商促销费用，但最终企业A并不知道每个客户究竟消耗了多少促销资源。但是，通过数据挖掘将各方面数据汇总后，我们可以得到完整细致的分析。

基于对所有重点零售商的费用结构与利润率的分析发现：

1） 企业A在不同零售商处获得的利润率差异极大，已经有10%左右的客户一直贡献负利润。因此，企业A须认真思考如何通过联合生意发展计划来扭转颓势，否则就要控制费用投放。

2） 陈列费用普遍占比较大，须进一步分析客户间的差异，于是企业可以做出重点客户系统陈列费用的具体分析（
见图《不同重点客户陈列费与费用率矩阵》

 ）。通过比较，企业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象限）的客户采取差异化的行动。


案例2：促销要素有效性分析


影响一档促销活动的因素有很多，大体可以概括为促销地点、促销方式、促销力度、促销时间、促销配合机制和竞品动态。任何一方面要素发生改变都对最终结果有影响，那么如何在促销要素设计上尽可能做较优的选择呢？其实通过基于以往众多促销活动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等就可以找到不同要素的优先级排列。

例如一家食品饮料企业B进行促销要素研究，发现其某品牌的不同促销方式中，效果最差的是直接降价促销，这个结论让企业大跌眼镜，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消费者最喜欢直接降价，但通过数据挖掘确实发现了不同答案。之后，与消费者、品牌管理团队沟通时发现，该品牌消费者非常重视产品保质期，而企业B在直接降价促销时往往是产品保质期较差的时候。于是，我们建议企业B调整促销策略，减少对该品牌直接价格促销的频次，同时更加密切关注产品库存。由此可见，在得知数据分析的结论后，再结合商业洞察就能有效支持企业决策。


案例3：促销竞争分析


基于促销有效性的分析框架，将竞品的促销信息（档期、方式和力度等）也纳入其中作为回归分析的变量，就可以实现促销竞争的分析。这类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当主竞品促销时，企业是否要选择“应战”？如果“应战”的话，应该选择类似的方式还是差异化的方式？

对一家日化企业C的模型分析表明，如果该企业跟进其主竞品的促销（主竞品份额优于企业C），那么企业C将更多从其他小竞品那里抢夺份额，却较难撼动主竞品的市场地位；但若企业C选择不跟进促销，那么主竞品将平均抢夺所有竞品（包括C）的份额。因此，企业C认识到通过促销竞争无法赶超主竞品，要从品牌定位、产品研发等其他角度突破，但短期内为了稳定销量还是可以选择跟进的。

当然在其他案例中也发现：选择跟进竞品促销会带来两败俱伤的结果，最优策略是保持自己的促销节奏而尽量避开竞品促销。分析结论会随产品、购物者特征以及促销力度等而不同，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其三，数据分析嵌入促销流程将规范化促销管理并推动组织能力升级。上述介绍的这些案例表明，深入的数据建模与分析可以极大提高企业决策的理性成分，并且具有可重复性。盲目跟随经验和感觉，像赌博一样进行促销设计的蛮荒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然如此，如何让大数据工具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呢？科尔尼根据众多项目的实践经验认为，需要将分析模型与工具嵌入企业的日常流程，作为决策的必要环节。

在流程设计上，要求针对重要促销活动必须进行活动效果预估，并且预估方法要基于数据分析。此外，活动审批方在流程节点上对预估效果进行审阅，挑战设计方提供的预估依据，充分论证活动有效性后再审批通过。虽然曾经有客户表示这样时效性太差，会错过促销时机，但其实只要拥有较为完善的历史数据库，有促销要素有效性结论作为支撑，活动效果的预估不会很费事。因此，企业应该尽早开始积累数据进行分析，要求设计方在活动结束后立即总结活动效果，记录在共享数据库中，供相关团队参考。与流程相配合，企业需要将崇尚数据分析融入企业文化血液，倡导用数据说话。



如何建立数据导向的组织能力

当然，大数据驱动的促销管理对相关组织建设、能力培养和持续创新也有较高的要求。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点：

培养兼具数据分析与商业洞察的团队。这可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在与我们合作的企业中，只要大家亲眼见证了数据的魅力，改变是非常迅速的。此外，要强调全员学习大数据工具，而不是依赖专门的数据处理团队来解读数据。这样才能充分从不同角度解读数据，实现分析、洞察、经验的完美结合。况且很多大数据软件也在不断升级，界面更加优化、使用更加便捷，只要有适当的培训，掌握起来并不很困难。

升级IT系统以承接标准化的分析工具。中国企业的IT建设有个显著特点，有了数据没人用，或者某些IT系统是为了流程管控，而非洞察挖掘和价值创造。因此可能需要对促销数据信息系统进行升级，包括：集合所有相关数据库，消灭割裂与不统一的数据源；将原始数据的手工统计改为系统录入，提高准确度；实现一部分标准化数据分析的信息自动化，实现实时分析与共享，提高决策及时性。

不断开发和完善指导策略的数据模型。日新月异的促销，也推动着数据分析的与时俱进，因此需要有专业团队针对新问题不断优化数据模型、开发新的分析工具。例如：随着电商的发展，如何平衡一个地区电商与实体零售的促销策略？传统渠道的不断下沉与精耕催生出更多与渠道商的协作与相应的促销方式，哪些方式更加有效呢？伴随新科技如VR的发展，购物者的促销决策还会受到哪些其他因素影响？这些都是未来可以通过数据来研究的问题。

营销领域专业人士往往戏称：促销有效性管理是世界性的难题，而中国企业在该领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一直呼唤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理念和工具所推动的革新。尤其随着互联网和电商的飞速发展，未来在“线上”和“线下”的促销竞争也会愈演愈烈、促销与购物者体验的创新也会层出不穷。企业惟有练好促销管理的内功，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而大数据作为网络经济的标签之一，将在促销管理中发挥难以量化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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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经济新常态下

金融租赁行业增长新路径

时青靖 | 文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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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这一轮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重新部署战略规划，实现协同发展效益的最大化，已是各家金融租赁公司都需要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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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 “新常态”，无论是整个宏观经济的大环境还是具体到金融租赁行业的小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经济增速放缓，从年增长9%的高速增长时代步入7.5%甚至更低的中高速时代。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主要表现在：服务业比重大幅增加；制造业从中低端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中高端转移；过剩产能的输出和高端装备“走出去”的诉求日益迫切；改善环境、改善民生的基础设施类投入需求增大；能源结构发生变化，核电、太阳能、风电、水电等清洁能源比重在不断扩大等等。这些方面所涉及的大部分产业都是金融租赁支持、服务的对象，其中蕴藏着的业务机会和发展机遇显而易见。

市场潜力的巨大致使投资金融租赁领域的参与者越来越多，整个行业资产额增长大概在1000亿至2000亿元，以及外商投资的租赁公司涉猎的各类资本颇具规模都在说明这一情况。然而，市场的快速扩张和日趋激烈的竞争也已是有目共睹。作为与实体经济结合最为紧密的金融业态，金融租赁公司如何在这一轮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重新部署战略规划，确定业务模式与发展路径，实现协同发展效益的最大化，已是各家均须面临的挑战。

以招银金融租赁公司为例。该公司率先启动主动转型。在应对经济环境变化中，招银金融租赁及时制定相应战略，确定继续推进国际化、专业化和差异化“三化”战略，同时，进一步深化转型，提出以客户为中心的“三个能力”建设发展战略，发挥自身联结金融和产业的本质和特色，支持实体经济、积极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助力绿色经济产业发展，这些实践不仅使得公司履行国有企业的责任，更实现了经营效益的最大化，为公司创造稳定增长。



国际化开拓境外市场

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推动，招银金融租赁境外客户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及北美洲，境外业务规模和收入均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截至2016年底，公司投放境外飞机28架，船舶45艘，机械设备近千台，境外租赁资产余额超过276亿元人民币，比年初增加172亿元，占公司整体租赁资产规模的20%。境外市场的开启促使公司加快国际市场的发展，将国际化战略提升至重点发展层面，业务侧重点也进行相应调整。在开展机船租赁业务的同时，积极把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机遇，率先开发推出大型设备跨境租赁业务，支持在境外投资设厂或在境外承包工程的中国企业，带动优势产能输出。去年顺利推行的首个设备跨境租赁项目——尼日利亚项目就是最佳实践。公司通过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公开市场，拓宽国际化融资渠道和模式，以境外资金对接境外资产，缓解汇率和期限错配造成的流动性风险。



专业化助力产业升级

招银金融租赁在专业化发展道路上持续发力，新组建“公用事业”“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盾构机”和“新业务孵化”6个专业团队，在行业研究、客群选择、渠道建设、模式创新等方面不断累积经验，10个专业团队当年新增投放额约200亿元，在设备板块整体投放额中占比达到了50%。通过进一步研究细分市场，进行专业化的二次创新，积极参与产业拓展。航空租赁和航运租赁分别新增投放82亿元和118亿元，比上年提升41%和103%。在基础业务板块设备租赁领域中，深化对目标行业的理解和风险把控，持续提升服务能力，通过“以租代购”“以租代售”的模式，服务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助推技术革新、产业升级。



差异化推进业务转型

差异化发展符合当前经济形势和金融租赁业发展规律。除飞机、船舶、医疗机械、大型工程设备等传统的优质通用资产领域外，经济结构调整为金融租赁公司拓展业务提供了新的市场机遇。目前各家公司都体会到愈发激烈的同业竞争，并在竞争中寻找后发优势。国际化的推进和专业化的深入必然会使公司的差异化日趋明显，形成区别于同业的特色优势。招银金融租赁积极推动各类特色业务，通过“租赁易”平台拓展新模式。2016年公司在积极推动同业项目转介业务之外，还开展资产转让业务，拓宽收入来源，提升盈利能力，打通新的业务增长点。“租赁易”平台成立3年来，已与60余家优质租赁同业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累计租赁投放超100亿元。



客户中心化打造新机遇

在当今这种充满挑战的商业环境中，强调客户中心化战略可以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在“三化”战略的基础上，招银金融租赁又提出了“三个能力建设”，即加强客户获取能力，提升客户经营能力，构筑客户挽留能力。


客户获取。
 依托招商银行各分行机构的推荐，的确是不错的客户来源渠道，但是这种客户获取有其自身局限性，即彼此看待行业客户视角的不一致。因此招银金融租赁会采取一些更为专业化的获取方式，比如参加行业论坛及展会，直接建立对客户与联系，更为准确地洞察客户需求，从而为其提供更适合对方的业务推荐，达成这个领域的客户直接获取。


客户经营。
 企业不仅要准确获取到客户，还要努力为这些有价值的客户提供服务，不仅要让他们感到与众不同，还能最大化挖掘他们对公司的价值。通过内部各部门间的合作，重建客户管理体系，将前台和后台机制很好地衔接起来，成立“项目经理，产品经理，法务经理，风险经理和服务经理”五位一体的前端小组，为客户提供整体业务解决方案，提升客户的综合体验。


客户挽留。
 考虑到现有客户也有可能成为同业竞争的客户，招银金融租赁不断地加强掌握客户动向和需求，挖掘潜在的后续需求，设计推荐后续业务方案等相关方面的能力，增强客户粘性，实现长效合作。招银租赁首席市场官史永赳在采访时表示，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需要了解自己客户的多样性，而且应该感激这种差异的存在，因为多样性为企业带来了机遇。

凭借主动转型、优化战略、加强客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招银金融租赁不仅更加快而有效率地优化了资产结构，实现稳定利润增长，而且能够更好地抵抗经济波动、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确立了其在行业的竞争力，奠定了公司国际业务的领先地位，同时有力助推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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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Experience / 自管理 Managing Yourself




为新职位做准备

Get Ready for Your Next Ass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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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3个步骤，让内部职位变动价值最大化。






布
 鲁斯·威尔金森（Bruce Wilkinson）是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赞比亚分支的负责人。这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年收入达26亿美元。当得知自己将被提拔为非洲南部地区负责人时，威尔金森立即开始阅读核心人员的考核报告，并向其他国家分支负责人了解情况。结果，他发现了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这一地区很多关键岗位长期空缺，最长已有1年4个月之久，使得宣明会在一些地方未能延续合作协议、项目质量下降。人力资源部门需要改善现状。

但威尔金森看到，这份新工作也是一个机会：修复人力资源等缺失职能，同时设立质量控制等新部门，从而提升这一地区的表现。他制定了行动计划，其中一项是裁掉最高两级约20名管理者，再让他们重新申请入职。“在上任前，你须明确愿景。”威尔金森解释道，“具体来说，我要把地区总部重新定义为真正的服务中心，而我们的管理者明白了我的意图。”

大部分管理者在开始新项目或就任更高职位前相当长时间，就会得到通知，但极少人会利用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为新工作做好充分准备。这个机会被浪费了。

你的新职位是为所在组织、也为自己创造成果的新机会。明智的做法是先投入一些时间和努力，这会让你有机会取得卓越成果，而不是得过且过；让这份新工作成为取得更大、更好机会的进身之阶，而不是死胡同。

工作变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知识，这不仅包括关于新项目或新领域的重要信息，更包括组织内部或外部其他人在类似职位上的表现、未来有哪些挑战和机会、你能获得哪些资源，以及如何调动资源克服阻碍。结合我们正在进行的关于知识获取和分享的研究、我们与咨询公司和高管寻聘公司的合作经验，以及与不同类型机构成功领导者的访谈，本文总结出3个实用步骤，帮助你积累知识资本，在面对任何新职位时都能脱颖而出。我们称这三个步骤为：零阶段、学习旅程和亲密团体。


上任后，威尔金森着手执行计划、重新面试员工，并从原先的平级同事——其他国家分支负责人那里听取意见。在此过程中，他用到了全部3种方法。这使他得以整改人力资源部门领导层、增设了质量负责人，并快速填补了空缺职位。下文将详细介绍每个步骤。



零阶段

在这个阶段，你有机会利用作为内部人的优势，熟悉新部门的人员和表现，在新工作正式开始甚至正式宣布前，就深入了解其中的机会和挑战。在新工作开始的几周前，坚持每天拿出至少30分钟时间做相关准备，你可能会找到提升工作成效、降低成本的方法，甚至重新评估一个商业模式。在零阶段，你能发现问题，并设想解决方案——就像威尔金森在非洲南部所做的。正式上任后，你可以检验或调整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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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最可能找到客观数据的地方就是组织的档案，如员工考核报告、关于服务和运营的报告，以及来自客户和供应商的反馈。为寻找定性信息，可以咨询曾管理过这个职位、与该职位有过交集或承担过类似职责的同事。要坚持了解深层信息，例如可以问：“我可能遇到哪些官方职位描述中没有明确说的困难？”低调地找到你需要的这类人和信息，能帮助你理解新工作的要求和发挥空间、完整构思一个行动计划，以及在个人方面为工作变动做好准备。

以托德·霍迪克（Todd Hoddick）的经历为例。2011年1月，霍迪克被任命为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全球视觉解决方案公司巴可（Barco）北美娱乐事业部副总裁。霍迪克2008年加入公司时是北美数字电影业务副总裁，他被公认为很擅长打造盈利能力强的单一业务部门。2010年，公司希望他出任新职位，负责的业务包括租赁和舞台技术、数字标牌、家庭影院、图像加工和企业视听。




先投入时间和努力，会让你有机会取得卓越成果，而不是得过且过。





这将是很大的跨越。“我想了解，与正在做的工作相比，我将要承担的新职位有哪些不同的挑战。”霍迪克告诉我们。他开始向正在这个职位上的同事了解信息，后者将调任其他职位，只是尚未宣布。“他和我参加的战略会议差不多，所以我可以问他一些业务问题而不显得突兀。”霍迪克说。他了解到一些情况，比如该部门大幅精简了销售团队，但仍然保留了很高的收入目标。

接下来，霍迪克去找了他未来的上司，巴可全球销售负责人。霍迪克有一个迫切的问题：“你如何定义成功？你希望我完成哪些其他人未能完成的任务？”回答是：“帮助巴可成为全球第一的投影设备提供商。”很明显，新职位需要更多的出差和加班。因此霍迪克花时间让家人做好准备，争取他们支持他的工作变动。



学习旅程

零阶段主要是独自学习和非正式谈话。学习旅程则涉及与可能帮助你做好新工作的人系统性交流，包括直接下属、供应商和客户。你将检验你对问题的定义和设想的解决方案、发现关键点、建立人脉，并吸收不同观点，以此争取他人的支持并化解对立。

霍迪克的学习旅程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一次大规模会议开始。在会上，他询问核心销售人员，为取得成功需要哪些支持。回答是减少文书工作，以及一项特殊的后台资源：一位名叫卡洛斯的通才，此人在最近的团队瘦身中被裁。霍迪克告诉他们，如果被缩减的销售团队仍努力达成收入目标，他会解决这两个问题。6个月后，销售团队提前完成阶段目标。




下次工作变动时要避免的6个错误

1.定义成功标准，但忘记去找能帮助你成功的人

2.未能发现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困难和障碍，它们可能和你预期的相当不同

3.在介绍自己和工作计划时主导对话；如果开会时超过30%的时间你都在说话，你就没有认真倾听

4.让开始工作前听到的说法过多影响你的观点

5.依靠原有的权力关系，这可能在你承担新职位后发生变化

6.关注面太窄，未能吸收多元观点





你应该借助职位变动的机会，与所有重要利益相关方会面，包括你已经认识的。但记住，你的“头90天”会与外聘人员不同，因为你的声誉和偏见都已经固化。为把这一步骤做到最好，我们推荐两个策略：留意你在组织中的声誉、强化你的优势，并承认需要帮助的地方；以开放心态主动接触团队成员，并听取他们的想法。要多问包容性、开放性问题，例如：“如果你明天就可以在这个领域做一项改变，你会做什么？”

2011年初，加里·查普曼（Gary Chapman）从Communities in Schools（CIS）的现场运营副总裁升任全国网络执行副总裁时，他进行了一次学习旅程。这家非营利组织市值2.25亿美元，是白宫认定的全美最成功的青年辅导机构之一。“我负责的新部门有两个团队，”查普曼回忆道，“一个是我以前做过的现场运营，另一个是负责监督现场运营的研究和评估（R&E）团队。为弄明白后者，我有很多工作要做。”他立即开始和员工见面，了解他们的职责，以及从事这份工作的原因。“很多人认为两个团队是脱节的。”他说。R&E团队担心现场团队未能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而现场团队认为他们没有得到足够反馈，但也没有时间去主动征求意见。虽然是现场运营出身，查普曼还是作为真诚的中间人认真听了两边的意见，然后决定安排现场团队和R&E团队每周开会，争取促进合作。

查普曼还主动与另外4位CIS的高管交流，发现可以与传播、政府关系和业务拓展团队合作，加强宣传和筹资。“这些团队需要关于特定学生群体的更多信息，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正确的时间带着正确的数据，到国会进行游说，为我们争取以前没拿到过的教育经费。”查普曼说。他鼓励自己的现场团队和监督团队与这些同事合作，这实际是带着他的部门进行了一次关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旅程，让每个人有机会以开放心态参与变革。



亲密团体

查普曼早先与其他高管的沟通，随后演变为持久的关系，把他带进了有影响力者的内部圈子，这是他在此前职位上无法接触的。有些同事能锻炼你的思维，并把你的角色和组织更大的目标联系起来，认识这样的人并与他们保持交往，不仅能让你变聪明，更能让你做好新工作。很多管理者利用现有的同事关系网络来分享经验，或者争取到某个工作机会，但很少有人主动去建立和维护支持性的人际网络，来获取成功所需的技巧和新鲜理念。

两种思维方式可以帮助你得到新职位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视野：做好心理准备，你要寻找的亲密团体可能还不存在，如果确实不存在，就要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创建它；要承认，随着时间过去，在新工作开始时适合的亲密团体可能变得不适合，因此要愿意调整圈子的人员构成。不要像在学习旅程中那样，问“谁可以帮我做到这些”，而要不断问“哪些人的视角可以让我一直有能力推进组织的目标，我如何与这些人建立关系”。你的答案可能把你引向其他部门负责人、前任领导者，甚至董事会。

当奥斯丁·罗斯巴德（Austin Rothbard）从休闲设备公司Brunswick保龄球台球战略和业务拓展副总裁，调任制造顶级垂钓用船的Cabo游艇部门总裁时，他恰恰问了这些问题。在完成体验垂钓、拜访经销商、从商务装换成卡其裤和帆船鞋这些上任前的准备工作后，罗斯巴德的答案是，他需要熟悉经销商网络，并与这项业务的两位创始人建立关系，后者把它卖给了Brunswick，而且再过3周他们的合同义务就要结束。和这两个人保持关系非常重要，既因为经销商对他们极其尊重，也因为他们一直大胆创新。“考虑到我的知识很有限，”罗斯巴德说，“只要我能与两位创始人保持合作，我们就能造出行业中最好的船。”

罗斯巴德还经常与Cabo的兄弟公司Hatteras的CFO和人力资源副总裁交流。关于Cabo的财务和人事决策，他们会提供建议。“他们很愿意帮助我了解这家公司，以及应对有挑战性的员工。”罗斯巴德说。“他们帮助我成为更好的领导者。”

在一家非常不同的组织，位于波特兰的缅因州医学中心（Maine Medical Center），新上任的首席医疗官彼得·贝茨（Peter Bates）建立了由一个高级管理者构成的亲密团体，包括CEO和董事会，并利用他们的智慧推动一个对该医疗机构来说是巨大赌注的项目：为加强人才管道而建设一所医学院。

“我需要了解董事会的需求和兴趣，并以一系列人们能够认同的战略变革支撑这个愿景。”贝茨告诉我们。最后，CEO和关键董事成为该项目的热情支持者，并成功与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医学院（Tuft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达成合作，在缅因州医学中心设立分校区。贝茨还推动建立了一个社区医院网络，为医学院学生提供创新学习体验，包括大三学年到农村医疗机构工作最多9个月。在整个过程中，贝茨仍坚持看诊，与一线保持联系。“我每周仍有一天看诊。”贝茨说。“其他人会看到，我不只是个穿西装的家伙。我出现在医院的各个地方，让大家找得到我。”

零阶段、学习旅程和亲密团体能帮助任何一位管理者为新职位做准备，并在新工作中不断学习和成长。有时这3个步骤会按顺序发生，有时则不会。例如，已有的亲密团体可能会帮助你处理零阶段的任务，也可能工作中的一个转折点会推动你开始新的学习旅程。无论顺序如何，如果转变角色的管理者想在组织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取得更大职业成功，这3个步骤对他们就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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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员工伴侣的事业需求当然是一大难题。 如果安置不好伴侣， 外派不会有好结果。





安东·达努瓦是Streuvels Chemicals公司高级HR主管，负责管理员工海外派驻事宜。



他重视与公司外派员工及其家人交流，为此特意安排出时间。然而这一次，在洛巴托家共进晚餐的时光不甚愉快。

阿纳·洛巴托是一名来自巴西的工程师，她被总部派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工作了一年多，表现十分出色，但丈夫奥斯瓦尔德很是不满。现在，奥斯瓦尔德更是勃然大怒。他瞪着安东，后者摆出防御姿势，生怕奥斯瓦尔德隔着桌子伸手揍他。奥斯瓦尔德没有动手，而是站起来看了看3个吓呆了的儿子，又看看妻子和桌上的饭菜，明显压抑着怒火，走进厨房关上了门。考究的公寓中一片沉默，只听得见外面街道隐约的车声。所有人都看着安东，他拿餐巾的手有些颤抖。阿纳忽然起身去找丈夫，留下孩子们跟客人面面相觑。




《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示现实中领导者面对的困境，并提供专家意见。本文改编自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索尔维集团：人才国际流动与外派员工管理”（”Solvay Group: International Mobility and Managing Expatriates”，案例编号409079），作者鲍里斯·葛罗伊斯堡、尼廷·诺里亚和克里·赫尔曼。原文见hbr.org。





安东刚才只是说，如果奥斯瓦尔德去上比利时的医学院，公司会付一部分学费。他是想提供帮助。奥斯瓦尔德在巴西取得医学学位，无法在欧洲行医。安东没料到重读一遍医学院的提议会让奥斯瓦尔德发火，现在他宁愿自己刚才没开口。

阿纳来到比利时的时候十分激动，充满希望，准备跟总部同事分享自己在巴西和阿根廷聚氯乙烯工厂担任高级职位获得的专业知识。Streuvels要在东欧和俄罗斯设立工厂，迫切需要她的技术和经验。安东的国际派遣部门为洛巴托家提供的服务似乎令人满意。明星员工阿纳迅速融入了新的工作环境，孩子们适应了新学校，而奥斯瓦尔德一开始的情况似乎也过得去，在圣卢克医科大学（UCL-St-Luc）研究人工耳蜗植入，要成为享誉国际的学者。

但没过多久，奥斯瓦尔德的情况就变得不太妙了。先是实验室导师因为心脏瓣膜手术而休息了3个月，奥斯瓦尔德无人指导，然后是他的项目被并入另一个项目，让他觉得自己很没用。他开始抱怨布鲁塞尔的天气。他说自己心思不在实验室，想念每天去耳鼻喉门诊上班、治疗病人的感觉，但他不能在比利时行医。

阿纳从厨房出来，看上去很难过。“也许——”她开口说。

她不必说下去。安东站起来打算离开。“请代我道歉，”他说，“真是抱歉。”

“这星期他一定一直很难受，”阿纳把安东送到门口，“他其实是个乐观的人，但最近他有点不对头。”

步行回家的路上，安东间或从路边变暗的橱窗里瞥见自己，短暂而清晰。他的内在符合外表形象，是个拥有数十年经验的商务人士，但他最了解的是管理欧洲化工厂，不是负责国际外派部门。他负责这个部门至今3年，一直觉得做不好人事，特别是管理外派事宜。无可否认，他有时口无遮拦，说出一些之后让自己后悔的话——这一点在他当总经理的时候无伤大雅，但作为HR就容易惹来麻烦。现在他很担心阿纳家里的情况，也担心公司。



陌生的外派领域

啊，这样才对，安东对自己说。他周围摆满不锈钢桶，里面放着刷成浅粉色和绿色的零件。这样的地方让他很有亲切感。黄色塑料桶在货盘上摆成几排，一条长长的黑色管子挂在钩子上，两位铲车司机互相避让着，在货盘和放有几千根固定长度塑料管的架子间来来回回。安东的鞋子在一尘不染的地板上发出吱吱声。

安东看到HR主管玛丽亚·克拉斯，就挥了挥手。玛丽亚有事找他，却只有在视察布鲁塞尔城外这家工厂的时候有空见他。

“为什么我不能在这样的地方办公呢？”安东半开玩笑地说。玛丽亚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过来。

“你不喜欢‘迷宫’吗？”玛丽亚问。她指的是总部那边带玻璃墙的高管办公室。

“我只是喜欢待在工厂。”安东深深吸了一口令人愉快的带酸味的空气。

“那么你自己就是外派的人啊，”玛丽亚说，“被外派到迷宫。”

玛丽亚找了个房间，跟安东说话。“这个星期我看到了你的另一个要求特殊许可的申请。”玛丽亚的声音听上去有点生气。

“他只是去照顾——”安东开始解释。

玛丽亚抬手让他闭嘴。“我让你来HR这边，负责精简外派项目，让这个项目在员工眼中显得合理并透明，”她说，“所以我才选了一位总经理，没有找HR专业人士。我听过太多的抱怨，说这个系统似乎不合理。但你一再提出特殊要求。”她停顿一下，“你必须去告诉塞尔焦·盖姆利，我们不能出钱送他母亲去中国。”

“我完全理解你让我来做这个工作的原因和你希望我做到的事情，我真心希望能做好，”安东说，“我的工作一直是精简提效，但外派这个领域不一样。”

“为什么？”

“外派人员跟那边统一规格的塑料管不一样，每个人情况都不同，”安东说，“如果坚持旨在节约开销的规定，最后可能会花费更多。如果塞尔焦的母亲不跟着一起去，他会分心，影响工作效率，而且他要抽时间回米兰，减少工作时间。我们在中国的工作很重要，承担不起这种风险。”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为每个人写一套新规定？”玛丽亚扬起眉毛，“我觉得这就说不上是精简了。”

安东在公司是元老，而且公司重视高级管理者，从来没有解雇过高管，所以他能毫无后顾之忧地说出自己的心声。“以理性为基础的事情才能合理精简，”他说，“作为总经理，我挖到了根本问题：这个项目是为了什么？项目ROI是多少？就我所知，外派并没有清晰的目标，似乎也在ROI讨论的范畴之外，对吗？”

玛丽亚耸耸肩。“ROI这点你大概说的没错，”她说，“但外派绝对有目标，不止一个，包括招聘和人才保留。”

“的确如此，”安东说，“但我们这个领域的很多公司正在减少外派。从某些方面来讲，这是公司殖民主义的倒退，而且成本高昂。东南亚本地人才完全有能力运营工厂，为什么我们还要从欧洲派人过去？”

“公司殖民主义？”玛丽亚做了个鬼脸。

“这就是这个系统显得不合理的原因，”安东说，“因为它本来就不合理。”



昂贵的余兴节目？

“我小时候到处旅行，”阿纳说，“我父亲是外交官。我喜欢旅行。儿子性格随我。布鲁塞尔很适合他们。”

“布鲁塞尔很好。”安东说。这里是他喜欢的咖啡店，两人坐在门边的座位。外面下着冻雨，陆续有客人进来。

“但奥斯瓦尔德——”她摇摇头，“早先我们一起做了决定。国际学校和新的视野，对我、对他和孩子们都是很好的机会。我们想要做些不寻常的事。”

“能帮到他的法子我都试过了。”安东说。

“我知道，我知道。”阿纳叹气。

“我给比利时所有的医学研究机构打过电话，给他找能申请的研究项目。我还争取让公司给他出学费，假如他愿意在这里读个医学院。”安东停顿了一会儿，“他是不是想回去？”

“是啊，他要带着孩子回去，”阿纳说，“我受不了这个。他还没走，唯一的原因是孩子们不愿意。”

“我真的不想让他走，”安东说，“他走了你就是一个人了。这样没办法生活。”

当然，真正的危险在于，如果奥斯瓦尔德回巴西，阿纳可能也会跟着回去，这样就破坏了公司设立新的聚氯乙烯工厂的计划，而此时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的合作伙伴公司正在高速发展。安东再清楚不过了，如果阿纳回到巴西，几家大的化工企业都会热烈欢迎她加入。

阿纳低头看着自己的茶杯。她冷静的模样似乎快要绷不住了。“我也不想他走。”她说。

虽然情绪起伏，但阿纳毕竟是工程师。她慎重地发表了一个观点：“跨国外派最大的问题就是伴侣的生活，对不对？一方主导，另一方只能跟随，我们似乎都依赖这种模式。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太难了。可能3年的外派时间太长，或许应该改成3个月。”

安东觉得3个月与其说是国际外派，不如说是旅游，但他没说出来。“我觉得主要问题不是伴侣，”他说，“整个系统都很有问题。我这边现在有30名法国外派员工，都在国外工作了10年以上，每个人都盼着回法国。但我们在法国的运营规模太小，没有空缺给他们。如何让离开的人重新融入，一直是个问题。外派项目是个昂贵的余兴节目。”

“不是余兴节目，”阿纳直截了当地说，“公司坚持要把升职跟海外工作经验挂钩，所以不是的。我听说这家公司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要想得到高层管理职位，必须至少在两个国家工作过。”

安东缓缓点头。阿纳说对了。

“所以对员工来说，外派事关重大，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年轻工程师，”阿纳在座位里别扭地动了一下，“待遇可以更好一点吗？”

“你是说薪水？”安东问。

“假如待遇优厚，我也许能说服奥斯瓦尔德，再多留一两年是值得的，”阿纳说，“我们的生活一直很拮据。欧洲物价太贵了。”

“这个我说了不算。”安东说。大幅度涨薪要经过玛丽亚批准，她已经连续驳回了安东的几个特殊请求，其中包括让塞尔焦·盖姆利的母亲陪同出国。

阿纳丢下一枚炸弹：“我大概应该告诉你，安东，巴西那边的主管极力想让我回去。他本来还没那么热切的，不过最近南美那边有几个人退休了，他在玻利维亚有个大项目请我去。”

安东震惊了。这么说阿纳和巴西主管一直在联系？如果安东尝试提前把阿纳调回南美，玛丽亚肯定大发脾气。“但你的任务——你应该在这里工作3年，还有可能要续期。”

“我刚才说了，也许我们得把这个时间缩短一些，”阿纳说，“我在这里做了很多工作。跟下诺夫哥罗德的合作项目已经准备好了。我得到了很多有用的经验，回去就能获得晋升。奥斯瓦尔德当然也会很高兴，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她盯着安东。“你怎么想？你可以安排我调回巴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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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里斯•葛罗伊斯堡
 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教授，与迈克尔•斯兰德（Michael Slind）合著了《对话与公司》（Talk, Inc.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2年出版）。他考察了公司如何利用各个层级的人才，系统性地创造可持续竞争优势。尼廷•诺里亚
 是哈佛商学院院长。克里•赫尔曼
 是哈佛商学院全球研究小组（Global Research Group）助理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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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能让

阿纳对海外派驻

满意吗？

专家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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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博尔曼（John Bollman）


是综合工业公司Sequa Corporation及其最大事业部Chromalloy人力资源副总裁。









阿纳·洛巴托
 说一家人在布鲁塞尔入不敷出，安东·达努瓦提到有30位外派员工等着回法国，这都是危险的信号。这两个细节说明，Streuvels Chemicals对全球外派项目的管理欠佳。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认识到，全球外派项目是整体人才管理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人才管理的目的是确保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地方帮助组织实行战略。

这就是ROI意义所在。安东和玛丽亚·克拉斯说全球外派项目没有ROI是不对的。外派虽然花费高昂，但也有许多可量化的收益。公司可以在人才和技能流动中获益，上升期的管理者通过海外工作经验得到事业上的发展，员工在海外派驻的过程中获得有价值的技能，并且得到锻炼。现在最进步的公司定期审查外派员工ROI，根据是员工对公司表现和收入增长等方面的可评估影响。

配合员工伴侣的事业需求当然是一大难题。如果安置不好伴侣，外派不会有好结果。因此，公司必须在员工接受海外职位之前处理这个问题。

员工和伴侣必须一起考虑，外派对于员工在公司未来发展的意义，伴侣坚持自己事业的重要程度，以及换个地方继续追求事业的难度。与阿纳和奥斯瓦尔德一同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最终或许可以让这家人继续留在巴西，虽然阿纳调回总部很好——对于这样一位高潜力员工，调回总部无疑是项美差。




公司必须在员工接受海外职位之前解决伴侣的问题。





家人同意了外派，公司必须提供支持，但要把决定权最大限度地留给员工和家人。以往的公司是直接提供住房等基本补助。现在，我所在的公司和其他很多公司都提供一次性的丰厚补贴，让外派员工和家人自行选择生活方式。

如果员工伴侣由于外派而必须停止工作，公司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补偿收入上的损失。虽然不必补偿所有经济损失，但公司应当一次性提供优厚的补偿金。给外派员工涨薪往往不是最好的方法，可能会在员工回去之后造成问题。

说起回去，不知道Streuvels有没有人跟阿纳讨论过在布鲁塞尔的工作结束后会怎么样。公司应当积极管理外派员工的职业发展。阿纳这种情况，应该在巴西指定一位导师给她，让她像在布鲁塞尔一样顺利适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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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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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贾奇（Ann Judge ）


是生物制药公司Shire全球人力资源高级副总，公司员工遍及28个国家。









外派员工
 的伴侣不满意，对员工本人和公司而言都是严重的问题，会影响员工工作效率，还有可能影响外派项目创造的价值。即使家庭财务、住房和孩子上学等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伴侣也很容易感到沮丧。因为伴侣和家人往往比员工本人更多地接触外国文化。

我的上一家公司把我外派到德国的时候，我的工作情况基本没变：工作中交流的各国同事都没变，工作时说英语。但我丈夫接触异国文化的方式与我不同。要弄清楚在哪里买东西、了解计量系统、用另一种货币买车，都不能用英语。

伴侣容易感到格格不入，再加上奥斯瓦尔德·洛巴托面临的事业不确定性，就会造成危机。但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是把阿纳调回巴西那么简单。从公司和阿纳自己的视角来看，这样无法实现外派本身的目的。公司在关键时刻需要阿纳在总部发挥专业能力，阿纳知道有了海外工作经历可以升迁。

如果奥斯瓦尔德坚持要回巴西，应对方案可能是给阿纳的工作增加一些灵活性。像阿纳说的外派3个月，成本可能回不来，但12到18个月应该就可以了。有时候可以增加差旅。我们Shire允许员工在自己居住的国家和需要外派的国家之间往返。另一个选择是永久派驻，一些家庭更倾向于这种方式，因为要在一个新的国家长期安定下来，伴侣就不会犹豫是要努力适应还是等待任期结束，可以消除或减轻压力。现在的外派政策须提高灵活性，应对员工的各种需求和期望。

我相信现在的员工对自己的需求更为坚定，这不是坏事，反映出他们对工作生活平衡更敏感。公司理解员工需求，帮助他们得到发展，以有意义的方式做贡献，如此方能得到员工的忠诚和信赖。员工有自主选择，不会（且不应该）留在价值观相悖的公司。

我在其他国家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对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在爱荷华州的一个农场长大，第一次接受海外派驻的时候还没有护照。我把自己在海外生活的经历看作一份礼物，可以拓宽视野，帮助我接受世界各地文化的差异。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虽然派遣员工出国比在当地聘用员工的成本高得多，但海外派驻不会消失。Shire发展的这几年，外派员工数量有所提升。员工能在不同文化中发展事业，能进入不同的市场，知道要如何提问才能得到更好的结果，这对Shire来说是很有竞争力的优势。这种优势来自真正的全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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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ORG社区评论



安东必须打破一些规则，让阿纳满意。她是高潜力人才，她提前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她冷静客观，而且提出了可以继续留在比利时的条件。公司让她走了就亏了。


塔皮洛•利佩


博茨瓦纳哈博罗内RightSource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



根据我作为“陪同伴侣”的经验，我觉得组织没有认真面对外派员工伴侣的问题。公司应该一开始就讲清楚，伴侣可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让伴侣将派驻视为冒险，而非工作变动。


休•约翰斯顿


加拿大安大略滑铁卢It’s Understood Communication公司总裁



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证明员工有了海外工作经历就会自动变成好的管理者。我给某家银行的一位区域副总裁做培训，这家银行要求管理者有海外工作经验，但他对外派没有兴趣。他很擅长人际交往，而且了解多样性。为了这么一条没有现实基础的规定，银行可能会失去一位优秀的管理者。


梅尔•布利策


加拿大艾伯塔卡尔加里Partner2Win公司高级合伙人





杂谈 synthesis



“酷人”营销研究

别问他们是谁。了解他们的思维。

The Demographics of cool

Don’t market to who they are. Understand howthey think.

斯科特•贝瑞纳托（Scott Berinato） | 文

王晨 | 译 齐菁 |编校






作
 为奠定乔布斯传奇的重要产品之一，iPod上市16年了。现在看来似乎很难相信：那个后来成为“酷之象征”的半磅重、用转盘操作的超现代白色点唱机，其实并没有一炮打响。上市9个月后，第一代iPod仅售出15万部。（2011年，iPhone平均每天售出19万部。）

营销权威们会说是iTunes扭转了局面，但苹果音乐播放系统推出时也反响平平——只能在Mac上使用，况且在孩子们都在听亚瑟小子的时代，其广告形象居然是披头士时代的吉他。

最终，真正让iPod及其使用者变酷的，是嘻哈。

从音乐制作人变身广告界传奇的史蒂夫·斯托特（Steve Stoute）在他机智有趣的《美国美黑》（The Tanning of America: How Hip-Hop Created a Culture That Rewrote the Rules of the New Economy）一书中写道，苹果同意为Interscope Records制作新MV提供财务担保，以换取iPod的广告植入。

当时全世界最火的艺人是Interscope旗下的说唱歌手50美分，而在他广受期待的歌曲《P.I.M.P.》MV一开头，50美分就手拿iPod出镜。接着给出特写：他用转盘调出“播放列表”（Playlist），点击，然后我们看到无下限的腐败奢华场景。

“没有多少人过得起那样奢华的生活。”斯托特写道，“但人们买得起iPod。”突然间，“艺人们开始给Interscope打电话要iPod。一旦iPod被这些制造品位的人所掌握，大批消费者开始涌向苹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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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特将这段轶事收入书中，并不是为展示巧妙的跨文化或多元文化营销策略如何吸引不同人群。实际上，重点在于传统人群的分解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营销机会。

看看数据就知道。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因为城市农村人口流动还是种族多元主义兴起，传统人群的边界正在变模糊。认为自己属于两个或更多种族（不包括拉丁裔）的人，已经占到相当的人口比例——3%，超过900万人。从2000到2010年，这一群体人数增加30%，其中18岁以下者更增加46%。此外，技术正帮助我们发现新的、更复杂的“人口群体”。通过收集、反复分析、交叉对比这些新信息，营销人员应能发现，定义消费者和消费行为的传统分类已经不那么有效。

例如，非营利组织杰斐逊研究所（Jefferson Institute）下属的Patchwork Nation（patchworknation.org）已经定义了21种人群类型。属于“新兴城市”类型的人“生活在快速发展、人口结构迅速多元化的社区”。“转变中的中间阶层”的特征是“生活在成熟郊区和中型城市的中等收入区域，周边人口结构混杂，且拉丁裔人口增加”。这些分类让我们更细致地观察到美国的人口状况，并改变我们对当前事件的看法。在过去的这个秋天，当别人在报道大量房屋遭银行没收的坏消息时，Patchwork却从“新兴城市”的发展中看到了好兆头——这一类型一直是该组织分析师最关注的指标。

不过，《美国美黑》不只是高端版的人口学。斯托特想说的是，从嘻哈中生发出一种新文化，它具备某种“精神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是任何人群分类（包括Patchwork的版本在内）都无法把握的。年龄、种族和收入不重要。地点不重要。只有精神取向重要。来自俄勒冈的常春藤大二学生，印度出生、在皇后区打工的34岁服务员，家住亚拉巴马的16岁少年，他们可能同属一个目标市场，都在精神上寻求“美黑”。在“美黑”的世界里，“城市”与地点或种族无关，而只与态度有关。在斯托特看来，橘子郡和华盛顿特区一样有城市消费者。

嘻哈文化所定义的“美黑”消费者会选择酷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决定什么东西不再是酷的。一个经典案例：Cristal香槟的一名高管想让他们的产品和嘻哈文化拉开距离，结果遭到以说唱歌手、媒体大亨Jay-Z为首一票人的抵制，后者投资的另一个香槟品牌，很快成为销量赢家和酒评界宠儿。据斯托特所写，Cristal还未能收复市场失地。

还有一件事应该会吓到营销人士：数据分析没用了。斯托特认为，越是重视消费者心理分析，人口数据和量化研究越没意义。你必须根据受众的思维方式而非其身份来定义一个市场，这使得营销工作的复杂性和成本都大大提高。突然间，“女性”和“富裕”被“灵活思维方式”和“追求本真”替代了。

《美国美黑》中的商业英雄取得成功，都是因为主动忽略数据，瞄准“大众话语”——与决定潮流趋势的“美黑”消费者之间无处不在、持续进行地交流。《美国美黑》是回忆录、嘻哈文化史，也是营销手册。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业书，但确实是一本关于商业的书。

《乐子都归了那些人》（Those Guys Have Al lthe Fun: Inside the World of ESPN）也是这么一本书。詹姆斯·米勒（James Andrew Miller）和汤姆·谢尔斯（Tom Shales）合编的这本书是一部详尽的口述史，记录了体育传媒巨舰ESPN的崛起。虽然书中充斥着自恋大哥的炫耀和不安全感，让读者比较难找到管理干货，但干货确实有，而且和斯托特书里的很相似。

从创始人反直觉地押宝全体育频道的市场需求，到目前最酷的节目Pardon the Interruption（PTI），ESPN的成功大多是人口学和数据分析未能预测，也无法解释的。PTI执行制片人埃里克·瑞德霍姆（Erik Rydholm）记得一位同事问他：“你让两个老家伙坐在桌旁聊体育，这和我们所有市场研究认为受众会感兴趣的东西完全相反……为什么你觉得这能行？”瑞德霍姆回答：“因为我决定接这活之前，没人告诉我有这些研究。”

嘻哈专家斯托特和ESPN制片人说的本质上是一回事，这并非偶然。体育比其他所有产品都更让人口学无能为力。体育迷自动就是“美黑”。想把东西卖给新英格兰爱国者的球迷，重要的是了解这个群体共同的价值观，而不是收入和性别差异。

阿迪达斯、锐步、雷朋、凯迪拉克、麦当劳、苹果……斯托特讲到太多处于困境甚至濒死的品牌一举变酷的故事。它们都像ESPN一样，成功抓住了受众的某种精神取向。在和Interscope合作之后的两年中，苹果售出2800万部iPod，获得数字音乐这个新生市场3/4的份额，利润增长3倍。

这次合作也给苹果带来另一个重要变化。据斯托特，Interscope董事长吉米·艾奥文（Jimmy Iovine）劝苹果高层重新设计iTunes的广告形象，清除20世纪60年代吉他英雄那套观感。苹果照做了，并创造出现已成为经典的形象：戴着耳机开心的潮人剪影——在公交候车亭和广告牌上摆着姿势，在电视广告中随着热门歌曲劲舞。

你看不出这些剪影是18岁还是34岁，有钱还是没钱，黑人、白人还是亚洲人，来自布鲁克林还是东京。你唯一确定的是，他们很酷。





广告不再能教育或支配消费者； 营销必须瞄准大众话语，并精准整合进广告中。


史蒂夫·斯托特：《美国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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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贝瑞纳托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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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 ability to manage torrents of data has become crucial to companies’ success, most organizations remain badly behind the curve. More than 70% of employees have access to data they should not. Data breaches are common, rogue data sets propagate in silos, and companies’ data technology often isn’t up to the demands put on i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describe a framework for building a robust data strategy that can be applied across industries and levels of data maturity. The framework will help managers clarify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ir data, whether “defensive” or “offensive.” Data defense is about minimizing downside risk: ensuring compliance with regulations, using analytics to detect and limit fraud, and building systems to prevent theft. Data offense focuses on supporting business objectives such as increasing revenue, profitability,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Using this approach, managers can design their data-management activities to support their company’s overal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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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 SOCIETY




THE WORLDʼS NEXT

GREAT MANUFACTURING

CENTER



Irene Yuan Sun | page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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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Africa is no longer a far-fetched notion.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Commerce, privately owned Chinese companies are making more than 150 investments a year in Africa’s manufacturing sector, up from only two in 2000. These companies are having a major impact: They smelt steel in Nigeria to fuel its construction boom; they’ve made the clothing industry the largest economic sector in Lesotho; and the board of Humanwell, a Chinese pharmaceutical company, has approved an eventual investment of $100 million in Ethiopia.

These and other investments are transforming Africa’s economy and society by providing millions of Africans with formal employment for the first time, fostering a generation of African entrepreneurs, and inspiring African institutions to support vibrant manufacturing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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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 THINKING IN A

NONLINEAR WORLD



Bart de Langhe, Stefano Puntoni, and Richard Larrick | page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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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 brain likes simple straight lines. As a result, people tend to expect that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ables and outcomes will be linear. Often this is the case: The amount of data an iPad will hold increases at the same rate as its storage capacity. But frequently relationships are not linear: The time savings from upgrading a broadband connection get smaller and smaller as download speed increases.

Would it surprise you to know that upgrading a car from 10 MPG to 20 MPG saves more gas than upgrading from 20 MPG to 50 MPG? Because it does. As fuel efficiency increases, gas consumption falls sharply at first and then more gradually. This is just one of four nonlinear patterns the authors identify in their article.

Nonlinear phenomena are all around in busines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volume, and profits; between retention rate and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between search rankings and sales. If you don’t recognize when they’re in play, you’re likely to make poor decisions. But if you map out relationships in data visualizations, you can actually see whether they are nonlinear and how—and then make choices that maximize your desired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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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爱丽丝·沃特斯厨师：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 访

齐菁 | 译 王晨 | 校 时青靖 | 编辑






1971年，当爱丽丝•沃特斯（Alice Waters）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经营潘尼斯之家（Chez Panisse）时，她没想过会引起一场全国性关于本地化、有机及可持续来源食物的运动，并且启发一代厨师跟随她的脚步。但她做到了。作为一名坚定的活动家，她现在是“食用校园项目”（Edible Schoolyard Project）的创始人，该项目已经在5000多所学校中推行了食品教育计划。同时，她还经营着自己的那家餐厅。






HBR:
 你是如何从餐厅老板转型为一个活动家的？


沃特斯：
 其实我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中就很活跃。但在肯尼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后，我退出了。我想做一些自己热爱的事情，于是就开了一家小餐馆，给朋友们做20世纪60年代我初去巴黎时爱上的食物。在试图寻找那种食物时，我拜访到了当地有机食物生产商们。他们给我提供食材，我与他们成为朋友，一起庆祝丰收的日子。我意识到，照料田地的农民是宝贵的，我们应该为他们的辛勤劳作埋单。我觉得这并不激进。虽然我知道，拒绝工业化生产的食品，从农夫的市集上购买食材是反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但对我来说这其实很自然，我们照料土地、庆祝丰收、使用季节性本地化的食材去烹饪，然后坐下来，一起享用它们。




除了食材外，潘尼斯之家还有哪些杰出之处？


我一直想要做那种法式小餐厅，不需要特别花哨，也许只有米其林一星，但是每个细节都很完美。人们觉得我特别在意餐厅里的灯光设计、每道菜的分量大小以及很多其他的事情。我很难妥协，但也愿意聆听更好的建议。最重要的是，我想让人们喜爱我们的食物。所以我按照自己的心意使用橄榄油，提供超出人们期待的菜品，而且从来不在意赚钱与否。每晚我们只推出一份菜单，这就不断激励我们去发现新的食材。为了让顾客保持新鲜感，我们甚至专门雇了一个食材寻觅员。




没有经过任何正式的烹饪培训，你为何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厨师？


我想我应该是被反主流文化运动所激励，它提倡“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在这样的精神支持下，我和朋友一起开了潘尼斯之家。我们不一定要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厨师。当我们阅读法式烹饪书籍时，想着“如果犯了错误，我们可以给人们做些其他吃的”。如果烧糊了玉米汤，我们就叫它“烤玉米汤”。这是一群朋友协作的产物，我们试图合力创造出一些整体总是大于部分之和之类的东西。




你如何培养团队协作？


烹饪团队的每个人对于我们最后呈现的食物都有发言权。我们并不是那种金字塔型的构架，早上洗菜师傅做所有的准备工作，下午厨师来做。厨师也要参与清洗蔬菜和准备沙拉，而且所有人都会品尝菜品。当你从头至尾参与一道菜的制作时，能学到很多。而且，如果你愿意倾听并考虑大家的意见，他们的参与度也会更深。这种使命感激励着每个人，从洗碗工到晚上做清洁的团队，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改变美国食品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你的团队成员须具备哪些素质？


我会雇用具有不同天分并且有合作精神的人。一个人如果只顾着自己，他就很难在厨房里工作。我会问他们给自己做什么食物，在哪里购物以及会读哪些书。我还想知道他们是否有在农场工作的经历，以及小时候是不是有与家人一起享用晚餐的习惯。我一直很注意团队成员的性别均衡，也很珍惜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说着不一样的语言，有着丰富的旅行经历。我们还有一个宏大的实习生项目，针对大学生，这让我们能够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保持与时俱进。




现在全食超市到处可见，还有许多其他餐厅也在追随你使用当地食材的模式，你觉得自己成功了吗？


遗憾的是，我觉得很多大超市其实抢走并错用了“当地有机”的标签，让人们感到困惑。它们的农产品生产并不全是季节性，本地产。他们卖的肉并不全是有机和草饲的。因此，我们还需要问许多问题：那些牛肉从哪里来？来自哪个农场？是否一直用草喂养？我一直是去农夫的市场上买菜，所以我和种植饲料的人联系密切。如果我在12月份还能在那里看见油菜花，我就不会再去那个地方，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定是用了非常工业的生产系统。




你所提倡买菜做饭的方式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不可行。面对这样的批评，你的回应是？


这是快餐行业者发出的信息，他们就想让你购买包装好的食物，建议你不要干做饭、去菜市场或者在自己花园中种菜这样的苦差事。但当你真正自己去买菜和做饭，你会越过中间商。你付的钱直接到了那些照料田地的人手中，而你也给家人带来了更有营养的食物。我理解人们不会做饭的时候，很难想象用一只比较昂贵的鸡可以做出美味的三餐。但是做饭其实并不难学，而且充满乐趣。如果我们都学习一点儿基本的做饭技巧，就能做出性价比很高的美食。




潘尼斯之家在起初几年几乎处于财务灾难之中，你是如何扭转这一情况的？


我父亲帮我改善了经营状况。他在保德信金融集团做经理人将近30年，然后在安娜堡的社会研究所工作，后来他在伯克利开了自己的咨询公司Organization Dynamics。他很爱我。我开餐厅的钱是父母抵押了房子支持我的。我们处在财务危机时，他问我，“你想让我帮忙吗？”我说要。他说：“你需要去弄一台电脑来。”然后我们买了一台。然后他说：“你需要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帮我们找来了一位。在他看到我们如何购买食材后，他说：“你需要一个农场。”他和我母亲看遍了距离潘尼斯之家1小时车程的农场，给我们推荐了3个。不过他最喜爱鲍勃·肯那徳的农场，所以我们联系了他们，到现在我们已经合作了将近30年。




你的餐厅之所以具有革命性不仅仅是因为你们的食物，还因为你们给员工提供了非常灵活的工作时间。你是如何平衡成本和收益的？


在餐厅、咖啡厅和烘焙室，我们执行双厨师制。我很难描述它是多么可贵。这意味着在紧急情况下，或者是在一个厨师想要更多的休息时间时，你有一整群厨师可以接管厨房。而且厨师们还有时间陪伴家人，研究食谱。他们可以在白天工作而不用夜里赶工。他们可以在家里吃晚饭。自从我们使用了这一系统，食物质量显著提升。因为这样保证了健康的竞争和合作并存，还激发了想象力。当我想要了解关于食物的一些事情时，我有6个主厨和6个副主厨可以咨询。我们都可以听到批评，这帮助了潘尼斯之家的发展。这些事情永远不会自动发生。




你看起来很擅长于授权他人，但为什么只开了一家潘尼斯之家？


因为我最喜欢认识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以及来我们餐厅吃饭的顾客，这样餐厅就会有像家一样的感觉。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私人化的一件事，我很难想象自己在多个餐厅间飞来飞去。那样的话，我宁愿去别人的餐厅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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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森•比尔德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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